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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C
文 学 中 的 性 别 与 政 治 书 写

《美国悲剧》中水域自然的隐喻意蕴

 ☉ 舒奇志  梁佳苇

内容提要：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悲剧》以 20 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湖上情杀案为素材，没有
将作为故事背景的湖区即水域自然视为固定的物理空间，而是将之作为城市空间的一种延展、文本
意义的发生场和叙事维度，并结合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赋之以多重隐喻意义。这一水域自然既承载
了主人公实现阶级跃升的欲望，也是其美国梦的幻灭之地，彰显了 20 世纪初期美国环境政治话语的
权力运作方式，表达了德莱塞对美国社会转型时期阶级区隔、权力欲求和环境政治问题的独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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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01

Title: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Aquatic Nature in  An  American Tragedy

Abstract: Based on source materials of a real-life lake murder occur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odore Dreiser’s An American Tragedy does not consider its background, 
the lake area—the aquatic nature, as a fixed physical space, but as an extension of the urban space, as a 
productive site for textual ideas and as narrative dimension, which is endowed with metaphorical meanings 
via geographical images and geographical activities. The aquatic nature in the work does not only bear the 
protagonist’s desire for social climbing which turns out to be a space of disillusionment for his desire of the 
American dream, but also displays the power operati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us, it highlights Dreiser’s unique thinking on the issues concerning class division, 
power pursuit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Theodore Dreiser, An American Tragedy , aquatic nature, literary geography, symbolic 
metaphor 

Authors: Qizhi Shu,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China; Jiawei L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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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然主义小说家西奥多 · 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在其代表作《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中讲述了男主人公克莱德杀害已孕女友罗伯塔的故事。小说中风光绮丽

的湖区是这场爱情悲剧故事无言的见证者。学者们关注到作品中风景各异、大大小小的河

流和湖泊，主要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考察其中的生态景观和社会问题的关联，进而阐发德莱

塞小说中自然和城市对人类精神的不同价值导向和影响。厄德海姆（Cara Elana Erdheim）

认为作品中不同级别的湖泊展现出的是水域因其使用者地位的不同所发挥出的不同作用

（3），反映了环境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18）。麦尔斯（Robert M. Myers）则将历

史批评和心理分析融入生态批评，考察了作品以美国阿迪朗达克地区（Adirondacks）为故

事背景的意义，指出主人公对该地区荒野景观的理解折射出“其内心深处的需求和 20 世纪

之交美国社会的思想状况”（390）。刘海奋则认为作品中的气象、动物等自然意象具有审美

意蕴，隐射出人物命运、渲染小说的悲剧氛围（74）。这些研究阐释了作品中自然生态景观

的社会意义，但对于“水域自然”（aquatic nature）在文本空间中的叙事价值和多重符号意

义的生产还有待深化和挖掘。

有别于西方学术界突出的“空间转向”哲学、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中国学者建构的文

学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其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曾大兴，《概论》7）。这一研究主张地理环境为作家创作提供了题材。具体而言，地理环

境包括地理物象（地表上的实物）和地理事象（地表上发生的实事）。文学地理学就是考察

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对作家生命意识的触发作用，考察作家的生命意识在地理环境和文学

之间的中介作用，考察文学作品“应物斯感”与“缘事而发”的运行机制（曾大兴，《贡献》

111）。在文学地理学看来，文学有三个空间：第一空间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

第二空间是作家在作品中以第一空间为基础想象构建的文本空间；第三空间则是读者感受

和创造的文学审美空间。这三个空间都与地理环境密切相连。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批评与西

方空间批评只分析文本的空间结构不同，前者还要针对具体的空间，联系文本内外的自然

和人文地理空间的特点来探讨文本的意义（曾大兴，《研究方法》 292），究询文本空间中发

生的事件、对话、描述背后的含蓄意指。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聚焦《美国悲剧》中的地理

环境，可以帮助我们从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的动态关联中考探到文本中水域自然的隐意，

挖掘出作家所表达的生命意识。

《美国悲剧》的创作素材源于一件真实的湖上情杀案件。文本虚构的大比特湖就是现位

于美国东部阿迪朗达克地区的大驼鹿湖（Big Moose Lake）。作品将大比特湖这一地理环境

作为城市空间的延展，以主人公克莱德的城市生活和湖上活动为地理事象，再现了 20 世纪

初期美国阿迪朗达克湖区的旅游开发风尚及其自然保护区建立背后的一些颇具争议的社会

性问题。在当时，美国城市化迅速发展，自为自然与人化自然之间出现了互相对立、互相

渗透的现象。小说中的大比特湖区作为自然景观不再是纯粹单一的物理空间，而是渗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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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权力和环境政治的意象，变为了文本意义的发生场。这一水域自然既是主人公实现

阶级跃升的“欲望之湖”，也是其梦想幻灭的“死亡之湖”，还是资本主义实施环境统治的“权

力之湖”，凸显了德莱塞对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阶级区隔、权力欲求和环境政治问题的独特

思考。

一、欲望之湖：阶级区隔的隐喻

阿迪朗达克地区的荒野旅游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自 19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初进入

全盛时期。旅游者会记录下自己在该地区与当地原住民的营地生活和荒野冒险经历，给大

众展示一个美丽又具挑战的湖区面貌。有医生甚至撰文宣传湖区“新鲜的空气和山景让他

摆脱了‘白色瘟疫’”结核病（Harris and Jarvis 147）。这些荒野冒险故事诱惑着城市精英阶

级前往湖区度假探险，“荒野疗法”则吸引了大批在身体或心理上不健康的都市人来到湖边

的“治疗小屋”，以“恢复他们的健康，并重新确立他们的男子气概”（Otis, “Disentangling” 

559）。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国家旅游政策的支持下，纽约州与该地区政府联合

修建了道路，道路两旁迅速建起了豪华度假酒店、高尔夫球场、露营地等，纽约开始购买

更多的土地来鼓励旅游业。于是在阿迪朗达克旅游消费的受众不再仅限于热衷真实冒险的

游客和疗养病人，而是更广泛地包揽了各种来自城市精英阶级的团体游客。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阿迪朗达克荒野美学与湖区娱乐的价值，“荒野美学吸引了当时在城市占据主导政

治地位的精英阶级”，成为他们不失品位又彰显情趣的娱乐活动（Terrie, Forever Wild  125）。

在旅游消费文化的裹挟下，湖区不再是一种独特、纯粹的自然地理面貌，它承载着 20 世纪

初美国大众文化的审美情趣，成为阶级区隔的象征。

作品主人公克莱德在湖区独步时就幻想过上这种“有湖滨浴场、更衣室，还出租游泳

衣和游船”［1］的上层阶级度假生活（德莱塞 291），希望自己能像上层阶级一样占据自然，

沉浸在其田园般的欢乐中（Erdheim 8）。这种生活与他的城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克莱德

在工厂和城市中不断受到监视，他一直试图内化格里菲思家族严苛的准则，但遭到表兄的

打压和排斥。与去男性化、性压抑的工厂生活相比，水光潋滟的荒野湖区蕴含着年轻勃发、

生生不息的力量。在这样的城市环境里，身处底层阶级的克莱德“心中描绘出另一幅图景”

（德莱塞 292），幻想着上层阶级的湖上休闲生活。在他的幻想中，湖区成为寻欢作乐、释放

“他天性中那一份被压制而反抗着的性之力的骚动”的最佳场所（292）。作品以湖区为地理

环境呈现了克莱德与两任女友——打工妹罗伯塔和富家女桑德拉湖上约会的不同地理事象，

再现了主人公的阶级跃升欲求和幻想。

与罗伯塔在湖区的偶然邂逅让克莱德感受到幻想实现的假象：“他抬头对她一望，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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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地实现了梦想的人一样，脸上放出光彩。她呢，觉得他仿佛是一个突然显现的欢

乐精灵，一个从烟雾飘渺之中，或是悸动的生命之中凝成了的诗情。”（德莱塞 294）在相

互凝视中，克莱德与罗伯塔的主体认知都发生了变化，湖面氤氲的水汽填补了人物之间的

距离。作为凝视的背景，湖区延伸为一个温暖湿润的欲望容器，暗示两人陷入爱河，但其

中也暗藏着讽刺的旋涡和两人的爱情悲剧。原因在于克莱德误认为罗伯塔是自己爱情对象

的幻想形式，但罗伯塔作为被爱者对克莱德来说只不过是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言的“理

想自我的自恋式投射”（《快感大转移》137）。在这种凝视中，罗伯塔与湖区环境这两种符

号形式被抽去了作为真实实体的特点，被克莱德以“镜子”的形式赋予一种“非人性”的

抽象理想和“理想特质”。女性和湖区分别对应他欲望凝视中的前景与背景，让他似乎体验

到上层阶级精英带着情人来湖区度假的生活方式。然而，湖区的商品化发展加重了湖区这

一背景的阶级划分色彩，在走出幻觉后，克莱德欲望凝视中的前景人物罗伯塔被逐渐虚化，

变得不稳定、不可靠。

代表精英阶级的桑德拉很快就替代了罗伯塔，成为克莱德新的理想客体。通过桑德拉，

克莱德了解到更多上层交际圈中富人在湖区的消费方式与社交活动，也参加了他们在湖区

奢靡享乐的社交活动。他对湖区的想象逐渐加入了一种社会身份的等级关系，还见识到

了湖区的商品化、富人的购买力和审美力，以及媒体的宣传力之间的关联。上层阶级在

自然景区中的各种活动与“社会视听”息息相关，所以桑德拉催促父母搬至环境更优雅

的私人湖区，因为不同的湖区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区隔。曾在克莱德幻想中出现的斯克隆湖、

拉凯特湖和张伯伦湖等都是上层阶级的私有领地，而他与罗伯塔能进入的不过是免费开放

的湖区。克莱德认识到湖区的富人社交生活仅能让他短暂地进入精英圈层，为他在格里菲

斯家族中作为侄子的边缘地位争取一些虚假的社会意义。要成为上层阶级的一员，桑德拉

无疑是一块很好的跳板，所以克莱德紧接着爱上了桑德拉，并将二人的约会计划置于私人

湖区这个更加凸显阶级身份的容器之中。约会的整个下午虽然是在独木舟上钓鱼，穿着“五

光十色的游泳衣和海滨的绸衣服”嬉戏（德莱塞 639），但主要的活动是唱歌、谈情说爱。

克莱德与桑德拉约会的地点仍然以水域为背景，但他作为主体，对理想客体的凝视转移到

了一些有顺序、有主次的行动，即体现掌控力和理想男性气质的行动上，以期得到欲望客

体桑德拉的认可，达成自己阶级攀登的最终诉求。曾与罗伯塔约会的湖区是一面静态“镜

子”，与桑德拉约会的湖区则变成了动态流动的画面，这些画面形成的符号集合构塑了精

英阶级的理想自我。相较于与第一个理想客体罗伯塔的被动邂逅，第二个理想客体桑德

拉被克莱德添加了阶级欲求的理想特质。所以在之后的行动地点设置中，克莱德更为主动、

熟稔地去利用水域自然所携带的审美知识来追求理想客体，以此获得精英圈层的入场券。

这一过程反映了主流知识权力对克莱德的主体形构。当他认识到罗伯塔是他进入更高等

级湖区 /精英阶级的阻碍时便决定摆脱她，并将犯罪现场选在了收费的湖区——大比特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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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几乎没有人烟的地方”（530），在完成凶杀之后他就能从南面的小路“通往科

伦斯顿的别墅”（535），继续实施与桑德拉的约会计划，去参与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达

成自我阶级跃升的梦想。但是德莱塞并没有将水域自然符号局限于指向阶级区隔中的个人

进取，而是通过在同时作为治理场域的城市与自然的双重否定下，赋予湖区更为极端的意

义——死亡。

二、死亡之湖：“美国梦”幻灭的隐喻

阿迪朗达克地区拥有 3000 多个湖泊，面积辽阔。其壮阔的山脉、美丽的湖泊和丰富的

自然资源成为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审美意象。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诗歌《阿迪朗达克》

（“The Adirondacks”）和现实主义画家斯蒂尔曼（William Stillman）的画作《阿迪朗达克的

哲学营地》（“The Philosopher’s Camp in the Adirondacks”）等经过浪漫化处理的书写和想象

都出现在当地旅游手册之中。这些关于阿迪朗达克的叙事和意象都强调自然的治愈性力量，

并且认为在人和自然的相处之中可以重建自我的主体，形成一种拓荒式精神的心理隐喻——

荒野是实现个体自立自强“美国梦”的最好实践地点。1922 年，德莱塞和情人海伦也慕名

参观了这片湖区，但他在《美国悲剧》中虚构了一个与当地旅游宣传手册不一样的景区，

让叙事空间与真实地点产生了距离。

坎贝尔（Charles L. Campbell）比较了德莱塞和梭罗作品中的湖泊意象，指出“克莱

德像梭罗一样试图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幸的是他遵循了‘湖的路’”（252）。与《瓦尔登湖》

中实现梦想的光明之湖相比，德莱塞笔下的湖是种深刻的死亡意象。在描写克莱德准备

在湖区溺死罗伯塔的细节中，德莱塞非常细致地将地理环境和地理事象结合起来，直接

以“死！杀人！”（510）等字样突显出克莱德的心理活动。湖泊如同镜子反射出克莱德作

为主体的目光，但凝视的对象却是他自己非理性的自我。湖区的地理环境通过诸多比喻表

达出来，如“湖水仿佛像一颗硕大的黑珠子”（566），“这池塘好像又千变万化，变成了

一只大水晶球”（567）等。当克莱德凝视着湖水思考是否取消计划时，德莱塞使用了他

惯用的长句与长比喻让克莱德只看到了令他自己陌生的死亡。在他对湖泊的视觉和心理

感知中，他的四周不断被黑暗的湖泊吸纳，其理性的主体也被吸入进去，释放出非理性

的自我，甚至感知到未来的死亡。同时，湖区的地理景观——“泥泞的山路”“惨淡有毒

的野藤”“倒下来的原木”“积水不干、日久塌陷的绿色黏土”“趴在青苔上、葛藤上、长

了苔藓的断梗残肢上、腐烂的原木上”的青蛙，成群的蚊子，“钻进比比皆是的垃圾堆里、

有毒的野草里和水草里”的蛇（530）——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在克莱德的游

客凝视中，以具身性（embodiment）刺激着他的主体感知，也唤起了读者阅读文本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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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感知。特别是关于潜鸟叫声的听觉书写，以大段的拟声词“吉特、吉特”反复打断

叙事者的话语和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让克莱德在实施犯罪时不断地出神、迟疑，也让读

者看到这一行动过程的艰难。湖区如同一面镜子，预示主体掌握自然的梦想必然走向毁灭。

有关死亡的修辞在文本空间中通过视觉、声音书写加强了地理导向性，拓展了客观地理空

间的文本符号意义。“死亡之湖”的隐喻意义先入为主地通过作者的叙事策略与地理导向

驱动读者融入到流动的故事空间。

《瓦尔登湖》再现了自强自立的典型美国梦，而克莱德通过水域、爱情获得阶级跃升的

美国梦被证明是失败的。德莱塞的湖区表现出一种与自我进取式美好愿景不同的意象——

自我屈从。“地理意象是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张伟然 13），这种感知看似源于主体在知

识、道德层面的自由感知，实则是作家在解构社会对主体不自由的形构。当时普遍流行的

美国梦意识形态本质上具有被单个的特殊内容作为“典型”来渲染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它

通过特殊文本意义赋予了大比特湖区这一自然地理空间虚幻的能指意义，并在大量的浪漫

化叙事与集体想象中融入了当时精英审美与旅游消费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个体实现美国

梦和阶级跃升的地理象征，试图在与自然的共谋中去逐渐消融社会中潜在的对抗，因为普

遍化的隐喻可以利用偶像幻象有效欺瞒主体对社会不公和阶级壁垒的感知。德莱塞利用地

理互文性“曲解”荒野中的传统浪漫式书写，讽刺了美国梦的普遍性意义，在作品再现上

让克莱德陷入空洞的先验图示（transcendental schematism），然后对他的追求进行不断否定，

从而揭示美国梦意识形态在自然共谋的机制下对克莱德产生的影响。

当年少的克莱德当上酒店服务生时，他第一次瞥见了富人的生活，那是他“从来不敢

窥探的豪华世界”（德莱塞 33）。成年后的克莱德充满希望地追至伯父的城市，但在社会中

他仍然是一名“被排除者”，不断遭到堂兄妹以及其他人的嘲笑和冷落。在城市阶级空间的

否定下，主体强烈的被剥夺感隐含着提升的可能性。所以克莱德利用荒野知识，在与城市

空间对立的水域自然里试图逃脱否定，寻求爱情的猎物，参与富人社交活动，短暂地进入

上流社会，这似乎能让他逐步触摸到美国梦的光芒。湖区这只可以帮助克莱德的“有力大手”

的突然消失，暗示着水域自然作为美国梦能指的断裂。由此，德莱塞揭示出政治意识形态

的空洞能指也吸纳了自然空间，因为在富人世界里，自然是可以占据、享乐的场所，使得

荒野自然成为每个人皆可实现的美国梦神话发生地。同时，美国梦却由于其空洞与虚幻让

个体在自然空间中产生了自我的分裂，因为在克莱德的世界里，自然只是不断愚弄他的命

运。克莱德把自己的特殊“错误”提升为“普遍错误”，而作为个体，表达这种普遍性的唯

一方式就是“暴力的完全非理性过度爆发”（齐泽克，《敏感的主体》232）。克莱德彻底感

受到了自己的惨败，并痛恨阻挠他动手的生命力量，即曾给予他爱情幻想与自我进取力量

的水域自然。他意识到这股力量是欺骗式的支持，并将罗伯塔视为其自我进取——追寻美

国梦的阻碍。在怪异寂静的湖面与刺耳聒噪的鸟叫声形成的强烈对比之下，自然能指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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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不断拉扯克莱德紧绷又脆弱的精神之弦，以感官认知形式强化了他意识指标模式中的

“象征病态”，仿佛美丽的湖泊对他的回应也如同他在城市中所遭受的歧视一样，“好像是在

嘲笑他”（德莱塞 566）。尽管一些地理感知刺激并警告他会得到惩罚，但在城市空间与自

然空间的双重否定之下，他还是选择了屈从于非理性主体——魔鬼的错误指引。他崩溃地

推开了罗伯塔，小船的剧烈抖动使得他与罗伯塔一同掉入了湖中，最终克莱德不顾罗伯塔

的呼救，仓皇逃离。作品有意模糊了克莱德的谋杀与罗伯塔死亡之间的真相，凸显出克莱

德以自我屈从的形式终止内心无尽的挣扎、最终导致美国梦幻灭的结局，以此讽刺了嘲弄

他的整个社会。

三、权力之湖：环境政治的隐喻

在人类早期的政治思想中，自然环境就被视为影响当地政治的重要要素。环境政治逐

渐演变为生态环境与现代政治的逻辑起点（李娟 80），与个人价值观、地方公共事务、地

方和国家政策等息息相关（Hays 1）。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阿迪朗达克地区出现的大量私

人公园就与环境政治纠缠在一起。当时一些人以保护商业的名义提出必须限制山区的伐木

和炼钢产业，又以“保护自然”的名义购买大片土地并将之保留为“森林保护区”，以确保

下游水路畅通，因为“这对于货物运输至关重要”（Harris and Jarvis 145）。阿迪朗达克公园

的所有权几乎在国家、个人、公司、私人保护区之间平分，这一现象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不满。

20 世纪早期社会对阿迪朗达克的描述与争论大多集中在土地的所有权及其用途上，而关于

环境政治中的人口——阿迪朗达克荒野中原住民的叙事却消失不见。

长期以来，一直有证据表明这一地区的本地人，包括印第安人和被称为白人“土著”

的欧州拓荒移民后代，都被视为该地区的“原住民”，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进行文化交

流，形成了当地的人文景观。这种人文景观却被都市人误解为原始、野蛮、滑稽的刻板形

象，并以此来“编织出他们在阿迪朗达克荒野度假的故事”（Otis, “Disentangling” 570）。这

些故事一方面反映了都市人对土著历史的承认，另一方面也是对土著历史的歪曲。这个地

区也因此逐渐成为美国荒野幻想的一种象征，一个“空旷、可以自由开发和利用”的地方

（Otis, “Location” 8）。作品对克莱德与桑德拉湖上约会的描写就充满了这种原住民想象。桑

德拉划桨上点缀的黄色水仙花“象征与莫霍克河有关的印第安人的神话”，她将自己“打扮

成印第安人的样子，黑黑的头发上插了一只黄色羽毛”（德莱塞 270）。在克莱德对湖区生活

的想象中也充满了对原住民的幻想：湖边露营地“就像一个印第安村落”，每个人都睡在帐

篷里，但有“厨子和佣人”为他们服务（637）。桑德拉和克莱德作为都市人对原住民的想

象覆盖并湮没了真实的故事，以此契合美国人对边疆地区财富的欲求。这种想象认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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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范·莱文（Theo Van Leeuwen）所说的“意识形态便利效应”（ideologically convenient 

effects；102），展现出经过都市人奢侈化改造与重建的印第安风情文化和人文景观，同现实

中阿迪朗达克的土地改造、保护区公园扩张和旅游宣传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真实的阿迪朗达克历史里，随着大量游乐园、公路、度假酒店等旅游设施的修建，

被认为是“野蛮”的本土原住民的人文地理景观，比如原住民的季节性营地，都被改造或

被破坏。纽约州颁布的自然保护法限制了原住民狩猎、捕鱼、收集柴火等“原始”生计，

于是“阿迪朗达克人为了迎合中产阶级游客的需求，要么改换旧业，要么开创新业务”（Otis, 

At Home 253）。由于在保护区内，外来人员必须征得许可才能进入，许多在此居住的印第安

人被迫永久搬出家园。代表“文明”的权力机构在驱赶、规训、改造代表“原始”“野蛮”

荒野符号的意义，这其实楬橥了环境政治中政策制定和制度实施的威力。德莱塞在描绘水

域景区时也暗示了这种威力。

与现实社会中对无人荒野的想象和上层阶级土地私人化收购行为相似，克莱德在心理

层面也将湖区的居民因素驱除。环绕叙事中心大比特湖的是周边的森林及其他大大小小

的湖泊。它们与城市距离较远，彰显出私人空间的隐蔽与广阔，被克莱德视为保护自我

的私人领域，因此谋杀地点也被他选在人迹罕至的湖边景区。这一点成为作品体现“荒野”

生产的关键节点（Myers 388）。当克莱德陷入选择罗伯塔或桑德拉、选择继续含辛茹苦地

生活或是跻身上层社会的伦理困境时，荒野中出现了一个“保护者”角色——拥有无穷且

毫无约束的自然力量，能够完全掌控荒野和个体思想的“魔王”。每次克莱德担心有可能

被其他人看到时，魔王就通过强调湖区地形的荒凉特征向他保证他是安全的。魔王在呢喃

低语中为克莱德搭建的水域空间，其实是个小说中人物及其理想读者所共同“想象、相

信、希望的可能次世界”（Eco 246），借此作者铺陈出克莱德对水域空间的私人化认知意向。

阿迪朗达克在克莱德的可能次世界中指向的是主体私有的“领土”，但在文本叙事冲突中

却不断扩展出它的另一层意义：一个充满规训的公共权力空间，一个充满环境统治术的政

治场域。

首先，尽管在“法外之地”的荒野，社会审查制度仍然通过自然景观折射在个体心理

上。当克莱德进入湖湾，就迅速进行了一系列不同的自然感知，反映出他在准备犯罪时不

断变化的心理状态。一开始湖区风景拟人化为“一双看似强壮，却又友好同情的手”（德莱

塞 560），让他有了被保护的感觉，以为湖区为他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但当这种自然提供的

安慰感离去后，湖中“迷人而又危险的深渊”使他心里感到很寒冷（561）。在此，湖泊是

一种矛盾的存在，既指向心理保护区，又代表着社会审查机构。突然传来的潜鸟叫声代表

着道德法律的警钟，四周高耸骇人的冷杉树象征着裁决他的“剑戟”。

此外，德莱塞肯定了荒野中有代替社会监视的实体性权力机制的存在。在小说最后，

作为克莱德“私人领域”而存在的湖区被证明是一个假象，魔鬼叙事者所搭建的次世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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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断言的可能世界所替代。阿迪朗达克地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无人荒野，旅游消费的

发展把这里转变成了一个新的管制空间，受到似乎不可见的、隐性“文明社会”的权威操

控。控方通过犯罪当天的 127 名证人——包括列车员、酒店员工、导游、船员等旅游业相

关人士——锁定犯罪嫌疑人并开始抓捕行动。最直接的证人是一名在大比特湖上露营的游

客。在整个控方的诉讼中，克莱德被“由来自不同的、没有联系的、意想不到的地方的证

人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的证据链”所困惑（德莱塞 756）。在整个审判过程以及审判后，

克莱德又受到法庭和社会上每个人的“持续凝视”。甚至在被定罪后，每个人都想“看看他

是如何受罚的”（748）。

因此，在作品中，“荒野”“水域”不再是个体获取主导权力的私人领域，而是一座开

放的“规训之城”，因为规训原本就是在一个将要“完成的、空的、人造的空间”中运作，

消除风险与不便因素，以此保证无人空间中的安全（福柯 227）。在阿迪朗达克这样的荒野

地区，主权者以保证安全为由，对自然保护区中的“原始野蛮”“法外之地”等符号意义

进行相对的削减和驱逐，以往作为社会心理审查机制的道德法律和新出现的权力控制实体，

比如消防塔、旅游业、森林警察等新型管辖机制等开始建立，可以与“法外之地”的威胁

对抗，也可以根据“等级、权力关系的严格交流以及分配的特有功效”来对自然进行多样

化的规训式建构（224）。这表明在社会个体的凝视中，荒野自然象征着与现代文明相对立

的符号意义，是可以利用并掌控的。同时，在文明社会的监管中，“文明”的代理者既会通

过环境政治技术不断辐射权力、削除自然空间中“安全隐患”的符号意义，也会以一种无

所不包的治理术，将被视为“异己”的原住民的真实历史通过“文明”的策略忽略甚至删除。

从这一层面看，小说中的大比特湖成为“权力之湖”，隐含着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的环境政

治治理策略的话语力量，既重现出现代文明和自然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变化，也再现出克莱

德作为个体所经历的环境政治监管。

《美国悲剧》塑造了一个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的水域自然世界。如历史学家

特里（Phillip Terrie）所言，人们讲述关于阿迪朗达克这片土地的故事，反映了他们的需求

（Contested Terrain xx）。在德莱塞笔下，阿迪朗达克湖区是一个与阶级区隔、权力欲求、统

治术息息相关的自然空间，是城市空间的延展。作品虚构的水域自然表明其所携带的关于

美国梦和消费主义的主流审美知识为主人公塑造了错误的欲求之梦，因为自然与城市同样

具有阶级区隔的作用。渺小的个体依靠自然之力攀登社会阶层被证明是失败的，湖区成为

克莱德梦想幻灭的死亡之地。同时，大量隐藏的景区工作人员出庭做证，暗示着自然休闲

中心与城市劳动中心已悄然结合，真实的原住民人文景观在都市神话与环境政治中遭到破

坏性重建。作者通过叙事策略再现关于水域自然的地理想象，在文本空间内外的互动中扩

展出丰富的阐释层次。一方面，荒野美学成为 20 世纪美国精英阶级的重要审美趣味和美国



010 第7卷 第3期
2023年9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梦的精神象征；另一方面，无论在国家政治实体还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荒野不再荒芜空旷，

而成了充满人类意识与统治术的新型“人化自然”。通过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的交融，《美

国悲剧》中的水域自然不但体现了德莱塞建构文本叙事结构的意义，也隐含着他对美国社

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现实问题的独特思考，“应物斯感”和“缘事而发”地抒发了他作为作

家针砭社会时弊的生命意识。

注释［Note］

［1］本文引用的作品译文主要参考许汝祉的翻译，个别处笔者参考作品原文做出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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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建构的悖论：从《上来透口气》看乔治·奥威尔的文化

保守主义倾向

 ☉ 孙怡冰

内容提要：《上来透口气》是乔治·奥威尔在“二战”前夕发表的小说，旨在构建一个以家庭生活
和乡村文化为核心的乌托邦，以重塑民族身份的统一性，但这一构想并未成功。本文从奥威尔对
社会阶级和民族文化的理解两个方面入手，探讨其乌托邦建构失败的原因。首先，以主人公保灵
为代表的下层中产阶级很难形成独立的身份政治。其次，奥威尔的思想中存在小英格兰主义的倾向，
与他主张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促使奥威尔走向反乌托邦写作的原因，除了外在
的政治因素外，还有作者本人在社会阶级和民族文化认知上的保守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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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d to create a utopia centered around family life and rural culture in order to rebuild national identity. 
However, this ambitious vision ultimately fail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factors contributed to Orwell’s 
unsuccessful endeavor, examining two aspects: class and national culture. Firstly, it is challenging for the 
lower-middle class, represented by the protagonist George Bowling, to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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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发表于“二战”前夕，被视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最具英国特色的作品”（Kerr 22）。小说以主人公保灵的回忆为线索，表达了对乡

村所代表的过去世界的怀念。但小说发表后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在迈耶斯（Jeffrey Meyers）

汇编的评论集中，豪（Irving Howe）表示，“很多当代小说家都能做得更好”（160）；富勒

（Edmund Fuller）则认为，小说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属于奥威尔文学遗产的一部分，而非“小

说的内在品质”（162）。研究者们大多认为小说展现了奥威尔对乡村有机体的怀念，作者希

望以此反思并批判英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如博布里齐（Christine Berberich）所说：“小说传

递了奥威尔对老英格兰的怀念。”（40）福勒（Roger Fowler）则认为小说展现了典型的奥威

尔式主题：“怀旧、与现在的疏离以及对未来的恐惧。”（148）也有批评家注意到小说中的悲

观论调，认为其中的一些元素与奥威尔的后期作品之间具有相似性（Carr 57；Rai 85；Van 

Dellen 59）。本文认为，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之后并未立即确定反乌托邦的写作主题，而是

在《上来透口气》中尝试建构了以家庭和乡村为核心的乌托邦，但这种未成功的尝试促使

他在后期转向反乌托邦写作。造成奥威尔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以主人公保

灵为代表的下层中产阶级很难形成独立的身份政治，他所表达的田园理想带有明显的阶级

局限性。其次，奥威尔的思想中存在“小英格兰主义”的倾向，与他主张的社会变革之间

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奥威尔在阶级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他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

都促使他逐渐走向了反乌托邦写作。

一、缔造乌托邦：以家庭与乡村为核心

《上来透口气》有两条写作主线——战争危机的迫近和对乡村的怀念。读者可以在报告

文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的结尾处，清晰地看到上述两条主线：“高

大的骏马在厚厚的草甸间慢悠悠地吃草，两岸满是垂柳的小溪缓缓流动［……］英国的一

切都陷入沉睡［……］除非被炸弹的巨响唤醒。”（232）可以看出，奥威尔从西班牙返回英

国时，认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毫无危机意识。他希望借助一部新的小说提醒读者，英国本土

极可能卷入战争。因此在《上来透口气》有中，保灵的叙述时刻伴随着轰炸机的声音，以

唤起读者对潜在危机的警觉。与此并行的是保灵对乡村的怀念。他不断强调童年的美好并

尝试返回记忆中的乡村。尽管保灵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他最终确认了返乡的意义：“得到

了些许平静与安宁。”（251）奥威尔希望唤醒读者对乡村所代表的英国文化和英国精神的共

同记忆，并形成以乡村为纽带的情感共同体。

《上来透口气》创作于 1938 年夏天，奥威尔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我们正冲向悬崖

［……］在枪声响起前我们大约有两年时间。”（The Collected Essays 1: 362）［1］他此时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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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感受到战争的不可避免，但并不主张英国立即卷入其中。这与他在 1936 年西班牙内战

期间所持的立场截然不同。虽然奥威尔曾反对英国政府对西班牙采取的“不干涉政策”，并

作为志愿者前往当地支持民选共和国，但这段经历也让他的左翼理想幻灭。在 1938 年至

1939 年的一段时间里，他十分反对战争，认为应该尽可能维护和平（Rodden 43）。奥威尔

创作这部小说时，明显受到反战立场的影响，选择回归英国文学中的田园主义传统。小说

中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意识流的倒叙手法及怀旧主题，都反映了 30 年代英国社会对“乡村

的广泛迷恋”（Bluemel 160）。小说在写作主题和写作风格上，与同时代的《南瑞丁》（South 

Riding）、《妇女之家》（A House of Women）、《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等作

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奥威尔在此时转向田园主题与他反对英国卷入战争、希望维持和平

状态的立场息息相关。他试图借助田园主义传统下的文化资源，复活属于英国人的宝贵特质，

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奥威尔尝试构建以家庭与乡村为核心的乌托邦。主人公保灵首

先从孩童的视角展开回忆，描述了布尔战争前温馨舒适的小镇家庭生活：“周日的下午——

当然，总是在夏天，空气中飘浮着烤猪肉和蔬菜的味道，母亲坐在壁炉的一边，开始阅读

最近发生的谋杀案，慢慢张着嘴睡着了。父亲坐在另一边，穿着拖鞋，戴着眼镜，费劲地

看着几行脏兮兮的印刷字［……］我则把桌布当帐篷，坐在桌子底下看《男孩自己的读物》。”

（Coming Up  50）

奥威尔希望唤起读者对传统家庭生活的怀念，并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一种稳定性和连续

性。家庭意象曾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是

奥威尔前往英国北部工业区调查之后完成的报告文学，书中有一段与前文近乎一致的描写：

“父亲坐在壁炉一边的摇椅上读赛马结果，母亲则在壁炉的另一边做针线活。”（116）奥威

尔在此将自己的家庭理想投射到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中，而在《上来透口气》中则投射到了

乡村小店主的家庭生活里。奥威尔赋予家庭生活一种时间上的永恒性，时代的变迁和社会

的动荡都无法摧毁其所代表的稳固性。他还将英国比作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家庭，尽管其中

存在诸多弊病，但人们总会在敌人迫近时“团结在一起”（The Collected Essays 2: 68）。奥

威尔十分看重家庭提供的情感纽带，认为它能在动荡时期将英国人维系在一起，因为家庭

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对家庭的归属和依赖是个体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不存在外来的压

力和限制。这与他一贯强调的个体自由毫不冲突。家庭也由此顺理成章地成为奥威尔为英

国社会提供的精神方案中的核心元素。

在英国同一时期的官方宣传中，存在许多类似的表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王乔治

五世（George Ⅴ）对家庭意象的运用。1932 年的圣诞节，乔治五世首次通过广播向臣民发

表演讲，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朗（Cosmo 

Lang）曾先后担任国王讲话撰稿人。他们在演讲中采用了一种新的情感语言，以塑造国王

和民众间更为亲密、更为私人的关系。在新的修辞之下，国王常常化身为英国的大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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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则团结在以国王为核心的传统家庭之中，共同应对社会危机。这种修辞手法具有明显

的优势：对英国本土来说，家庭的比喻呼唤其背后所代表的亲密、忠诚、奉献、牺牲等精神，

号召民众团结在国王的统一领导之下；对海外殖民地而言，家庭的比喻减弱了帝国的强权

色彩，为帝国统治披上一层温情的面纱，使人们“不再将注意力集中在殖民地与英国当局

间持续不断的暴力斗争上”（Owens 123）。奥威尔的小说和乔治五世的演讲都反映了当时英

国社会普遍渴望稳定的情绪，家庭成为一种强调传统和延续性的有力修辞，同时提供了重

新整合社会情感的可能性。

奥威尔还在小说中设置了乡村与战争、乡村与城市的双重对立，以凸显乡村的重要性。

在乡村与战争的对立中，乡村总是与“战前”相连。“战前”作为时间状语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指向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保灵回忆幼年生活时告知读者，战前的美好时光是布尔战争

爆发前（Coming Up  37）；当他追忆“一战”前的少年生活时，又表示“1911，1912，1913［……］

是好时光”（115）。奥威尔赋予“战前”双重时间身份，使战前的乡村演化为一种想象中

的存在，说明人们将自己在当下所渴望获得的精神或者特质都投射到了乡村意象上。这也

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in the Modern 

Novel）中所探讨的内容，即乡村作为文化符号表达了对稳定秩序的向往，用来掩盖或批判

当下的矛盾（63-64）。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则主要聚焦于真实与虚假的对比上。每当保灵回

忆乡村，他都会联想到自然界中可触可感的真实事物，现代世界则成为虚假的代名词。保

灵从法兰克福香肠中吃到了鱼肉的味道，他认为这反映了现代世界的本质：“每样东西都是

别的东西做的。”（Coming Up  26）通过乡村与战争、乡村与城市这双重二元结构，奥威尔

强调了乡村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在当下的重要性。如果说乡村意象在特定时期发挥了特定

的意识形态功能，那么奥威尔的乡村书写旨在唤起人们对英国文化中某种悠久历史传统的

认同和对某些独特英国精神的共同记忆，以避免当前的身份断裂或缺失。

乡村作为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经常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官方话语中。英

国一向以其渐进式的改革而非暴力革命而自豪，强调稳定、连续的思想在动荡时期尤为凸显。

相对于欧洲大陆的剧变，英国人最引以为傲的是政权在“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

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之间相对平稳的过渡”（Miles and 

Smith 14）。两个在表面上对立的政党都默契地选择了更为温和而非激进的叙事策略。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鲍德温，他曾三次出任英国首相并经常以乡绅形象示人。鲍德温对英国与乡村

之间关系的界定——“英国［England］就是乡村［country］，乡村就是英国”（101）［2］——

至今仍被传颂。鲍德温将乡村与英国民族身份紧密相连，但这一表述包含内在的矛盾。一方面，

以乡村为核心的话语策略所凝聚的向心力远大于党派、团体和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离心力，能

够尽可能将英国社会整合起来；另一方面，用英格兰指代英国的做法隐藏了英格兰在其中的

核心地位，实际上是用一个核心族群的身份替换了多个民族的复杂身份。这也验证了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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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Smith）的观点，即核心族群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需要寻找一

些普适性的元素来维护民族统一，借助文化材料为共同体创造一套神话体系和象征符号（53-

54）。家庭和乡村这两种文化符号都具有普适性，它们不仅帮助缔造了英国民族神话，而且掩

盖了核心族群在其中享有的文化霸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家庭和乡村已成为国家

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民族身份的有机构成。持不同立场的个体或群体都可以借助其中的文

化资源，以表达自身的政治、美学或者社会诉求。那么，奥威尔借助家庭和乡村缔造的乌托邦，

是否也反映了某一特定群体的诉求？是否也存在用英格兰身份替换多民族身份的问题？下文

从阶级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展开分析，讨论奥威尔的思想中潜藏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二、如何理解英国的民族独特性：奥威尔的阶级困境

奥威尔写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动力源于当时国内外的危急局势。他希望借助家庭和乡村

来强调英国的民族独特性，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并实现面对危机时的团结。在此需要

结合奥威尔的一篇重要文章《论英国人》（“The English People”），来分析他如何理解英国

的民族性格。奥威尔在文中并未给出明确定义，而是罗列了一些英国人的特点，如对艺术

较为迟钝、喜欢足球、同情弱小等，然后通过描述的方式告知读者，英国的确拥有一种人

们共有的、独特的传统，正是这种传统界定了英国的民族独特性：

寻找自 16 世纪以来贯穿英国人生活的主线并非易事，但那些为此烦恼的人能

感受到它切实存在［……］例如，人们认为劳伦斯［D. H. Lawrence］和布莱克［William 

Blake］都具有“英国范儿”。同样，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同一类人［……］现代英国人和莎士比亚的相似度，

远远高于和现代法国人、德国人的相似度［……］人们相信传说中的事极有可能

成真，因为它们设定了一种特定类型的人或“人格”，普通人则努力与之相匹配。（The 

Collected Essays 3: 6）

奥威尔希望说明在英国人当中存在某些共性，这些共性超越了阶级差异，［3］将人与人

紧密相连。奥威尔强调阶级差异可以被弥合，人们能够统一在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在

他看来，面对当时的社会局势，阶级情感常常让位于爱国主义（3: 6）。但奥威尔所列举的

例子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他认为文学史上的这些重要作家代表了某种共同的精神，并反映

了民族性格的共同点，但劳伦斯和布莱克、约翰逊和切斯特顿之间的共性，或许只有受过

良好教育的读者才能理解。这种用文学来隐喻文化的方式似乎难以代表普通民众，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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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带有精英色彩的文化解释方法。“普通人则努力与之相匹配”表达了作家本人的良好愿

望，即文化作为一种规训方法能够帮助塑造理想个体。但其表述也说明，上述作家所参与

构建的英国文化实际上属于某个特定群体，无法像奥威尔所期望的那样尽可能地囊括普通

民众，并帮助形成统一的文化精神。确切地说，普通民众是被收编其中而非参与其中。但

从主观意识看，奥威尔并非有意将民族性格的特点归属于某个特定群体。他在著作中多次

强调普通民众的力量，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作用。只是作家自身所处的阶级、接受的教育和

文化背景，都使他更倾向于从自己熟悉的领域挖掘资源，因此存在一定局限性。奥威尔此

时主张以民族文化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也更偏向精神层面。随着社会形势急剧变化，尤其

是英法对德宣战后，奥威尔愈发感到仅靠文化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于是逐渐放弃了此前持

有的和平主义立场（Rodden 43）。他开始强调赢得战争与社会革命密不可分，并加入英国

的国民卫队（Home Guard），深度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

相关研究常将奥威尔最直接的反乌托邦动因界定在西班牙内战这一历史事件上

（Davidson 79；Newsinger 50；Rodden 70），因为作家本人曾明确表示自己在西班牙内战后“明

确了自己的立足点”（The Collected Essays 1: 5）。本文需要补充的是，奥威尔从西班牙失望

而归后并未马上转向反乌托邦写作，创作于 1938 年的《上来透口气》反映了作家建构乌

托邦的努力，只是这种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作家由此逐渐转向反乌托邦写作。失败的原

因主要在于奥威尔思想中所包含的文化保守主义因素——集中体现在他对阶级的有限理解

和希望退守英格兰文化这两方面。例如，保灵在小说中自相矛盾的表述体现了奥威尔的矛

盾思想。一方面，他明确表示无法回到过去：“我们熟悉的旧生活已被连根锯断。”（Coming 

Up  181）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返乡之旅终归有一些意义，他“得到了些许平静与安宁”（251）。

小说中存在着希望回归过去与预见悲剧性未来之间的张力，这种内在的矛盾贯穿了奥威尔

的后期写作。

乌托邦构建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保灵所表达的田园理想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奥

威尔喜欢用阶级分析问题。在评论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威尔斯（H. G. Wells）、吉辛

（George Gissing）等作家时，他常将作品中的思想局限性与作家的阶级背景联系起来。在

《论英国人》中，他讨论了社会阶级分层，并强调不能简单根据经济状况将人们划分为上层、

中产和工人或无产阶级，而更应关注中产内部的文化差异。他提出可以依照中产阶级在文

化上与贵族的相似程度将其划分为两个阶层：前者包括政府官员、部队军官、大学教师、

神职人员等，后者包括乡村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城市中的经纪人、推销员等（The Collected 

Essays 3: 19-21）。奥威尔常将中产内部的两个阶层称为上层中产（upper-middle class；3: 

214）和下层中产（lower-middle class；1: 433），以此说明上层中产在文化上与上层阶级无异，

这些人最有可能做的是维护既有体制和统治秩序。真正具有变革潜力的是下层中产和工人

或无产阶级。例如，他指出英国一直有厌恶战争和军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情感在“下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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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工人身上最为强烈”（2: 60）。这样的划分与奥威尔的家庭出身有一定关联。他生于印

度殖民地的下层官员家庭，自称“偏下的上层中产”（The Road  153）。他一直努力摆脱家庭

背景的影响，一是通过自身实践主动靠近社会下层，并发掘其宝贵特质，《巴黎伦敦落魄记》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都体现了这种努力；二是塑

造具有反思意识的主人公，如《让叶兰继续飞扬》（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中的戈登和《上

来透口气》中的保灵。

保灵是小说中唯一具有反思意识的个体。他来自乡村小店主之家，从事保险推销员的

工作，属于奥威尔所定义的下层中产。保灵对社会现象有敏锐的观察，并经常以警示或预

言的方式强调战争即将到来。与保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妻子希尔达和波提欧斯先生，两

人都属于奥威尔所定义的上层中产，并反映了作家身上的两种文化因素：希尔达代表了殖

民地家庭出身，波提欧斯则代表了公学教育。希尔达来自一个“有着英印背景的”（Kerr 

53）［4］殖民地官员家庭。这类人在当地是享有特权的统治者，返回本土后却只能依靠微薄

的薪资生活，甚至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在经济上接近社会底层，但在认知上

却自视为上层，这种收入与认知的脱节导致其难以融入英国本土。在保灵看来，希尔达是

个“精神萎靡、了无生气的中年妇女”（Coming Up  154），终日为学费、煤气账单和黄油价

格发愁，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波提欧斯先生曾担任公学教师，在牛津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最初似乎扮演了保灵的精神导师。1938 年的社会局势令保灵十分忧虑，他希望波提欧斯能

够为其疏解疑惑，后者却表示“太阳底下无新事”（181）。波提欧斯认为当下的一切都不值

得深究，因为类似的情况早已在古希腊罗马世界里发生过。希尔达与波提欧斯共同代表了

奥威尔希望摒弃的上层文化［5］。通过对两个人物的讽刺性描写，奥威尔宣告这种文化业已

失效：“所有体面人都已瘫痪，要么是已死之人，要么是活的猩猩。”（184）

因此，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文化资源来应对现实问题的奥威尔将目光转向了下层中产。

克里克（Bernard Crick）指出，奥威尔在 1936 年后的政治写作和实践“都是为了获得下

层中产的关注”，他将他们视为“人民群众的天然领导者”（189）。范德伦（Robert J. Van 

Dellen；57-68）、费德里科（Annette Federico；50-63）的研究都将保灵定义为普通人的代表，

认为保灵的平庸能从读者这里收获更多的认同，从而使保灵所传递的价值观更具普遍性意

义。这也符合奥威尔的写作初衷，他希望淡化保灵的阶级属性，因此保灵在小说中不断地

强调“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人”（Coming Up  173）。但保灵能否代表普通人，或者如奥威尔

期望的那样代表利益一致的下层中产和底层民众？保灵清楚地意识到“店主之子与帮工之

子间有清晰的社会界限”（62），他的理想是恢复小店主的家庭生活和自给自足的商业经营

模式，并未顾及远在他之下的人群。他虽然看到了社会问题，但只是哀叹过去，在寻找无

果后陷入精神上的走投无路。可以说，下层中产无法创造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也无法提

供解决困境的方法。菲尔斯基（Rita Felski）曾指出，下层中产在文化上容易将来自权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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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内化，无法提供“积极的身份认同”（39），也难以形成“进步的身份政治话语”（41）。

在保灵的逻辑中，应对社会危机的唯一方式是回归过去，回归既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这样一来，下层中产阶级俨然成为旧制度的维护者。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更像是矛盾的缓

冲器，而非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当保灵意识到无法回到过去后，做出的结论是“一切都

会往下掉”（Coming Up  261）。保灵的这种悲观态度在奥威尔写于 1940 年的《鲸鱼腹中》

（“Inside the Whale”）有更为清晰的阐述：“将自己交给世界进程，停止与它斗争［……］简

单地接受它，忍受它，并记录它。”（The Collected Essays 3: 526）

奥威尔选择描写来自下层中产阶级的主人公，也揭示了他对工人阶级的理解十分有限。

他常将自己对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的认识误用于工人身上，或者将二者混为

一谈。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奥威尔居住在巴黎的贫民窟，接触了当地的乞丐、酒鬼、

妓女和外籍流民，并干过一段时间的洗碗工；回到英国后，他又加入流浪汉队伍，辗转于

各个救济站，依靠救济金度日。奥威尔对这个群体有着较为浪漫化的认识，他对米勒（Henry 

Miller）的欣赏或许也因为后者曾在巴黎过着类似的生活（1: 498）。但这一群体与有组织的

产业工人截然不同，他们是马克思所称的流氓无产阶级，是“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马

克思、恩格斯 719）。奥威尔并未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区分开来。在他的理解中，流氓无

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没有差异，都属于受压迫的人，是值得同情的对象。此外，他还经常混

用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例如，在他的阶级划分中，工人与无产阶级类似于同义词（The 

Collected Essays 3: 18）。他将《共产党宣言》中的原文“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恩格斯 

419）替换为“无产阶级没有祖国”（The Collected Essays 3: 6）。这样便囊括了他更为熟悉

的流氓无产阶级。尽管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深入英格兰北部考察了失业工人

的状况，但他主要描述了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未能完全融入其中并准确捕捉到工人阶级的

文化。读者能够察觉到作为观察者的作者与作为观察对象的工人之间存在距离，尤其在文

化和心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Clarke 41-42）。这种写作风格虽然是奥威尔对自身进行审视

的一种方式，但如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所指出的，他仍未完全放弃“在爱德华时代音

乐厅的舒适氛围中看待工人阶级的习惯”（17）。奥威尔从不具备文化独立性的下层中产阶

级中寻找变革动力，还有对工人阶级文化理解的有限性，都导致他无法解决现实困境。

三、如何解决帝国衰落的问题：走向“小英格兰主义”

作为“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奥威尔对布尔战争的了解更多源于书本；通观其作

品集，也未找到关于布尔战争的详细论述。但他在小说中特意将保灵的出生年份设置在

1893 年，以便通过保灵的视角见证英国社会从维多利亚晚期到“二战”前的变化，并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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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了布尔战争对英国的影响。在小说中，布尔战争被视为英国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开

端，从而引起 20 世纪上半叶有关国家走向和民族身份的讨论。战争引发了保灵的父亲和伯

父伊齐其尔关于“大小英格兰”的争论。保灵的父亲认为，英国在南非的战争乃道义之举，

是在履行“白人的责任”（Coming Up  48）。这一观点来自吉卜林于 1899 年发表的同名诗歌

“The White Man’s Burden”，也是战争之初的主流观点，认为英国人的使命是将文明和进步

带给更“低等”“落后”的种族。因此布尔战争爆发之初，大多数英国人倾向于支持战争。

父亲错将布尔人称作“野猪”（Boars；48）。这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充分暴露了帝国的殖民

逻辑，将被殖民者等同于动物并剥夺其基本的生存权力。伯父伊齐其尔则是传统的自由党

人，强调专注于英国的内部事务，自称“小英格兰人”（48）。战争中英军所暴露出的残忍，

尤其是将妇女和儿童关押在集中营内的做法，让帝国扩张失去其道德合法性。对作为白人

后裔的布尔人的屠戮，也让原本建基于先进与落后的种族殖民逻辑不攻自破。布尔战争“粉

碎了民族的自满情绪”（Searle 302），也让英国人的帝国狂热逐渐减退。从战争后期开始，“小

英格兰主义”（little Englandism）［6］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正如小说中所写，保灵的家乡是

传统的自由党选区，而保守党在战争期间有一次获胜。再到 1906 年选举时，小镇重新成为

自由党选区（37）。这段描述反映了布尔战争推动了“小英格兰主义”的复兴。尽管“小英

格兰主义”在 19 世纪末遭受猛烈抨击并走向衰落，但借助布尔战争的影响，它重新获得了

大量支持者。1906 年大选时，在反对战争的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

的领导下，当时更倾向于“小英格兰”路线的自由党于衰微之时重登执政舞台。这说明战

争带来了一种内转倾向，英国社会开始强调聚焦于本土，反对在海外的无限扩张。

“小英格兰主义”反映了英国作为岛国的固有心理特征。自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James 

Ⅵ）在 17 世纪初成为苏格兰、英格兰的共同君主后，双方不再陷于频仍的边境战争。1707

年的《联合法案》（Acts of Union）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边境纷争，漫长的海岸线成为

国家的天然屏障。英国在自然屏障的保护下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因为“上帝已规

定好英国的自然身份、在地图上的恰当形状和位置”（科利 43）。这种与众不同的意识也

让英国人获得了一种身份的独特性，尤其是在危急时刻，对英国独特性的强调都会频频出

现。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布尔战争也推动了“小英格兰主义”思潮的兴起。马斯特曼（C. 

F. G. Masterman）指出，19 世纪末出现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它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主张

世界主义。这种新的文学形式更接近于民族主义，布尔战争推动了这股文学潮流的发展（转

引自Wiener 60）。1904 年，马斯特曼与切斯特顿等人组织了一次研讨会，提出一种用自由、

民主的爱国主义替代帝国主义的理念。与会者的观点与战前出现的创作潮流共同定义了小

英格兰精神，即强调“古老的、家庭的和乡村的英格兰”（60）。可以说，“小英格兰主义”

更接近于一种思想倾向，它的具体内涵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每逢危机时刻都能看

到它的兴盛。因为当帝国处于扩张期时，为了更好地将不同地域统摄于统治网络之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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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帝国的宣传更侧重其普适性。在本土文化空间内，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等地的异己

概念被削弱，英格兰也仅作为不列颠的一个分支存在。随着帝国衰落，意识形态领域开始

强调英国作为岛国的特殊性，强调英格兰作为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重要性。这也

解释了为何以英格兰乡村为主题的作品，始终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乡村文化是英格

兰乃至整个英国的经典化身，为民众提供了连续且稳定的身份认同。同时，它看似脱离了

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民族和种族纷争，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符号。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帝国已不再是世界中心，社会的断裂、动荡和空虚

感更加强烈。作家们更倾向于相信岛国文化而非多民族的文化能够成为粘合剂（Esty 10）。

奥威尔创作《上来透口气》时，正在思考国家如何解决经济衰退、阶级矛盾和外敌入侵等问题。

他此时并不希望英国卷入不同的政治阵营或者军事斗争之中，认为需要重新强调英国的民

族独特性并呼唤爱国主义。奥威尔选择以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乡村和家庭生活为蓝本来构

建理想社会，希望重拾民族身份的完整性。小说中对家庭、乡村浓墨重彩的描写，都与前

文提到的“小英格兰”精神相契合。奥威尔一方面强调岛国的身份特殊性，希望唤起人们

对英国独特传统和文化的记忆；另一方面试图呼唤爱国主义，希望人们能够摒弃差异并团

结一致。因此，不应简单地将小说视为一部乡村怀旧之作，它更多地体现了奥威尔的一种

文学建构策略，即将过去视为一种“政治和文化资源，并从中汲取价值”（Brooker 295）。

在奥威尔的作品中，能找到许多他对岛国身份特殊性的论述。例如，他表示与陆军相比英

国人更偏爱海军，因为英国是个岛国，“没有强大的陆军，这里的民主制度也一样发展”（The 

Collected Essays 3: 4）。1941 年，德国正对英国发动大规模空战，奥威尔认为英国人应坚定

获胜的信心，同时坚信英国不会受到法西斯主义的蛊惑，皆因“英国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2: 57）。

但奥威尔在强调英国独特性，唤起民众爱国意识的同时，以隐含的方式用英格兰替换

了英国。许多评论家都曾指出奥威尔身上典型的英格兰特征。伯布里克表示，奥威尔不仅

是“爱国主义者”，更是一个“英格兰爱国主义者；不是苏格兰、威尔士的，甚至不是英国

的”（34）。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则认为：“在街上遇见库斯勒［Arthur Koestler］，你

觉得他是中欧人；遇见奥威尔的话，当然是英格兰人，而且是传统的英格兰人。”（转引自

Clarke 84）。在奥威尔自己的论述中，也能看到对英格兰的强调。如在 1941 年完成的《狮

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中，他用与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等相区分的方

式，来界定英国人的独特性，并告诉读者英格兰足以代表整个英国。他写道：“威尔士和苏

格兰的读者或许会不舒服，因为我用‘英格兰’比‘不列颠’更频繁［……］但当欧洲人

遇到不列颠人时，这种差异便微乎其微。”（The Collected Essays 2: 64）奥威尔用英格兰来

指代英国，其中暗含的逻辑与帝国向内收缩时更强调以英格兰为核心的逻辑十分相似。但

奥威尔强调传统、强调英格兰的倾向与他所宣称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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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理想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也是奥威尔的写作中始终存在的悖论，如哈蒙德（J. R. 

Hammond）所言，是“主张社会变革和渴望返回过去”（149）之间的矛盾。

通过前文的分析会发现，造成奥威尔在后期转向反乌托邦写作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

的政治因素外，或许也与他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有关。奥威尔以爱德华时代的家庭和

乡村文化为支点，塑造英国民众的情感和意识，希望以此度过社会危机。但他最终发现无

法完全复制过去的文化，也无法借助旧传统解决当下的问题。保灵因此慨叹道：“我们无法

返回下宾菲尔德，就像无法将约拿放回鲸鱼腹中。”（Coming UP  259）这种悲观主义的观

点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先是转化成了亨利·米勒式的静默，表现为政治

上的被动和回避，作家的能动性仅在于接受并记录一切；继而体现在《动物农场》（Animal 

Farm）中的驴子本雅明身上，他深刻意识到社会体制的缺陷和不可避免的压迫，但仅以冷

眼旁观者的身份对所有事情表示怀疑；最后转化为一种绝对的悲观主义，并在《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Four）中达到顶峰。

注释［Notes］

［1］文中来自四卷本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的引文，均以卷号加页码的形
式标注。

［2］原文使用的England一词既可以指代英国，也可以指代更为狭义的英格兰。鲍德温开篇指出，Britain和
England存在差异，人们在谈论英国时，更习惯使用England和Englishmen，因此本文在此译为“英国”。鉴
于England与Country的双关性，这句话还有一层潜在含义：以英格兰为核心的文化具有普适性，足以代表
整个英国，即“英格兰就是国家，国家就是英格兰”。虽然鲍德温的讲话主旨是强调英国的乡村文化，但
第二种解读也体现了讲话本身的内在张力。

［3］此处仅提及阶级差异，主要因为奥威尔在文章中并未过多关注种族、党派等问题，他将论述重点放在了阶
级问题上，尤其是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所呈现的差异性和共同点。

［4］缅甸最初被纳入英属印度的统治范畴，相当于印度诸省之一，直到1937年才从英属印度独立，成为单独
的殖民地。奥威尔出生于印度殖民地的下层官员家庭，他本人曾在缅甸担任警察（1922—1927）。鉴于当
时的历史背景，奥威尔在提到缅甸时，有时会直接用印度来指代。像奥威尔这类具有印度或缅甸殖民地背
景的人，常被称为“英印人”。

［5］在奥威尔的定义里，上层阶级与上层中产阶级同享一种文化。

［6］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小英格兰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存在已久，但真正作为专有名词出现，是
在国会议员沃特金爵士（E. W. Watkin）的著作《加拿大与美国：回忆录，1851—1886》（Canada and the 
States: Recollections, 1851 to 1886）中。他写道：“任何读过下面内容的人都会知道，我是个帝国主义者，

厌恶小英格兰主义。”这一概念在诞生之初含有贬义色彩，用来讽刺以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为首的自由党及其路线。布尔战争期间，“小英格兰主义”主要用作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术语，强调英国应
专注于本土，而不是纠缠于海外纷争。需要强调的是，“小英格兰主义”并不反对帝国殖民，而是反对以
战争这种简单粗暴的形式进行殖民，更倾向于以文化、政治的形式维护海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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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妻在英国至少存在了 300 多年。虽然梅尼非（Samuel Pyeatt Menefee）认为英国的卖

妻现象可追溯到 1073 年（2），但最早有据可查的记录出现于 1553 年 11 月 24 日，“尼古拉·科

尔达贝用推车推着妻子来到伦敦，把妻子卖给了一个屠夫”（Nichols 48）。19 世纪英国圈地

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实施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工商业制度，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

极分化严重，加上政府济贫不力，从而让大量民众长期处于贫困和苦难之中。卖妻现象在

农村和城市广泛存在，且大都集中发生在农村集市、伦敦东区贫民窟的史密斯菲尔德市场

和数量众多的济贫院（劳动力弱的女性通常是济贫院的累赘和负担）。英国民间的卖妻行为

有一整套程序和风俗：以市场或集市为场所，被卖者脖子套上绳索，购买者竞价，出价高

者买走女人。不难看出，拍卖妻子实质上如同买卖牲口或奴隶一般。

英国的卖妻研究，大多数将卖妻归咎于夫妻不和、女方有外遇和离婚成本过高等，如

梅尼非的《卖妻：英国大众离婚的人类学研究》（Wives for Sale,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British Popular Divorce）、 汤 普 森（E. P. Thompson） 的《 共 有 的 习 惯 》（Customs 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德罗孟德（Barb Drummond）的《嬉笑的

女人和麻烦的妻子：英国的卖妻行为》（Frolicksome Women and Troublesome Wives: Wife 

Selling in England）等，这些专著从文化和习俗等方面探讨英国卖妻现象。但女性主义理论

家米利特（Kate Millet）认为卖妻是将女性商品化和非人化的歧视行为，是“性政治正确”

的牺牲品，是男性用以维护父权制、支配女性的策略；底层贫困的女性毫无抗争能力，只

得靠出卖肉体或被拍卖而苟活，女性蜕变为“第二性”或“被边缘化的他者”。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 19 世纪文学中的卖妻现象研究集中于解读哈代（Thomas Hardy）

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Mayor of Casterbridge）。温菲尔德（Christine Winfield）、坦普

尔曼（William Templeman）、塔夫特（Michael Taft）、苏克（Julie Suk）和唐纳利（Brian 

Donnelly）等学者探究了小说中卖妻事件的来源，但缺乏对人性、道德和女性主义等的深入

分析。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尔特 （Elaine Showalter）的《走向女性主义诗学》（“Toward 

a Feminist Poetics”）一文是为数不多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批评小说中卖妻行为的研究之一。

国内两位学者对此也有一定见解，如魏军梅从法律视角对小说中卖妻事件展开的分析（34-

43），以及胡怡君结合卖妻、巫术、斯基明顿等民俗学元素对小说中共同体的研究（182-99），

但总体上这些成果缺乏女性主义研究视角。本文拟通过分析 19 世纪初奥斯丁小说、19 世纪

中叶民歌和 19 世纪晚期哈代小说中的卖妻现象，剖析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女性的商品属性和

从属地位，揭示卖妻现象人伦道德体系坍塌的本质。

一、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商品化批评

卖妻采用民间集市商品买卖的形式：在公共场所公开拍卖，投标人竞价，有时售价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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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令人发指；丈夫将缰绳交给购买者，完成婚姻的交易，签订书面协议。交易完成后妻子

如货物般被转交给购买者。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万物商品

化，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的流行。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对此习以为常，甚至为拥有高

身价而窃喜：“一群人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在其性活动中，男性拥有

绝对的支配权力，而女性则被随意控制，对自己被降低到动物水平仍充满欣喜。”（米利特 

32）19 世纪初经济市场化时代，女性主动兜售自己以换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富人花钱购妻

使得婚姻商品化，女性身份地位降低到如米利特所言的“动物水平”。市场化经济是女性商

品化的温床，也将传统卖妻行为转化为外表“体面”的合法化买妻。简·奥斯丁的小说是

对女性商品化和婚姻道德伦理进行讽刺和批评的先例。

对一生都居住在农村的奥斯丁而言，卖妻事件不仅可以耳闻，报刊上也时常出现这些

把女性当作商品的新闻。“到了 18 世纪 90 年代，卖妻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它成为了编辑

评论的主题”（Gillis 212）。据阿什顿（John Ashton）的调查，卖妻双方竟然有中产阶级的

绅士淑女：1815 年 7 月 14 日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完成了一桩卖妻生意，买卖双方都是有产者，

被拍卖的妻子年轻漂亮，衣着靓丽，坐着马车前来，脖子上套着丝绸绳子，最终价格定格

在 55 基尼（1 基尼等于 21 先令）的高价；离开时她仍然是乘着马车，买方是马匹商人，而

卖方为牧场主（217）。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奥斯丁将婚姻市场化和女性商品化穿插入动人的

爱情故事之中，以浪漫故事中的特定情节批评该现象和女性地位低下的性政治，如长子继

承权和买卖婚姻等。

女性婚后的嫁妆及所生子女都是丈夫的财产，遗产实行长子继承，妻女均无继承权。

女性本身属于丈夫，姓氏必须改成夫家姓，缺乏应有的身份地位。《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 , 1811）中达什伍德置有偌大良田和庄园，膝下育有一儿三女，在其临死前，

根据英国法律和惯例，所有遗产留给了儿子，给妻子和三个女儿只留了一小笔钱。母女四

人必须搬出自己家，寻找容身之处。有时让旁支亲戚（如侄子或外甥）继承遗产也不给女儿，

如小说中的威勒比就准备继承姨妈的财产。继承了遗产的有钱未婚女子是男人们追逐的对

象，因为婚后女子所有的财产归丈夫，如《爱玛》（Emma）的女主人公爱玛拥有一笔不菲

的钱财，使得嫌贫爱富的邻居埃尔顿律师对其死缠烂打。在商品社会，反之亦然，男人有

钱也是适龄女性追逐的目标，《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中两个富裕的绅士宾利

和达西购置地产定居在贝内特家附近，立刻成为贝内特家女儿们的猎物，由此应验了小说

开篇著名的警句：“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奥斯丁 3）。

小说叙事结构始终沿着有钱男人与贝内特家女儿们以经济为基础的爱情和婚姻展开，似乎

暗示了奥斯丁对商品化婚姻的揶揄之意。通过伊丽莎白与达西的情感纠葛，奥斯丁真正的

用意是财富维持只是社会基础，而两人的真情结合才是幸福婚姻的全部。

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导致奥斯丁在小说中对已婚女性商品化进行批评——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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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印度的婚姻市场。东印度公司依靠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发了财的

公司职员在印度急需娶妻生子，因而许多英国女性远赴印度寻找丈夫和财富，并在婚配后

定居，由此在印度逐渐形成了一个火爆的婚姻市场。这些女性被形象地称为“捕鱼船队”（De 

Courcy 1）。在这里，女性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其目的是谋求财富，而男性又需求迫切，

因而婚姻就是激情加财富的游戏。这个婚姻市场充斥着欲望与金钱的交易、阴谋与背叛的

道德堕落和失范行为，“印度的这个婚姻市场与牲畜市场毫无二致，每件物品总要标到最高

价位为止”（Blakiston 49）。著名宪章派诗人胡德（Thomas Hood）在其诗歌中假借一个年

轻贫民女儿之口，表达了对去印度寻找财富的急迫心情，诗中这样写道：“爸爸妈妈每天都

告诉我 /现在是我出嫁的时候了 /因为虽然我尚未成熟 /我已处于青春期 /他们说，趁我们有

阳光 /我们应该晒成干柴——/而印度的太阳如烈火 /我要去孟买！”（486）

1752 年，奥斯丁的姑妈费勒（Philla）怀揣发财梦想，也加入“捕鱼船队”，远渡重洋

去印度寻找有钱的东印度公司职员。不久，公司一名医生出钱购买了费勒，成为其丈夫。

他比费勒大 20 岁，除了行医之外，还和公司高管、后来成为东印度公司首任印度总督的黑

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合作做走私贸易，积累了不少财富。仅靠金钱维持而缺乏感情基

础的婚姻根基不牢，加之年龄差距巨大，婚后两人感情不和，聚少离多。年轻貌美、风情

万种的费勒经常一人留在加尔各答公司总部，几年后生下女儿伊莉莎。费勒出轨的传闻流

传很广，据说黑斯廷斯是其生父。伊莉莎 4 岁时随父母回到英国，定居伦敦郊区。姑妈在

东印度公司的传奇经历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奥斯丁，这种女性商品化的市场婚姻对其爱情观

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反作用，并塑造了奥斯丁的婚姻观（也是她终身未婚的原因之一）：以

财富为目的而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注定失败，出轨的恋情常常遭到道德谴责。

奥斯丁以姑妈费勒为原型创作了不少小说，如《爱情与友谊》（Love and Friendship）、《凯

瑟琳，或凉亭》（Catharine, or the Bower）、《苏珊夫人》（Lady Susan）和《曼斯菲尔德庄园》

（Mansfield Park）等。《爱情与友谊》以书信体叙述了两对以财富为目的而闪婚的夫妻最终

招致不幸的故事。劳拉见到英俊而富有的爱德华便春心萌动，两周内就嫁给了爱德华，而

有钱的好友费丽帕也与一个试图通过婚姻攫取钱财之徒“闪婚”。金钱换来的婚姻遭到家人

的反对，最后酿成悲剧。《凯瑟琳，或凉亭》则根据费勒远嫁印度的经历写成，小说中女主

人公塞西莉亚搭乘“捕鱼船队”赶往印度，如费勒一样，被出钱最多的商人获得，嫁给了

一个她并不喜欢、大她 20 多岁的富裕男人，婚后感情不和，痛苦万分。缺乏感情基础的买

卖婚姻注定招致伤痛，这也是工业化时代女性商品化的悲哀。《苏珊夫人》是奥斯丁 1794

创作但生前未出版的小说，主人公苏珊是个风情万种又工于心计的寡妇，周旋于梅因沃灵

和寇西两个男人之间，为获得更多财产和地位而把两个家庭搅得不得安宁，最终因计谋被

识破而失败。苏珊主动出卖自己以换取最佳的生存条件，将自己商品化到如米利特所言的“动

物水平”。《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把托马斯一家弄得鸡犬不宁的玛丽和亨利·克罗福德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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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类人物。玛丽不仅长相迷人，而且天资聪颖、擅长表演，是个十足的交际花。她以

女性特有的魅力勾引爱德华只为享有庄园的继承权，将自己的后半生建立在换取庄园财产

的唯一目的之上。只因为最终被爱德华看穿，加之爱德华决意从事她鄙视的牧师职业，两

人分歧严重，无果而终。由此可见，这些人物群像均有作者姑妈费勒以身换钱的影子，她

们眼中的恋爱和婚姻是商品化的金钱生意，最终因情感和道德的缺失而失败。奥斯丁对这

类婚恋观采取批评态度，从而有了有钱男人总缺少个妻子的讽喻名言。

在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市场经济浪潮中，追名逐利、自私自利的观念已然大行

其道，以钱买妻，或者女性自降人格出售自己，都是平常之事，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婚姻成

为时代风尚。换言之，奥斯丁笔下虽然没有买妻卖妻的交易仪式（通常被认为是粗俗的），

但上述人物（往往是中产阶级）言谈婚姻必以钱财为目标，而市场婚姻的这些乱象如病毒

一样，是费勒和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媒介输入的舶来品，在英国乡下都有其滋生的温床。女

性就像漂荡在商品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只能任凭风吹雨打，随波逐流，也说明了商品化、

追逐财富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已深深陷入商品大潮之中。

二、民歌中性政治的仪式化

卖妻事件不仅见诸报端（1760—1880 年有 218 则报道；汤普森 447），还在民歌中广为

流传。英国民歌是一种描述性或叙事性的诗歌或歌曲，通常采用简洁的歌谣形式和朗朗上

口的音韵节奏，以社会时事为主题，在公共场所演唱或朗诵。有时民歌被印在宽边的纸张

上（一面是诗歌，另一面是曲调，配以刻版插图），在街上兜售（有时小贩还教唱这些民歌），

世称“宽页民歌”（broadside ballads）。很多民歌由此进入口传文学，如《罗宾汉》、《绿袖子》

和《斯卡布罗市场》等。“卖妻”民歌最为流行的时代正是印刷业和报刊业发达的 19 世纪。

民歌对卖妻的描述方式是直陈和白描，其仪式感和交易性更加直观。缰绳是售妻仪式

的中心部分。妻子在脖子上套着缰绳，被带到市场上。缰绳往往是普通的绳索，也有丝绸

绳和缎带等。这令人联想起牲口市场和奴隶竞卖现场。被卖的妻子被降格为动物，失去了

人格和话语权，如同待宰的羔羊任人摆布；而男子手执缰绳，牵引妻子，吆五喝六。交易

双方是男权主义的代表，统治并支配着女性的身体和话语权。女性在这场性政治的支配权

交易中被赋以商品属性，按米利特所言：“男权制授予父亲对妻子和孩子的绝对拥有权，包

括肉体摧残的权力，甚至还常常包括杀害和出卖的权力。”（42）

在大多数 19 世纪民歌中，妻子被卖时都被安上了各类罪名：酗酒、通奸、粗暴脾气或

其他坏习惯，给男权主义者盖上一块遮羞布。如 1828 年的一首民谣《卖妻歌》（“Sale of a 

Wife”）便描述了一位苏格兰妻子：“玛丽·麦金托什大约六点钟被丈夫带到草料市场，准

备被卖掉。她的罪行是酗酒和通奸，腰间系着一根草绳，胸前写着‘待售’的字眼。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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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观众聚集在一起见证了这一新奇事件。”（web）由于卖妻过程侮辱性太强，而且几个竞标

者争相嘲笑被卖女子，激起民愤，旁观的几百名妇女用石头做武器奋起反抗，她们攻击拍

卖者，把丈夫打倒在地，造成一场空前的打斗和骚乱，但仍然没能阻止妻子被卖。

牛津大学图书馆线上英国宽页民歌数据库（Broadside Ballads Online）收集了近 20 首

以卖妻为主题的 19 世纪民歌，足以说明当时民间卖妻风俗之流行。民歌《造船木匠的妻子》

（“The Ship Carpenter’s Wife”）中的卖妻过程就是一出完整的喜剧。首行吆喝爱嬉戏的观众，

称卖妻故事为嬉笑的喜剧，其中一个竞价者一边出价，一边嬉笑。竞拍者手拿铮亮的锤子，

女人站在手推车上。最终水手购得妻子，用手摸其脸蛋，驮回去，上了吊床（水手生活在船上），

并请乐手吹奏《情郎罗松》的曲子，大家一起歌舞到天亮（web）。这首民歌是水手生活的

独特写照，表现了底层民众把买卖妻子当作普通婚礼来庆贺的习俗。曲调虽粗俗，但独具

仪式感和游戏性。水手的行为仿佛是购物者获得心爱商品，用手抚摩，匆匆回去享用，且

不用改善居住环境，毫无新婚礼仪之感。卖妻过程对于男性而言有时是轻松的游戏和幽默

的操演，妻子易主只在敲锤付钱的一瞬间。在公众游戏和注视的仪式中，女性应有的权利

和身份丧失殆尽，男性的权威展现无遗。

民歌《约翰·霍布斯》（“John Hobbs”）婉转起伏又风趣幽默，通过幽默曲折的叙事，

表现了夫妻双方对话语权的争夺。妻子虽然漂亮但凶悍，“快活的”霍布斯将妻子拽到市场，

准备跳出火炕。但没人出价要这个悍妇，而且来市场的男人都是卖妻的，自然不会买。霍

布斯无奈，准备用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救他的却是那个自己讨厌的妻子，两人交流了一

阵便和解了，高高兴兴把家还（web）。这首民歌每两行就有惊人的转折，其独特之处正是

通过三起三落的不断变化，出色捕捉到了夫妻之间的情感动态，话语权的得与失就在顷刻

之间，操演性极强。整个卖妻过程就是一个玩笑，最终没卖成，但过程基本都走完，只是

因为男人们没胆量买回去征服她。可见女性（虽有妖魔化之感）牢牢抓住了话语权，但诗

歌仍然以丈夫霍布斯为主体，将他描述为遭受婚姻不幸的受害者和可怜人，以后也摆脱不

了那个“恶魔”。

另一首名为《卖妻》（“The Sale of a Wife”）的民歌讲述一个贫民窟的纺织工在史密斯

菲尔德市场出售妻子的过程。观看者人山人海，女人被缰绳牵出，拍卖者大喊开价，其间

嬉笑声不断，最后由出价最高者买走了女人。卖妻的男子拿到 13 先令 1 便士，在手里抛来

抛去，手舞足蹈，欢呼雀跃，高唱卖妻歌，走向赌场（web）。这两首卖妻歌充分说明卖妻

仪式的游戏性和娱乐性，演绎了一幕幕滑稽可笑的荒诞剧。其荒诞性体现为二：一是观众

的热闹和起哄，兴奋的场面是对被卖妻子的贬低和歧视，也是女性在公开场合被众人当作

性想象和性游戏的对象；二是原丈夫终于摆脱了麻烦和累赘，获得自由后兴高采烈，尽情

享乐。女性在性别政治中成为被嘲笑和被歧视的玩物，而且来卖妻市场看热闹的大多是拥

有性别优越感的男人。这是个一边倒的游戏仪式，是对女性的严重侵害。女性没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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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身份感，若女人来参与这种市场，就一定会搅局，阻止这种有辱女性的野蛮游戏，因为

她们痛恨它、讨厌它，可以打破这种性政治不平衡的状态。

民歌中的卖妻仪式是民间习俗的游戏化和戏剧化，它具有社区仪式的所有特性：简便

实用、表演性、市场性、民间狂欢化。它又包含了牲口或奴隶拍卖市场的买卖特征：缰绳

牵引、市场拍卖、评头论足和公众见证等。卖妻事件在本质上是社会、经济、法律、性别、

道德和心理等方面的各种复杂、深刻和隐秘的渊薮，尤其是女性在性别政治关系中的非人

性和非法性。对于男性而言，卖妻仪式增强了游戏性；女性则是仪式中被观看和被戏谑的

受辱对象。男性占统治地位，可以随意处置手里的物品，而女性只能被动服从，不能反抗，

只能成为游戏中的玩物。

三、哈代小说中性政治的伦理叙事

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 1886）讲述的故事堪称 19 世

纪最著名的卖妻事件，主人公亨查德拍卖了妻子苏珊和他们的孩子。哈代的卖妻叙事颇具

戏剧性。虽然亨查德在醉酒时一时冲动卖掉了妻女，但整个场面具备了卖妻仪式的所有元

素和程序。哈代的卖妻素材源自《多塞特纪事》（Dorset County Chronicle）等报道：布赖顿

的一名男子领着一位外表整洁、脖子上挂着缰绳的年轻女子到市场上准备将她出售。讨价

还价在人群的哄笑声中进行，一位买家很快出现并以 30 先令将其买下。哈代看中的是民歌

中人群的哄笑声，并据此对这则报道进行大胆的文学性改造，减少粗俗性和偶然性，增加

时代性和伦理性。

亨查德酒后的卖妻闹剧开启了一篇伦理叙事。亨查德是个打草工，与妻女一家人“可

怜又寒酸”（哈代 3），走在两边种满树篱的路上（树篱是圈地运动时所种的小树，用作圈

围土地的篱笆，现已长高长大）。这是后圈地时代的英国农村，由于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大

农场的发展壮大，挤压了农民的生存空间，自由农蜕变成农场工人或称季节性雇工，受到

农场主的压榨，生活贫困。亨查德便是这样的季节性雇工，到处寻找工作机会。小说开始，

筋疲力尽的他两手空空，饥肠辘辘。他与人喝酒，在醉意正浓时落入他人起哄的圈套，将

妻子苏珊和他们的孩子以 5 基尼卖给了一个水手，一场玩笑变成事实。亨查德醒来后悔不

已，到处寻找妻女未果，发誓绝不沾酒，不断奋斗，成为受人尊敬的卡斯特桥市长和大商人，

但最终却因为卖妻丑闻传扬出去而身败名裂，众叛亲离。

亨查德的卖妻行为一开始就是娱乐性和游戏性的，虽也有仪式感，但是违背男女主人

的意愿，属于非法行为，也不符合人伦道德。亨查德在醉酒时所开的玩笑，只能当作现场

一同酗酒的几人的娱乐而已，拍卖仪式也只是一场模仿秀，并非真正的市场拍卖（没有拍

卖者、大量公众观看，女人脖子上也没有套绳），因而即使在农村，这样的仪式也不符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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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习俗或习惯法。此外，亨查德卖妻也是无奈之举。由于长时间处于失业状态，无力养活

自己，更不用说一家人，生活的窘迫（在他卖妻时身上只有 15 先令）迫使其卖妻。亨查德

正好借游戏为由出售妻子，扔掉生活包袱。既娱乐又无奈的卖妻是亨查德悲剧的根源，一

如胡怡君所言，是其性格缺陷导致了一场道德危机和人生悲剧。卖妻“是亨察尔［亨查德］

悲剧产生的根源，是人物性格缺陷的放大镜”（187），卖妻事件在亨查德心头投射了永远的

道德谴责与法律责任的阴影，对其商业活动和政治生涯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就法律冲突而

言，魏军梅认为“当时国家正式法、宗教法、民间习惯法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这实

际上反映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多元婚姻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和博弈”（36）。哈代将卖妻描

述为一种非法的、不道德的行为，是冲动型的或道德上有缺陷的人所犯之错。然而，“这个

有道德缺陷的人物并不是反派，而是一个悲剧主角，因为卖妻的复杂道德和意想不到的后

果，还是由于交易中各种可能的法律含义而造成的”（Suk 27）。民间习惯法认可卖妻行为（有

人做证、有人主持仪式），亨查德的妻子始终觉得卖妻是“合法的”，而亨查德本人却在道

德和法律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最终与其显赫的地位和富足的财产形成矛盾冲突。这

才是亨查德悲剧的根源。

然而，就妻女被拍卖而言，女性长期在男性霸权统治之下，渐渐屈服，麻木到逆来顺

受、任其摆布的地步，加之女儿一起被卖，似乎女性无论长幼，都是父权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肖沃尔特认为：“亨查德选择了生活在男性群体中，用父子关系、金钱和法律契约的男性准

则来定义他的人际关系；［……］（女性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压抑的男性自我的理想化和

忧郁的投影。”（130）哈代想用卖妻的游戏性和仪式性来构建一个卖妻戏仿的假象，却更加

突显了卖妻事件从娱乐到现实的不可逆性，以及亨查德卖妻的社会属性和时代特征。像亨

查德这样从底层打拼到一定地位和身份的成功人士必定在男权社会和现代文明转型期走向

悲剧。哈代在小说最后也预言了一个女性翻身的想象级景象，即其女儿伊丽莎白·简的逆

袭成功将经济结构女性化，而亨查德自己则成为一个过时的商人。“他所经历的经济女性化

过程与他作为一个过时的商人，这都与他作为一个不正当的和情感驱动的经济学的实践者

而受到的惩罚密切相关”（Kreisel 149）。

上述文学作品中的卖妻现象只是 19 世纪英国文学长河中的部分代表，除了民歌直陈民

间卖妻的现实以揭示底层贫困人民生活真相外，奥斯丁根据英国农村中产阶级婚恋状况的

物化转向而对女性商品化及其道德败坏的倾向进行讽刺和批判，而哈代则把主人公的卖妻

行为作为导致其人生悲剧的伦理选择，以揭示英国社会伦理悲剧的实质。文学中的卖妻现

象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和贫富两极分化的产物，是对英国经济强盛时期女性商品化的批评，

是女性被商品化、妖魔化甚至娱乐化的展演，是女性长期处于受歧视和从属地位的性政治

控诉，更是人伦道德体系坍塌的绝佳例证。进入 21 世纪以后，卖妻风俗在英国已然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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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学界对此仍津津乐道，如法莫（Virginia Farmer）的《六便士新娘》（Sixpence Bride）

和《斯宾斯沃思新娘》（Spenceworth Bride），赫恩（Candice Hern）的《新娘出售》（The 

Bride Sale），希雷（S. Shirai）与德维（C. Devine）的《出售婚姻》（Marriage for Sale），以

及卡罗尔（Lois Carroll）的《盗窃出售新娘》（Stolen Bride for Sale）等，不一而足。这类

小说娱乐性强，但其中蕴含的卖妻信息证明了文化传承中业已形成的强烈集体无意识，是

英国民族意识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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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dens”.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novel successfully realizes a counter-narrative of male writing, and 
presents the author’s views against American government’s security strategy and war of counter-terrorism.

Keywords: Ken Kalfus, A Disorder Peculiar to the Country,  masculinity, Post-9/11, counter-narrative 

Author: Ronglan Wu, Associate Professor,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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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气质与美国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不了解男性气质就无法彻底地了解美国历史”

（Kimmel 2）。纵观美国历史，美国男人一直很在意自己的硬汉形象，更确切地说是在意自己

在别人眼中的男子汉形象。“美国男人一直害怕别人会认为［他们］不够具备男子汉气概，软弱、

胆怯、害怕”（6-7）。“9·11”之后，美国男人的这种焦虑与恐惧加剧，因为双子塔的倒塌

被直接解读为“美国男性神话的象征性破坏，民族自豪感的骤然阉割”（Ramazani 118）。在

他们看来，这不仅证实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西方文化女性化”的担忧（27），

似乎还印证了本·拉登、萨达姆对美国男人鄙夷式的论断。本·拉登于 1998 年 12 月在接

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曾嘲笑“美国士兵懦弱”“男性气概丧失”“穆斯林妇女拒绝被这些美

国和犹太男妓保护”（转引自Tickner 333）。因此，在男性气概受质疑的危急时刻，政府急于

治愈民族创伤，利用主流媒体建构了美国霸权必胜的男性神话景观，表现出一种“英雄叙

事”的怀旧心理。其本质被蒂克纳（Ann Ticknner）归纳为美国常见的性别政治策略，即“在

战争或不确定时期就会致力于‘重构一个男性化社会’”（336）。出于政治目的所打造的男性

气质迷思（masculinity myth）受到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和以班纳特（Eve Bennett）、

法鲁迪（Susan Faludi）为代表的学者的关注。在他们看来，官方叙事中的男性气质表征可

概括为二：其一为与爱国主义相关的美国霸权、英雄式男性气概和日常英雄的回归；其二，

让女性在媒体中消失，或将之塑造为受害者形象，以彰显美国男性气概。在《新时代来临》

（“The Coming of Age”）演讲中，小布什总统号召“抛弃女性所代表的软弱、被动和受害者

形象，转向营造男性的力量、积极的行动和军事的胜利氛围”（转引自Drew 74）。

“后 9·11”时代出现的男性神话景观引起了卡尔弗斯（Ken Kalfus）的关注。他独树

一帜，在 2006 年出版了第一部讽刺性的“后 9·11”小说《国家乱象》（A Disorder Peculiar 

to the Country）。小说用一种巧妙的新风尚喜剧形式，在炭疽恐惧、自杀式炸弹和反恐战争

背景下，讲述马歇尔和乔伊斯两位主人公在曼哈顿痛苦、荒唐的离婚经历，借以讽喻社会。

小说塑造了马歇尔、罗宾斯两位颓废的男性形象和以尼克为代表的堕落且邪恶的美国暴徒

画像，这显然与官方的“男性狂欢叙事”背道而驰，给“后 9·11”时代出现的“寻找英雄”

狂热泼了冷水。因此，本文将从男性气质视角出发，探究《国家乱象》中的男性叙事如何

对媒体所鼓吹的男性气质迷思进行反拨，颠覆“后 9·11”时代的男性神话，形成男性书写

的“反叙事”，进而考察美国社会的真实风貌，表达作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国内外政

策的反思与批判。

一、失控的“自造男人”：家庭修辞的失败

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政府发表演讲，号召传统家庭的复兴，希望家庭成为爱国团结

和休养希望的强有力隐喻，利用民族主义和家庭力量来加强国土安全（转引自Bies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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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9）。主流媒体将美国男人打造为“日常英雄”，力图抵消美国“普遍存在的无助感和

潜在的怀疑，即国家及人民已经变得软弱，袭击带来的恐惧已深入人心”（Caroll 55）。然而，

《国家乱象》开篇以两位主人公误认为配偶已命丧“9·11”的狂喜反应，表明作者对“自

造男人”（self-made man）“日常英雄”身份及其家庭愿景的质疑。

在美国文化中，“自造男人”男性气质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看重“市场上的成功、

个人的成就、流动性、财富”，强调以自我控制来获得身为男人的安全感（Kimmel 23）。马

歇尔先前的身份基本符合流俗“自造男人”标准：已婚且育有子女，工作体面，跻身于白

人中产阶级。然而，自从离婚程序启动以来，马歇尔的生活已完全失控：在家庭、性、职

业及暴力这几个传统领域，他都遭受了男性身份危机，迷失了自我，根本无力修复和经营

家庭。

马歇尔一直活在婚姻失败导致的自卑与绝望之中，尽管他的名字暗示着男人的权威。

妻子乔伊斯多年前就不再与他有夫妻生活，二人水火不容，甚至在家时互不说话、互不干扰，

沟通只能通过律师进行，“相互之间的憎恨已上升到部落和种族间历史性仇恨的强度”（Kalfus 

7）。磨人的离婚官司让马歇尔频频陷入绝望的情绪状态，“无价值的、不妥协的、失败的和

死亡的情绪”（11）。他试图找回男性的自信，因而笨拙地与幼儿园老师娜奥米调情，却发

现自己只是一厢情愿；他以为可以独自照顾好两个孩子，享受单亲家庭生活，却手忙脚乱，

发现自己只是盲目乐观。

家庭失败的马歇尔试图借用英雄气概的标识来重获控制感。从世贸中心逃离时，他曾

回头去帮助受伤的陌生人劳埃德。这一度让他感受到久违的自信，“在这个需要果断当担、

采取行动的危险时刻，某种东西正在显现，他看到了希望，在这一瞬间，他可以瞥见自己

成为男子汉的希望”（15）。油然而生的英雄气概让他主动担当起劳埃德逃生导师责任。马

歇尔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的“俘虏”，询问他的名字，打听他家人的情况，鼓励并搀扶着他

往前走。然而，这种欢欣鼓舞的感觉只持续了片刻，劳埃德就被坠落的残骸砸中，一半脑

袋被横截削掉，坠地而亡。马歇尔感到曾经拥抱过他的希望消失了，“留给他的是并不陌生

的绝望”（18）。更可怕的是，他一直无法摆脱内疚的感觉，不停质疑正是自己的拯救才导

致了劳埃德的死亡，如果劳埃德晚一刻被拉出废墟，或在其他时刻自行出来，也许就不会

正巧被掉下来的残骸砸中。他猜测乔伊斯也会这么说，所以他在想象中不停与她争辩：“我

一直表现得很英勇。你看不见吗 ?该死的，难道你不明白吗 ?”（38）正如这句脏话所暗示

的一样，马歇尔根本无法让自己相信他是成为英雄的材料。“9·11”之后，媒体不停播放

死里逃生的幸运者的报道，给他们贴上勇敢的平民英雄标签。殊不知这些“幸运者”已然

成为德里罗（Don DeLillo）小说中的“坠落的人”（Falling Man），萎靡地沦陷于创伤抑郁

的旋涡里不能自拔。

未能找到英雄气概的马歇尔只能诉诸暴力，因为“男子气概既被理解为生殖的、性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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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社会的能力，也被理解为斗争或施暴的才能”（布尔迪厄 69）。暴力可以对自信与勇气

的缺失进行表面的修复或补偿。马歇尔开始在酒吧打架，沉浸在人群的短暂关注中，尤其

是当两个女孩走到他身边时，他表现得更为勇猛。当她们得知他是一名“9·11”幸存者后，

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这让他有了一种被追捧成英雄的错觉。但是，马歇尔冷静的姿态下

潜伏着不安、怀疑和绝望：“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自己会进一步坦白他有多么可怜、多么

羞愧、多么孤独。她们会同情他吗?她们会拥抱他吗?他应该告诉她们他的‘9·11’故事吗?”

（206）马歇尔欲言又止，因为“自造男人”的父权标准认为“自造男人需要自我控制，而

自我控制需要情感控制”（Kimmel 128）。他生怕按照父权标准，向他人敞开心扉会使他显

得脆弱、女性化。在此，卡尔弗斯揭示了“9·11”后充斥于美国文化中的霸权性男性气质

不过是一场表演，“是一个用来掩盖创伤国家的恐惧和不安的盾牌”（Bjerre 246）。

压垮马歇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的失业。失业是对男性的一种阉割，“男人一旦丧失经

济能力，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就大打折扣，男性气概受到威胁”（Kimmel 201）。妻子开始

明目张胆地出去约会，还将获得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和公寓。男性需要在与女性的关联中定

位自己的男性气概（7），妻子的漠视加剧了马歇尔的价值焦虑，她的决绝彻底摧毁了马歇

尔作为男人的底气与信心。为了最后证明和维护男性气概，马歇尔决定孤注一掷，炸死全家。

他模仿圣战分子，在胸前绑了一个自制炸弹，对乔伊斯大声宣布上帝是伟大的，然后试图引爆。

结果失败了，因为他读不懂阿拉伯文说明书，未能正确地连接电线。四次尝试均失败了，每

一次失败都进一步羞辱了马歇尔。讽刺的是，这是乔伊斯唯一一次对马歇尔的所作所为感兴

趣。她开始帮助急得快精神错乱的丈夫；两个孩子也随之加入，儿子靠在父亲身上，一只小

手放在一顶炸药帽上。现场变成了一个怪诞、扭曲的幸福家庭景象：当家庭成员齐心协力时，

久违的欢乐闪现，但是一旦成功，他们就会毁灭。看着家人为他的自杀——谋杀阴谋而齐

心协力，马歇尔不禁想起他们也曾充满爱意、亲密无间，由此突然感到疲劳，放弃了引爆，

结果又被妻子指责他没能力完成任何事情。之后，这对夫妇又恢复了敌对状态。

“家庭”的隐喻一直充斥于西方现代政治想象与实践中，特别是在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时，

政客所发表的关于家庭的言论，即“家庭修辞”，具有一个普遍特征，即将家庭情感推扩到

国家情感，以家喻国。一向鼓吹个人主义的美国也不例外。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

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安全感遭受重创，民众生活在恐怖主义的阴霾之下。“家庭隐喻”随

即成了美国国家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政府发表“家庭修辞”，鼓励传统家庭回归，其内涵包

括贬斥女性主义与女权政治，倡导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的核心力量，将家庭单位视为休

养希望与爱国团结的强有力隐喻。在家庭修辞中，官方试图传播一种更为广泛的男性价值观，

即把“日常英雄”视为“一种无可指摘的男性行为，消除人们对‘9·11’内涵的任何模糊

认识”（Carroll 54-55）。然而，卡尔弗斯笔下的马歇尔不但事业失败，失去人生目标，甚至

差点毁灭整个家庭。这种萎靡且失控的“自造男人”形象嘲讽了美国的男性神话，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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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文化引以为傲的“自造男人”男性气质的反叙事，揭露了政府所宣扬的家庭修辞的

失败。

二、抑郁的联邦调查局“超男性气概”：国家安全论的质疑

除了对“日常英雄”进行嘲讽，为了进一步揭露“9·11”之后官方为宣扬国家安全论

而刻意标榜的“超男性气概”（hypermasculinity）的伪装，卡尔弗斯刻画了一个英雄标签

更为突出的男人——联邦调查局特工罗宾斯，使小说在男性气质书写上的反叙事特征更加

明显，“成为对抗危机时期充斥于美国的尖锐、简单化的英雄故事中的必要堡垒”（Bjerre 

245）。

“9·11”之后，媒体把超级英雄重新打造为主流文化元素，为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

打造超级英勇、果敢、智勇双全的“超男性气概”形象：电视台循环播放着白人消防队员

拯救受害者时视死如归的画面，报道着美军“在伊杀敌”时英勇无畏的事迹；原本民心不

稳的小布什总统也摇身一变，和他的男性官员化身为“机动玩具、超级英雄”（Faludi 47），

公众支持率飙升，超过 90%。在媒体叙事中，小布什总统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坚定，铿

锵有力地面向全国发表了题为《新时代来临》的演讲，言行举止透露着总统英武的权威、

强大的男性力量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雄心。“9·11”事件已被彻底征用，“变得政治化、商业化、

军事化，而且性别化了”（Bjerre 244）。官方叙事这一套路并不陌生，因为在男权文化话语

体系中，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是公认的男子汉，“通过依附在‘男性气概’上，他们成

为人们眼中优秀的战士”（Goldstein 252）。小说开篇形象地描述道：

纽约的警察和消防员要比其他城市的更有魅力，［……］他们表现出古典英雄

的风度，目光清晰，胸脯横阔，有男性气概，心地善良。当他们大步走过大街，

走进熟食店时，大家都鼓掌欢迎他们。［……］在这座城市的任何时刻，任何地方

都可能出现一名消防员，而当他从人群中经过时，市民们都会退后一步。（Kalfus 

21）

乔伊斯也沉浸在对英雄的意淫中。第一次看到罗宾斯时，尽管他又矮又胖，乔伊斯仍

因为他“英勇的权威”而莫名地感动、痴迷，理由只有一个：他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她把

最平凡的事美化为充满情欲的时刻。当回想起他在例行的炭疽检查中用棉签擦拭她的鼻子

时，她就幻想他们之间有一种浪漫的联系；她洗完澡后站在镜子前，想象着罗宾斯带着“时

而孤独，时而沉思，时而慷慨，时而贪婪”的眼光看着她赤裸的身体（51）。显然，乔伊斯

把一系列传统男性特征强行投射到罗宾斯身上，并让自己暴露在男性掠夺者的目光下，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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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他胳膊强壮，双手柔软，看到她的迷失和恐惧，来拯救她。性一直被视为“美国男性

气质的一个核心要素”（Kimmel 68-69），在流俗女性眼中，披着英雄外衣的联邦调查局特工、

消防员自然而然成为超男性气概的代表。乔伊斯的女同事们趋之若鹜，迫不及待地和消防

队员约会，追求一种“恐怖性爱”（terror sex；Kalfus 22），希冀从中找回安全感，消除恐惧。

然而，当乔伊斯慢慢接近罗宾斯并最终与他约会时，她构建的男性神话破灭了。罗宾

斯并非媒体塑造的英雄救世主；相反，他是一个抑郁症患者，需要医生的拯救，正在接受

心理治疗。当他们在地铁上偶遇时，小说透过孩子纯真的眼光，让读者看穿乔伊斯有色眼

镜中 “英雄”的真面目。他眼皮耷拉着，两眼无神，反应迟钝，垂头丧气地和她讲述联邦调

查局工作的挫败感：他们曾接收到“9·11”袭击预警，却无法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阻挡它；

炭疽调查混乱又让人崩溃，他们只是穿梭在不同机构间，收集着不计其数的数据却无法进

行关联，只能例行公事地把报告发送给上级，“让它杂乱地堆放在某人的桌子上，让他决定

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而事实是政府中没人能够完整地看待并理解这个事件”（138）。在正

式约会时，罗宾斯毫无兴致，只顾喋喋不休地描述联邦调查局审讯系统的怪异：他们逮捕

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嫌疑犯”，使出浑身解数折磨“犯人”，随便套出点话去交差，但是

没日没夜的审讯工作反而把他们自己变成被洗脑的囚犯，什么都记不住。他的坦露心扉让

乔伊斯沾沾自喜，误以为这是他俩关系亲密的力证。事实是罗宾斯逢人就说，对象包括住

在隔壁的老妇人、干洗店的清洁工、华裔送货员，因为他必须找人倾诉，从而找到活着的

感觉。“他必须证明在工作之外，在联邦调查局之外，还有一个世界”（200）。一直被父权

话语洗脑的乔伊斯认为“情感控制保持男性的完整性”（Schwenger 44），失去情感控制的罗

宾斯在她眼里自然就丧失了男性神话光环，其价值也得不到男性社会的肯定。罗宾斯最终

神秘地从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失踪了，乔伊斯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从他同事嘴里也打探不出

任何消息。

“9·11”之后的美国宛如惊弓之鸟，官方叙事中强行回归的美国传统男性气概似乎为

之注入了强心剂，刻意表现的“超男性气概”曾让美国人知晓“国内与国外的‘美国新战

争’”，让他们“觉得更安全了，因为‘我们’的男人正在保护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方式”（Tickner 

335）。然而，卡尔弗斯让乔伊斯见证的“超男性气概”是无能而抑郁的，完全无法胜任保

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乔伊斯沮丧地总结道：“又一个失败者，又一个破碎的人格，又一个中

年疯子，这证实了她所听到的，她现在遇到的男人都有毛病。”（Kalfus 197）罗宾斯所代表

的“超男性气概”类似于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一般性偏执狂的“伪男性气概”，其实质是

一种掩盖性别不安的徒劳，是官方主流媒体叙事所打造的男性神话论的反叙事。卡尔弗斯

揭穿了这种伪装，让读者重新回到不断质疑国家安全的状态。就如乔伊斯，她憎恨自己竟

然误信在美国的生活是安全的，事实是“有人像配偶一样无耻地欺骗了她们［……］她和

孩子的未来笼罩在一个致命的、不可磨灭的阴影之下”（Kalfus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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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颠覆的“脆弱少女”保护迷思：军事行动正当性的瓦解

不管是“日常英雄”，抑或是“超男性气概”，官方打造的“后 9·11”父权胜利叙事都

是围绕“美国神话”构建的，“在那里女性需要男性的保护，而男性成功地提供了保护”（Faludi 

118）。它是一种渊源颇深的文化传统，无意识回顾了曾经平息美国文化创伤的一种迷思。

早在 17 和 18 世纪，印第安部落捕获了数以百计的新英格兰移民。妇女和儿童的囚禁暴露

了白人男性保护的失败，给男性带来巨大的羞耻感和创伤，“白人少女被黝黑的‘野蛮人’

强行带走的过去成了［这个国家］反复出现的比喻。［……］少女的获救，无论是幻想的还

是现实的，都成了主导的救赎故事”（212）。每当美国遭遇社会、政治或民族危机，它就会

重现。根据法鲁迪（Susan Faludi）的观察，在媒体报道中，“9·11”受害者主要被描述为“脆

弱少女”，尽管“9·11”遇难者比例为三男一女。邦廷（Madeleine Bunting）在《卫报》中

指出，“9·11”后第九天，一般女性几乎从报纸和电视屏幕上消失了，“目前媒体上唯一的

女性面孔是受害者”（3）。异国风情的“脆弱少女”救赎论也大行其道。美国政府频繁提及

伊拉克的强奸室，“围绕着野蛮男性敌人压迫女性的论述，把反恐战争定义为从棕色男性手

中拯救棕色女性的战争”（Holland 249），为美国入侵伊拉克增加了情感筹码，试图为美国

的军事行动赋予正当性。

利用女性构建男性神话是惯用手法，因为“女人常常是男人用来提高自己在其他男人

心目中地位的一种手段”（Kimmel 7）。《国家乱象》里的男性却颠覆了美国传统沿袭下来的

“脆弱少女”保护迷思。正如前文所阐述的，不管是萎靡的“自造男人”马歇尔，还是抑郁

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罗宾斯，都丧失了英雄的光环，自身难保，根本无法保护“脆弱少女”。

然而在作者看来，具有美国式霸权性 /支配性男性气质外露特点的男性更危险，更有毁灭力，

因为他们不仅不会拯救女性，甚至可能通过诱导或逼迫的手段，颠覆“脆弱少女”原先的

女性气质，让她们做出越轨行为。

在小说结尾前高潮部分，作者就刻画了这样的男性。彷徨的马歇尔跟随幼儿园的娜奥

米老师驱车前往她男友尼克组织的私人聚会。尼克戴着墨镜，双颊凹陷，一脸狞笑，显露

着原始的欲望，野蛮粗暴的举止充满了对女性、外国移民和黑人的蔑视，“把他们看作彰显

其男性气概的他者”（32）。他不仅给众人准备了大麻、摇头丸，还因为聚会气氛过于节制

而谩骂不已，随即请来两个非裔妓女，跳起脱衣舞，聚众淫乱。他甚至逼迫一位十四五岁、

戴着兜帽的黑人男孩剥光衣服，当众搓揉生殖器，还嘲弄地评论着男孩耷拉着的阴茎。看

到胆怯的男孩手淫未能成功，尼克给他的头套上塑料袋，先是引诱，而后拉下脸命令女友

娜奥米对男孩进行口交。尽管不乐意的女友吓得不停发抖，马歇尔也鼓起勇气劝阻，尼克

仍不为所动，只说了一句：“反正你又不是没做过。”无可奈何的娜奥米只好在众人的起哄声

和尼克的拍照声中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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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令马歇尔羞愧得几乎作呕的插曲就像一面明镜，映照出美国霸权性男性气质极大

的堕落和侵略性，更让读者联想到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的虐囚丑闻。在被曝光

的照片中，被拘留者也是戴着头巾，光着身体，头上戴着塑料袋，在围观的美国军人的坏

笑中，被迫做出不雅行为。这些图片让全世界为之震怒，给美国政府和军方都造成了巨大

的政治和身份危机。为了推卸责任，美国政府发表了一系列公开声明，将这些虐待行为描

述为少数人犯下的孤立事件；媒体也将矛头转移到女兵英格兰（Lynndie England）身上，

将“美国士兵怎么会犯下如此恶行”的质问转化为“一个女人为何会做下这样的暴行”的

批判，企图误导公众将阿布格莱布危机解读为女性的性别认同危机，甚至把矛头指向所谓

“有损美国男性气概”的女权政治。即便政府一时转移了舆论焦点，仍无法摆脱国际社会对

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剥夺人权，以及美国整体军事行为的鞭笞。小布什总统曾在“我们”

与“他们”，“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基础上赋以反恐战争正当性，“不仅重新阐明了

美国英雄和伊斯兰恶徒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而且支持美国通过使用高度性别化的

叙事进行军事干预”（Holland 248）。但是军方的虐囚事件和小说中这起民间模仿的聚会插曲，

都让读者看到这样的现实：不管是美国士兵，还是美国男性尼克，都让女性复制男性的暴

行并彻底屈服于野蛮的力量。这不仅证明了美国男人教化女性的失败，还将美国英雄刻画

为暴力犯罪者。在美式霸权性男性气质淫威下展现的女性虐待者形象，不管是平民女性娜

奥米，还是女兵英格兰，她们都不再是西方的“脆弱少女”，她们“不仅破坏了与女性，尤

其是白人女性相关的文化和性别期望，并且挑战了反恐战争的正当性和神圣性”（249）。显

然，在这场军事行动中，男性已经从“西方英雄”“拯救者”的道德制高点跌落下来，西方

“脆弱少女”的保护迷思被颠覆，男性书写呈现出与官方叙事大相径庭的反叙事特征，军事

行动的正当性也随之瓦解。

在官方意识形态掌控下，“媒体、娱乐和广告的三驾文化马车”促成了“后 9·11 时代”

的到来，这是一个“新家庭核心成员‘团聚’、女性气质归化、冷酷勇士男子气概被重新塑

造的年代”（Faludi 3-4）。《国家乱象》逆流而上，嘲讽了这个时代，构建了家庭瓦解、男性

气质萎靡、女性气质颠覆的“后 9·11”社会乱象图景。正如法鲁迪注意到的：“即使在［‘9·11’

事件后］旨在恢复我们男性自信的电影中，对英雄无能为力的恐惧［……］也经常会表现

出来。”（10）卡尔弗斯的男性塑造揭穿了“后 9·11”男性神话的虚伪性和表演性。小说的

结局是本·拉登火速被捕，反恐战争快速取胜。它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构成了讽刺，揭露了

美国霸权式国家安全策略和军事行动的无效性，以及简单地把反恐战争、暴力甚至杀戮作

为恢复和证明美国男性气概的手段的荒谬性、破坏性和反人道性。《国家乱象》男性书写的“反

叙事”范式响应了德里罗在《未来的废墟中：“9·11”之后对恐怖和丧失的思考》（“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Terror and Loss in the Shadow of September”）一文中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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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倡导（35），在危机时刻捍卫了文学想象的重要性。这部小说既是对美国霸权式男

性气质的反叙事，也构建了一种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单向思维叙事的反叙事。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Biesecker, Barbara. “No Time for Mourning: The Rhetorical Production of the Melancholic Citizen-Subject in the War 
on Terror.”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no. 1, 2007, pp. 147-69.

Bjerre, Thomas. “Post-9/11 Literary Masculinities in Kalfus, DeLillo, and Hamid.” Orbis Litterarum, vol. 67, no. 3, 
2012, pp. 241-66.

Bourdieu, Pierre.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Translated by Hui Liu. Haitian Publishing, 2002.［布尔迪厄：《男性统治》，
刘晖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

Bunting, Madeleine. “Women and War.” The Guardian, 20 Sept. 2001. 

Carroll, Hamilton. Affirmative Reaction: New Formations of White Masculinity. Duke UP, 2011. 

DeLillo, Don.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Terror and Loss in the Shadow of September.” Harper’s , 
December, 2001, pp. 33-40.

Drew, J. “Identity Crisis: Gender, Public Discourse, and 9/11.” Women and Language , vol, 29, no. 2, 2004, pp. 71-77. 

Faludi, Susan. The Terror Dream: What 9/11 Revealed about America. Atlantic Book, 2008. 

Fukuyama, Francis. “Women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 5, no.77, 1998, pp. 24-40.

Goldstein, Joshua. War and Gender. Cambridge UP, 2001.

Holland, Shannon. “The Enigmatic Lynndie England: Gendered Explanations for the Crisis at Abu Ghraib.” 
Communications and Critical / Cultural Studies , vol. 6, no. 3, pp. 246-64. 

Kalfus, Ken. A Disorder Peculiar to the Country. Harper Perennial, 2006. 

Kimmel, Micheal.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Oxford UP, 2006.

Ramazani, Vaheed. “September 11: Masculinity,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Empath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 21, no. 1, 2001, pp. 118-24. 

Schwenger, Peter. Phallic Critiques: Masculinity and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Tickner, Ann.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9/11.”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3, no. 4, 2002, pp. 333-50.

�责任编辑：夏开伟



044 第7卷 第3期
2023年9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德意志民族诗学重塑与诗人功能 
——歌德叙事谣曲研究

 ☉ 段懿玲

内容提要：18 世纪后半叶，德意志文学界掀起一阵回溯古代日耳曼传统的浪潮，以期焕发德意志
文学的新生。歌德在该时期的叙事谣曲创作多次采用德意志本土民间传说作为文学素材，回溯古
代日耳曼民族的神话形象，以凝聚德意志民族身份认同，传达新时代民族精神。歌德一方面赋予
逐渐没落的日耳曼神话形象新的生命，以诗的形式展现个人宗教观念；另一方面强调诗人作为沟
通传说与童话、人性与神性，以及市民与道德的连接媒介功能。

关键词：歌德  叙事谣曲  德意志民族诗学  诗人功能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2023）03-0044-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14ZDB091）子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3.005

Title: Reconstruction of German Folk Poetry and the Function of Poet: A Study of Goethe’s Ballads

Abstrac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there was a wave of retracing ancient Germanic traditions 
in German literature, intending to revitalize German literature.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Goethe used 
native German folktales as the literary material for his ballads and rediscovered the mythological images 
of the ancient Germanic folktales, so as to nourish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vey the national spirit 
of the new age. On the one hand, Goethe gave new life to the declining Germanic mythological images 
and presented his religious views in poetic form; on the other hand, he emphasized the poet’s function as 
a connection medium linking legend and fairy tale, humanity and divinity, citizenship and morality.

Keywords: Goethe, ballad, German folk poetry, the function of poet

Author: Yiling Duan,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FLC
文 学 文 化 研 究



045段懿玲  德意志民族诗学重塑与诗人功能——歌德叙事谣曲研究 外国语言与文化

歌德时代的德意志小邦林立、诸侯割据，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

同时代的英国和法国。在此背景下，为发展本国文化，德意志最初选择模仿法国或英国文

学，但此举一定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德意志本土文学发展。德意志文学界为了摆脱困境，

逐渐掀起一阵回溯古代德意志传统的浪潮，以期使德意志文学焕发生机。只有植根于德意

志民族的土地，才能自然孕育出属于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精神，构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身份

认同，凝聚统一的民族意识。从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到以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们试图从自古流传的德意志民族文学、民间传说中汲取新力量，

认为德意志文学不能一味地依赖对他国文学的模仿，而是要植根于本民族，通过诗人的创

新为德意志文学注入新的灵魂，这对于在 18 世纪常陷于模仿方向之争的德意志文学界来说

正是一场文学转变。

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多次采用德意志本土民

间传说作为文学素材，在歌德 1799 年至 1813 年的叙事谣曲创作中，就有四首以德意志民

间传说为基底进行诗学重塑的诗歌。歌德在这一时期对德意志民间素材的创造性采用，一

方面归功于青年时期在赫尔德影响下养成的收集民歌与民间素材的习惯，另一方面则是受

到世纪之交德意志文学界对新神话探讨的影响。

歌德的收集范围非常广泛，除德意志本土外，还涉及北欧、古希腊、印度等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民间素材。1771 年，歌德与赫尔德在斯特拉斯堡相识，那时赫尔德已经开始致力

于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他在斯特拉斯堡逗留期间与歌德的交谈，点燃了后者对民歌的热

情。1771 年夏，歌德在阿尔萨斯地区就收集了 12 首民歌（Strobach 69）。此外，1773 年赫

尔德发表题为《论德意志风格与艺术》（Von deutscher Art und Weise）的散文集，呼吁搜集

整理散落民间的德意志民歌，旨在为德意志新文学指明发展方向。同时，赫尔德邀请歌德

将自己的论文《论德意志建筑艺术》（Von deutscher Baukunst）添加到作品集中以呼应全书

主旨“德意志风格”。青年时期与赫尔德的交流，为歌德中后期以德意志民间传说为素材的

叙事谣曲创作埋下种子。而引发歌德创作的直接原因，可以认为是受到以赫尔德、施莱格

尔（Friedrich Schlegel）等人为代表的“新神话”探讨的影响。德意志的分裂凋敝使当时的

文学家提出重新回到人类自然之原点的想法，即利用对古代神话的挖掘重新进行诗学创作，

开创新的文学辉煌。早在 1767 年，赫尔德就在《论神话的新使用》（“Vom neuern Gebrauch 

der Mythologie”）一文中主张“用一只新的富于成果而技艺精湛的创造之手”变换神话的形式，

由此让它成为当代的一部分，同时赫尔德反对在文学作品中机械化地重复神话故事，而是

应当使神话体系在最新的社会和生活世界发展形势下得到重新解释（弗兰克 145-49）。在赫

尔德之后，浪漫派在世纪末也愈发聚焦于有关新神话的讨论。施莱格尔在《关于神话的谈话》

（“Rede über die Mythologie”）中认为诗人应当将诗与神话相结合，以新的、更美的、更伟

大的方式将与自然更接近的古代神话作为诗的题材，并在诗中体现出人类心中神性的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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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作为诗的灵魂，否则的话就是徒有躯壳的空洞的诗（253-56）。但是古代神话是在当时

的社会基础上自然产生的，而在德意志近代文学艺术中所推崇的新神话显然是人为的。事

实上，近现代也缺乏产生“新神话”的社会基础，因此大多数文学家只能主张通过革新的

方式利用旧神话，为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在新神话思想的影响下，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加入神话元素。与浪漫派的新神话观

点不同的是，歌德并没有在自己的叙事谣曲中指向具体的、某一宗教中的神，比如浪漫

派所推崇的狄俄尼索斯或基督，而是依然在泛神论的创作框架中，通过神话创作开启属于

德意志本民族的异教复兴，人为复兴中断的日耳曼文明，借着神话的外衣传达符合时代

精神的新内核。歌德对于日耳曼神话和德意志传说的回溯挖掘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狭隘

的民族主义者，其作品中来源于世界各地的诗学素材恰恰是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在魏玛

版收录的歌德叙事谣曲作品中，《第一次瓦尔普吉斯之夜》（Die erste Walpurgisnacht）、《婚

礼歌》（Hochzeitlied）、《捕鼠人》（Der Rattenfänger）和《忠实的埃卡特》（Der getreue 

Eckart）是以德意志民族民间传说为素材进行诗学重塑的四首叙事谣曲，在歌德整体叙事

谣曲创作中处于中后期，除《忠实的埃卡特》外，均为歌德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前后所作。

四首叙事谣曲彼此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在个体中渗透着整体思想。

一、宗教之争：来自异教的反击

歌德作为启蒙运动后的诗人经历了宗教世俗化。这一过程在文学上最显著的表现是文

学不再仅仅为神学服务，在从神学分离出来并且独立的过程中原有的宗教元素进入了世俗

文学创作。魏塞（Benno von Wiese）指出，启蒙运动以后所有的西方作家、诗人都是异端。

他们背离基督教传统信仰，试图通过文学特有的审美形式展示真理，文学从为神学服务转

向宗教批判（转引自谷裕 10-11）。日耳曼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作为非基督教存在，被称

为“异教”。歌德在《第一次瓦尔普吉斯之夜》以德意志本土传说为素材，以诗的形式展现

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对立，为世纪之交的叙事谣曲创作定下新的基调。歌德叙事谣曲中有

关基督教与异教对立的内容在 1797 年“叙事谣曲年”的《科林斯的新娘》（Die Braut von 

Korinth）中就曾出现过，而新时期的叙事谣曲与前者都表达了对基督教一神论的负面态度；

不同之处在于，在《科林斯的新娘》中歌德选取古希腊异教作为基督教的对立面，而 1799

年则转向古代日耳曼传统中的异教。“叙事谣曲年”的诗学创作重新激发歌德写作《浮士德》

（Faust）的灵感，因此该阶段的叙事谣曲常常被认为是《浮士德》的预备练习。《第一次瓦

尔普吉斯之夜》中的人物塑造、对话、情节设置具有戏剧性，呈现出如《浮士德》一样的

诗剧特征，也为后续《浮士德》中的《瓦尔普吉斯之夜》与《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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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创作基础。

这首叙事谣曲通过极具冲突性的张力展现基督教与日耳曼异教的对立之态，表现在格

律、空间、时间和群体身份上。《第一次瓦尔普吉斯之夜》采用特殊的格律形式以凸显诗歌

张力，与歌德大多数叙事谣曲中规整的格律有所不同。该诗由十二诗节组成，除第九和第

十二诗节外，均可认为是两两一组，每组的第二节是对第一节的强调，通过合唱形式为诗

歌提供充分的音乐效果。全诗以抑扬格开场，第二诗节后替换为扬抑格，直至第八诗节两

节一组交替格律形式，第九和第十二诗节为抑扬格，而夹在中间的第十、十一诗节为扬抑格。

采用抑扬格的人物主要为德鲁伊祭司和相关合唱诗节中的人物（其他祭司、异教守卫）。采

用扬抑格的人物按照出场顺序为持反对意见的异教群众、进行战略部署的异教守卫及基督

教守卫。截然相对的两种格律形式，从诗歌结构上增加了对立冲突感。

歌德并没有在诗歌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两大对立群体的身份，而是在情节叙述的过程中，

逐渐使其身份显现出来。德鲁伊出现在全诗之首，指涉两大阵营之一的群体身份。德鲁伊

原指凯尔特信仰中的祭司，丁策尔（Heinrich Düntzer）和鲍姆加特（Hermann Baumgart）

均曾指出该名称是在 18 世纪广泛流传的对日耳曼异教祭司的错误称呼，认为这是歌德的

误用，他原本想要借此表达的是古代日耳曼异教祭司（Düntzer 475; Baumgart 67）。不过这

种特别的祭司称呼使诗歌具有特殊的情感色彩倾向，与可适用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代

的泛称“祭司”（Priester）一词相区别（Baumgart 67）。第一诗节“遵守古代神圣的遗风，

/前去把天父颂扬”［1］（V.10-11）中首次出现“天父”（Allvater），指作为众神与人类的父

亲及万物的创造者的最高之神，在德语中常常和“沃坦”（Wodan）连用（Dudenredaktion 

128）。丁策尔认为此处的“天父”是传统日耳曼异教中的最高神沃坦（475），歌德通过该

词再次暗示该群体作为日耳曼异教徒的身份。第三诗节首次点明异教徒身份，“对付异教徒，

对付罪人”（V.23），直至第七诗节，通过异教徒守卫的一句话才解释该异教群体的“敌人”

（V.74）是“基督教教士”（V.50），与上一句（V.23）相联系。“异教徒”与“罪人”形成

同位语，表明如果不信仰基督教，就成为基督教的罪人，体现基督教一神论思想下的排他性，

此时两个群体的身份才完全明确。第十二诗节作为“德鲁伊祭司的合唱”，原本应当与第九

诗节“德鲁伊祭司之一”按照顺序依次出现，形成与前文一致的两两一组的合唱形式，但

是歌德将这两个诗节拆分开来，与基督教群体相关的第十诗节“基督教看守者之一”和第

十一诗节“基督教看守者合唱”被包围其中，形成框形结构。虽然全诗没有写明结局，但

通过诗节形式的布局巧思，基督教徒被两面夹击，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其无路可逃的结

局不言而喻。第十二诗节作为结尾对第九诗节德鲁伊祭司后半部分进行重复，以强调异教

徒对自身古老宗教信仰的坚定信念，与四处逃散的基督教守卫所隐喻的对自身信仰的背弃

形成对比。

异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尖锐且无可调和的激烈矛盾由第三、四诗节展现。这两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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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异教群众的质疑声音组成，看似言辞激烈地反对作为异教领袖的德鲁伊祭司的牺牲提

议，实际上通过反对声侧面反映基督教对于异教的残酷打击与无情杀戮：“送死”（V.19）、

“残酷的征服者”（V.20）、“在壁垒上屠戮”（V.24）等。不同于基督教徒的残忍行径，异

教徒在进行反击时以“智取”（V.51）为手段，“我们利用他们自己 /虚构的魔鬼恐吓他们”

（V.52-53）。从这一句中，一方面可以从基督教徒和异教徒对待异己的处理方法中看出，

歌德在塑造人物时倾向于异教徒的情感态度；另一方面“魔鬼”一词反映基督教的排他性，

圣经中摩西十诫的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Ex. 20, 3）。基督教在实

际传播过程中将异教的神丑化为魔鬼，在宗教话语上对其他宗教进行打压。有关异教徒

反击手段的描述体现了古代宗教秘仪的特征，异教徒出于对自身信仰的虔诚，无畏地举

行牺牲仪式：“弥漫的烟气火焰熊熊”（V.12，V.14）；“趁浓烟炼出火焰熊熊：请纯洁我们

的信仰！”（V.75-76，V.96-97）。“火”作为四大自然元素之一在秘仪中具有重要作用，同

时拥有毁灭与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获取火种之前，只有诸神才能支配火，因此火被赋予与

神相关的强烈宗教色彩。火作为一个重要元素出现在歌德多首诗歌中，如在《天福的渴望》

（Selige Sehnsucht）中烛火象征“抒情之我”在宗教、艺术上对于“变”（Verwandlung）

的追求，渴望如凤凰涅槃一般在灰烬中的重生（Butzer and Jacob 119）。在叙事谣曲《神

与舞女》（Der Gott und die Bajadere）中，舞女在结局中跳入火场，完成对神的献身牺牲，

最终与摩诃天一同重生，得到拯救升入天国，这同样是对火所象征的“死与变”的强调。

在这首叙事谣曲中，异教徒在熊熊火焰间愈演愈烈的反击，正是“死与变”中自我牺牲的

决心与对重生的向往。

除此之外，这首叙事谣曲通过营造山脚与山顶之间的空间张力，隐喻异教与基督教的

现实宗教地位差异。全诗开篇德鲁伊祭司所发出的号召“我们要赶往山上”（V.9）及众祭

司的呼应“登吧！直登到山！”（V.17）中所体现的异教徒向山顶攀缘的行为，暗示基督教

处于山顶高位，凌驾在位于山脚的异教徒之上，隐喻其对宗教话语权的把控，而异教向上

攀爬的举动则意味着夺回宗教地位的过程。除此之外，歌德借用白昼与黑夜隐喻基督教与

异教之间的地位差异。圣经开篇“神说，要有光”（Gen. 1, 3），基督教对光的崇尚使其在

传播过程中对“光”进行独占，在基督教的侵略与驱逐下，异教失去了拥有“光”的权利，

藏身于黑夜。第九诗节德鲁伊祭司发出感叹“我们竟落得 /趁夜色昏黑 /秘密地歌颂神明”

（V.66-68），表明异教曾经拥有光并且存在于白昼。在以重新拥有“光”为目标的战争中，

异教徒不得不采取昼伏夜出的战争策略，第五诗节德鲁伊祭司在进行战略部署时说道：“可

是在白昼 /在林区里面 /还要悄悄掩护。”（V.39-41）第七诗节异教徒守卫呼吁：“来吧！拿起

尖刺和叉子……在夜间发出叫嚷之声。”（V.54-57）在全诗结尾，歌德通过合唱词“即使被

剥夺古代遗风 /有谁能夺去你的光？”（V.77-78）呼应主旨，表明即使古代异教的外在形式

已经不复存在，但异教的内在精神因其对光的追寻而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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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创作完这首叙事谣曲后，立即将其寄给策尔特（Carl Friedrich Zelter），希望他能

够为这首康塔塔式的叙事谣曲谱曲。而策尔特始终对自己的编曲不甚满意，直到歌德去世

前一年，才由策尔特的学生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将其实现。1831 年，歌德在给

门德尔松的信中对其根据该诗改编的音乐作品表示满意，他写道：“世界史上必然一再重复

的是，一个古老的、已确立的、经过考验的稳定之物被出现的新兴之物挤压、推搡，即使

没有被消灭，也被挤至最狭窄的空间。”（Goethe, Goethes Briefe  67）即使日耳曼异教在历史

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基督教粗暴排挤打压，逐渐没落并失去原有的地位，但是它仍旧

在对真理的追寻中，化身于异教之火永不熄灭，这就是歌德在这首叙事谣曲中想要传达的

理念。在歌德以德意志民间传说作为素材创作的四首叙事谣曲中，《第一次瓦尔普吉斯之夜》

非常明确地以基督教与异教的对立作为主题，而其他三首看似与宗教没有明显关联的诗歌，

实际上也隐含着歌德对基督教与异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态度倾向。

二、歌德新神话形象构建：民族神话与传说中的多元存在

启蒙运动引发的人本主义思潮使传统的宗教信仰体系有所松动，科学理性在发展的

过程中不断与宗教信仰发生博弈，但当科学理性对事物的认知与探索受到阻碍并且无法

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时，一部分群体选择回归宗教信仰。在此过程中，歌德依然选择强

调高于人的存在，承认人类在面对自然与神时的弱势地位，但与一些德意志浪漫派不同

的是，歌德并没有回归基督教信仰，而是以泛神论观念认识和理解世界。在歌德的新神

话构建中，他回溯古代日耳曼民族的神话形象，与德意志传说相结合，在叙事谣曲中出

现多种超越人类感官之外的存在：矮人（Zwerg）、霍尔达（Holda）、守护灵（Schutzgeist）、

精怪（Dämon）等形象。相较于魏玛时期叙事谣曲中出现的魔魅自然形象、1797 年有形

且具象的神的形象，这一时期的歌德不再仅强调处于至高位置的自然与神性，而是转向

介于神与人之间的其他存在。这些形象并非建立于基督教语境，而是主要以古代日耳曼

异教传统以及流传在德意志民间的传说形象为蓝本，强调神之外、人之上的存在，以诗

人技艺为其赋予新的艺术效果。

《婚礼歌》中出现的矮人形象是歌德基于德意志传说进行改编的产物，与后来格林

（Jacob Grimm）在《德意志神话》（Deutsche Mythologie）中对矮人的描述基本吻合。矮

人作为既非人也非神的群体具有“与神相近的超人特征”，“拥有能够伤害或帮助人类的

力量”（363）。除此之外，“矮人［……］是异教的［……］他们内心厌恶教堂的修建，

因为钟声扰乱他们从前隐秘的生活”（380）。教堂代表着基督教传教过程中所构筑的宗教

空间，随着传教范围扩大，“钟声”逐渐影响到作为异教形象代表的矮人的正常生活，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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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了基督教对异教空间的挤压与剥夺。歌德对该传说形象的选用与重塑隐含着歌德对不同

宗教的观点。

《婚礼歌》表面上是一首描绘矮人盛大婚礼的欢快社交歌曲，然而在第一诗节，歌德就

十分隐晦地为全诗的诠释角度留下提示：“那祖父曾参加圣战。”（V.5）“圣战”指十字军东征，

即十二、十三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一系列军事扩张行动，目标

是要将“圣地”从伊斯兰教统治者手中夺回（罗伯茨 206）。老伯爵在“神圣的”十字军东

征战争中“英勇获胜赢得名声”（V.6），然而看似获得荣誉与名声的老伯爵回到家中的真实

处境却是“家仆四散财物流失”（V.9），为基督教奉献自我而征战牺牲的老伯爵并没有真正

获得来自上帝的祝福。这时矮人出现在疲惫的伯爵身边，希望能够得到伯爵的允许，将伯

爵家中的大厅借给他们举办婚礼。《德意志神话》中写道：“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矮人）也

需要人类的建议和帮助。特别是三种情况下：［……］第三，他们为举办婚礼借一个大厅；

但他们总是以珍贵之物作为报答，给房子的主人及其后代带来幸福。”（378）在这首诗中，

矮人作为日耳曼神话中的非神形象替代了基督教中的神成为赐福行为的施与者，伯爵作为

人类成为赐福行为的接受者。1802 年 2 月，歌德仅完成了《婚礼歌》的第三到第七诗节，

直到当年 12 月 17 日，才将全诗补充完整（Düntzer 348），最终补充的第一、二、八诗节更

加完整地体现出矮人赐福行为所具有的长久性。最初的版本仅仅展现了矮人盛大的婚礼场

景，歌德在后续的修改过程中以第一人称复数口吻在第一诗节补充了当下正在进行的伯爵

孙子的婚礼场景，同时借婚礼现场献唱的歌手之口为后文引出当年伯爵所经历的矮人的婚

礼。在以第三人称视角叙述的矮人婚礼场景之后，最后一个诗节再次切换为第一人称复数

口吻，使视角回到当下孙子的婚礼现场，并且补充描绘了在矮人的祝福下伯爵举办的盛大

婚礼场景。也就是说，在最终版本中呈现出三重婚礼，即孙子的婚礼作为首尾框架，将矮

人的婚礼与伯爵的婚礼包含其中，全诗最后一句“今昔盛况两者相当”（V.72）指出孙子婚

礼同样隆重，表明矮人的祝福不仅带给了伯爵本人，也给予了他的子孙后代，以体现其赐

福的长久性。

歌德在《忠实的埃卡特》中赋予了日耳曼神话形象霍尔达的幽灵大军和德意志传说形

象埃卡特新的文学生命。霍尔达在日耳曼神话中是崇高威严的女神，司掌天气，可以控制

凡间降雪，在职责上相当于希腊神话中掌管雨雪的宙斯（Grimm 222）。诸如霍拉（Holla）、

霍勒（Holle）、胡尔达（Hulda）等其他名称均为霍尔达的别称。由于霍尔达（Holda）在德

语中与“友善的”（hold）词形相近，因此最初霍尔达女神被认为是慈爱的女神。随着基督

教在德意志地区的传播，作为异教女神的霍尔达形象逐渐演变为生活在井中或地下的会魔

法的中年女性形象。《德意志神话》中记录霍尔达会在空中飞翔进行一年一度的迁徙，迁徙

的过程为冬季的土地带来新年的丰收，后来又逐渐与在空中飞翔的狂躁的幽灵大军或女巫

联系在一起（223）。基督教的传播一定程度上逐渐使古老的霍尔达大军变成纯粹的邪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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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olden；转引自Düntzer 398）。歌德在重塑文本中采用的正是伴随霍尔达出现的幽灵大

军形象：“她们来了，夜之骇物已来 /她们是邪恶的姊妹”（V.2-3），“霍尔达幽灵们，她们出

猎解渴”（V.10）。在歌德的重塑中，霍尔达幽灵大军对酒有着难以抑制的渴望，她们“尽

情啜吸和狂饮 /啤酒喝干酒壶喝空 /狂暴大军呼啸飞过 /翻山越岭前往别处”（V.16-19），而

这样的改编令人不禁联想到希腊神话中围聚在狄俄尼索斯身边的狂热的酒神女信徒，18 世

纪末的浪漫派恰恰对酒神狄俄尼索斯有所推崇，因此，在《忠实的埃卡特》中歌德对霍尔

达幽灵大军的改编或许是以传统的日耳曼神话人物形象代替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信徒形象

所做出的尝试。

诗中出现的另一个人物形象埃卡特是德意志地区从日耳曼女神霍尔达衍生出的相关传

说形象。在德意志传说中，埃卡特老人作为好心的警告者停留在霍尔达所在的维纳斯山前，

劝阻人们前往山中。歌德在重塑过程中为其赋予了超越人类理性的特征，使其具有拯救人

类的力量，因此歌德诗中的埃卡特形象被认为是“守护灵”的化身（Kommerell 356）。诗

中与埃卡特有关的描述暗示其区别于人类的神性与崇高性：“虔诚的”（V.21），“神圣的”

（V.24），“行奇迹者”（V.29），“奇迹”（V.38）。除此以外，埃卡特在与孩子们对话时，往往

采用对第二人称复数“你们”的命令式，与神对凡人启示时的语气相近，神圣坚定且不容

置疑。第二诗节中，埃卡特老人在帮助受到惊吓的孩童躲避幽灵大军袭击时说道：“酒让她

们高兴，让她们喝酒”（V.11），其话语给出让狂暴的幽灵大军恢复平静的关键方法。在诗

中霍尔达幽灵大军具有双重状态：“友善的”（V.12）与“邪恶的”（V.3），但是人类的孩子

仅能认识到她们是“邪恶的姊妹”，却无法认识邪恶的背面“友善”，埃卡特能够指出拯救

人类的方法，这既暗示着埃卡特区别于人类的身份，也说明人类对高于自身存在的认识具

有局限性。

最后一首以德意志传说为素材的诗歌《捕鼠人》篇幅较短，全诗主要由捕鼠人自信诙

谐的独白构成。与其他几首叙事谣曲相比，该诗在戏剧性与叙事性上的特征相对较弱。科

默尔恩（Max Kommerell）认为《捕鼠人》中的主人公“吹笛人是一个具有魔性的人”（der 

dämonische Mann；372）。首先需要更正的是，在德意志传说中，捕鼠人形象确实往往和吹

笛人形象合二为一，他通过吹笛声引诱老鼠或孩童。但是在歌德这首叙事谣曲中，捕鼠人

通过弹奏弦乐或歌声进行引诱行为，并非使用默认的笛子，所以此处科默尔恩的“吹笛人”

表述不准确。捕鼠人作为一个区别于一般市民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他从何而来，去往何处。

他拥有“魔力”，因此被认为是“具有魔性的”。该词作为形容词派生于德语词“精怪”（Dämon），

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中的δαίμων，一方面可指“神、女神、神灵”“命运”“守护神”等，

另一方面也指“恶魔、魔鬼”（罗念生、水建馥 177）。在古希腊，精怪被看作是“神与人之

间的中介者［……］既能助人，亦能害人”（贺骥 15）。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不符合基

督教教义的传统信仰被斥为异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在与古希腊罗马宗教的斗争中，将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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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众神贬为“魔鬼”（15）。而原本在异教中亦正亦邪的“精怪”，也逐渐在基督教语境中被

赋予邪恶的“魔鬼”含义。1828 年 3 月 11 日，歌德在与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

的谈话中提道：“精怪或护神，能任意操纵人，使人不自觉地听它指挥，而同时却自以为在

凭自己的动机行事。”（爱克曼 168）歌德对捕鼠人形象的重塑符合其对于精怪的解释，诗中

捕鼠人既拥有吸引老鼠的能力，也能够引诱孩童和少女，使人类无法抗拒来自捕鼠人、来

自超越人类存在的力量。但是歌德在重塑时并没有将精怪塑造为一个绝对的反面角色，诗

中与捕鼠人相关的形容词如“赫赫有名的”（V.1）、“心情快活的”（V.9）、“多才多艺的”（V.17）

均为褒义倾向的词汇，歌德以捕鼠人传说形象塑造的精怪并非基督教语境下邪恶的代表，

而是更加接近于古希腊传统中对于精怪的解释。

在以上三首叙事谣曲中，人类与其他形象作为自然中的不同群体共同存在，不过人类

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被赐福、被保护、被引诱。在歌德的作品中，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群体，

从未拥有过绝对的力量，人类的力量渺小而脆弱。与启蒙时期将人类理性置于至高地位的

推崇之举截然相反，歌德想要强调的始终是高于人类且人类理性无法推及的存在。与歌德

早期一些通过以人类死亡作为结局强调自然或神性地位的叙事谣曲相比，本阶段的叙事谣

曲创作一方面风格趋于沉静和谐，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神性之间的张力有所缓和，在歌德

的观念中有了可调和的空间；另一方面，歌德在叙事谣曲中也不再仅仅聚焦人与自然或神

性的关系，而是引入其他存在的角色，人与其他存在的关系并非单纯的二元对立关系，而

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整体而言，以上两点变化体现出歌德中后期的思想转变，即逐渐

克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点，转向整体辩证的自然观。

三、诗人功能：作为连接媒介的诗人

在对德意志本土民间素材进行改编处理时，歌德作为诗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叙事谣

曲创作中，诗人既是文学的创作者，也是作品中被探讨的对象。无论是作为诗人的歌德本人，

还是诗中的诗人艺术家形象，都具有作为连接媒介的功能：诗人既是传说与童话的连接者，

将真实与虚构在诗歌中交织融合；又是神性话语的传达者，使人性与神性通过诗人身份产

生沟通与联系；还是市民道德教育的承担者，以诗学作品引领市民达到更高层次的道德伦

理水平。

歌德作为诗人首先在叙事谣曲中将传说与童话相互连接与融合，以呼应叙事谣曲的整

全性。歌德所处的时代，快速发展的近代自然科学要求人类对世间万物做细化分类与碎片

化切割。然而，在歌德看来，严格的科学划分体系并不一定适合文学领域。他在叙事谣曲

中避免近现代自然科学中非此即彼的分类法，而是强调叙事谣曲作为叙事、抒情与戏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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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学基本类型之融合的原初性和不可分割的整全性。因此，在叙事谣曲中，歌德凭借诗

学塑造将传说与童话彼此连接与融合。传说与童话作为不同类别的文体具有相对的特征：

真实与虚构。传说最重要的特征是真实性，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但受制于历史的时

间性和地理位置的空间性，最初由人民口头传播，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被赋予超感官想

象，其中一些传说在后续流传过程中以书面文字形式被记录下来。与传说相反，童话具有

虚构性。德语Märchen与其中文翻译“童话”所表达的“儿童文学”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

Märchen派生于“谣言”（Mär），是该词的缩小化形式，指非真实发生的事情（Dudenredaktion 

1165）。中文翻译“童话”无意间阻断了德语Märchen中包含的超越自然的力量或形象介入

人类生命体验的含义传达。

本文四首叙事谣曲的原传说素材来自德意志萨克森州、下萨克森州、图林根州等邻近

地区，歌德在对其重塑时，运用诗艺赋予传说新的艺术效果，使其在历史真实性基础上具

有童话虚构风格，在连接传说与童话的同时扮演着沟通真实与虚构的媒介角色，使二者之

间的纠缠贯穿于叙事谣曲。比如在《婚礼歌》中，老伯爵结束多年征战终于离开战场，夜

里回到家中，看到家门冷落破败的场景。家园的破碎促使伯爵内心情感波动，不免感慨叹息，

但长夜漫漫，终有黎明，“早晨会把一切变得更好”（V.16），在伯爵以豁达的心胸准备入睡

迎接明天的到来时，歌德开始运用诗艺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当他躺着适意浅寐∕床下

有什么在动∕窸窣的老鼠，随它去动！∕但愿它能找出点儿面包渣！∕可你看！那站着个

极小的人∕小巧的矮人，提着盏挂灯∕摆出演说者的举止，发言人的架势∕站在疲乏的伯

爵脚边∕他没睡，但很困倦。”（V.19-27）伯爵被床下窸窣的声音打扰，看到矮人出现在脚边，

却让人无法区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虚构的幻觉。德国学者对于伯爵究竟是否已经睡

着存在不同的讨论，丁策尔认为歌德省略了一部分内容，事实上伯爵已经睡着，并且被床

下的动静吵醒（354）。持有另一种观点“梦境说”的科尔夫（Hermann August Korff）认为，

这一切也有可能是老伯爵回到残败旧居第一个夜晚所做的一场异梦（82）。丁策尔与科尔夫

至少在“已经入睡”上看法一致，至于是醒来回到现实中，还是仍在梦中，对此尚未有定论，

但归根结底以上讨论的本质正是对真实与虚构的分辨。虚构与真实在歌德的笔下失去界限，

老伯爵后来见到的矮人的盛大婚礼究竟是虚是实，成为歌德留下的谜题。歌德并非想要塑

造清晰明确且无可争论的情节，而是有意使之模糊化，以打破科学分类所追求的严格界限，

以诗人身份作为传说与童话、真实与虚构的连接媒介，从而追求文学的整全性。

在魏玛版叙事谣曲章节首页的序言中，歌德就曾强调诗人作为神性话语的传达者以连

接人性与神性的媒介功能。该序言由一句扬抑格形式的诗行“童话多神奇，诗艺使其真”

（Goethe, Gedichte 1  159）作为提纲挈领的总起，凝结歌德叙事谣曲的整体核心。“神奇”

（Wunder）作为一个与“神迹、神祇”相关的词汇，蕴含着让人类无从捉摸、无法认识的隐

意，“童话”与“神奇”在上半句同时出现，相互呼应，暗示歌德叙事谣曲中的超感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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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半句“诗艺使其真”强调诗人作为凡间俗世中超感官存在的倾听者、传达者和转述者，

运用诗学技艺使真理显照，成为人与超感官存在的连接媒介。这一有关“诗人与艺术家身

份功能”的观点曾出现于歌德 1783 年创作的叙事谣曲《歌手》（Der Sänger）中，主人公作

为中世纪流浪歌手通过歌唱传达神的话语。该母题在叙事谣曲《捕鼠人》中再次出现：该

诗每一诗节的首句都出现“歌手”一词（V.1，V.9，V.17），一共重复三次，也就是说，不管

是在主人公自身看来，还是歌德作为创作者想要强调的，都是捕鼠人的首要身份是一个“歌

手”、一个艺术创作者，其次才是“捕鼠人”“捕童人”和“捕女人”。不同于收录在格林兄

弟《德意志传说》（Deutsche Sagen）中通过吹笛进行诱捕的方法，在这首诗中捕鼠人通过

弹琴与唱歌蛊惑他人：“当他歌唱金色童话”（V.12），“当我拨动琴弦弹奏”（V.15），“当听

到魔弦和歌唱”（V.24）。“弦”象征着“诗艺”（Dichtkunst；Butzer and Jacob 359），捕鼠人

拨动琴弦奏乐的举动，象征着诗人或艺术家运用诗艺将更高层的话语进行重塑的行为，从

而成为话语转述者与传达者。捕鼠人在引诱儿童时，所唱的是“金色童话”，金色作为与神

性相关的表达（Butzer and Jacob 58），暗示捕鼠人所传达之物的神性与真理性。歌德借捕鼠

人的流浪艺人形象表达有关艺术家或诗人的观点，即诗人或艺术家作为媒介，用自己的诗

歌或艺术作品连接人类与超越人类理性认识的存在，如赫尔墨斯一般，将高于人类存在的

真理传达。

除此之外，诗人连接着市民与道德，承担着对于人的道德教育功能。一方面，在启蒙

运动之前主要由宗教承担道德教育功能，但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宗教逐渐失去原有的地位，

原本由其承担的一部分教育功能在世俗化过程中渐渐转移到诗人身上。另一方面，18 至 19

世纪，市民阶层阅读量大幅增加，增长的阅读需求量使阅读和生活这两个领域越走越近（萨

弗兰斯基 58），这样的现实变化逐渐要求诗人在追求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时，兼顾到文学与

生活的相关性，在作品中渗透一些关于生活态度、道德伦理的价值观，因此，歌德该时期

的一部分叙事谣曲呈现出面向市民的教育性。在《捕鼠人》中，老鼠象征着令人厌恶之物，

危险之物（Butzer and Jacob 336-37），对于捕鼠人清除鼠患的举动，科默尔恩认为捕鼠人

清除的也是市民灵魂之恶，这是在暗示诗人或者艺术家在市民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372），

即诗人通过创作洗涤市民灵魂，引导民众的精神前往更高层次的教化功能。而儿童寓言风

格倾向的《忠实的埃卡特》在最后一个诗节明确且近乎直接地传达“教训”：“孩子们，当

父亲师长和尊长∕面色诚恳地与你们交谈∕你们要认真准确地听从！∕还要噤口，痛苦守

秘∕多言有害，沉默为好。”（V.44-48）在诗中，孩子们奉父母之命从酒馆取了啤酒准备回家，

路遇霍尔达的幽灵大军，把他们酒壶中的酒一饮而尽，孩子们既害怕又不知所措，担心如

果只能拿空酒壶回家一定会受到父母的责骂。埃卡特及时出现帮助他们，并要求他们不要

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否则酒壶中的啤酒就不再永不干涸。回到家后的孩子们最初保守了

秘密，但最后还是鲁莽地将之泄露给父母，于是来自超感官存在的馈赠就此消失。歌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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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原素材时为其添加保密母题，目的正在于教导孩子诚实守信，以诗学作品面向市民传达

道德行为准则与教育意义。

歌德的创作灵感取之于民，经过诗学重塑，再用之于民，使德意志民族诗学焕发新的

生机。无论是歌德等人在古典时期对古代的向往、对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的古希腊的探索，

还是浪漫派对中世纪的崇尚、对于人类原始自然的神话溯源，都是在政治分裂与文化凋敝

的状况下对共同出路的寻求。德意志文学家试图重新回到人类自然的原点，对古代神话进

行挖掘与重塑，为德意志文学的新辉煌做出一种尝试、一种文学上的革新。歌德以及诸多

同时代的德意志作家都曾长期致力于古典风格的文学创作，试图在文学上复现古希腊的黄

金时代。歌德时代的人或许可以在文学与艺术中复制古希腊的表象，但是永远也不会召唤

回真正的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时代只能以自然的方式渐进形成，人们无法连同黄金时代的

前提也一并复制。但歌德这样的“天才”人物，逐渐脱离了古希腊带给德意志的“桎梏”，

专研于德意志本土民间素材的收集和重塑，不经意间迎来属于德意志在文学与艺术上的黄

金时代。或许传说与神话早已失去原本的真实，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传的精神，正是歌

德等德意志作家通过诗艺创作，使传说和神话如狄俄尼索斯一样再生。

注释[Note]

［1］本文所涉及的诗歌译文主要参考自歌德：《歌德文集·第 09 卷：叙事诗》，钱春绮等译。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1999。其中《婚礼歌》、《忠实的埃卡特》及《捕鼠人》的中译文在钱译基础上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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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位出版戏剧作品的非洲女性剧作家，阿玛·阿塔·艾杜（Ama Ata Aidoo）始

终致力于反映西方殖民和非洲本土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关注非洲女性所遭受的

不公平待遇。其作品大都以非洲女性的生活为创作背景：她们一方面受到非洲传统的困扰，

另一方面又深陷后殖民时代非洲的混乱。她的第二部剧作《阿诺瓦》（Anowa）的同名女主

人公便是典型。该剧改编自一个民间故事，以 19 世纪中期大西洋奴隶贸易和英国殖民主义

扩张下的黄金海岸（今加纳）为背景，讲述了阿诺瓦与丈夫阿科背井离乡谋求生计，却在

异质文化观念影响下渐行渐远，结果压抑的矛盾和冲突爆发，二人最终双双殒命的悲剧。

较之《幽灵的困境》（The Dilemma of a Ghost），《阿诺瓦》“更为成熟，入选了‘20 世纪非

洲百佳图书’”（鲍秀文、汪琳 51）。鉴于艾杜在加纳乃至非洲戏剧界的影响力及非洲戏剧

研究对促进非洲文学研究和中非人文领域深入交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本文尝试以扬·阿

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为切入点，深入剖析《阿诺瓦》这部经典作品。

一、文化记忆的残缺：传统的断裂

15 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开始在加纳（彼时被称为黄金海岸）沿海地区掠夺黄金和象牙，

修筑碉堡和要塞，拉开了殖民扩张和资源掠夺的序幕。随后荷兰、法国和英国陆续参与其中，

经过两百多年的激烈角逐，最终由英国将加纳全境纳入自己的殖民版图。

四百多年的殖民史使加纳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思想的侵蚀和荼毒，其中文化记忆遭

受的冲击尤甚。首先，加纳的文化联系被人为割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欧洲殖民者很早就

开始涉足奴隶贸易。17 世纪美洲种植园经济的迅速发展，让奴隶贸易成为一本万利的买卖。

一方面，“劫掠奴隶最古老、最广泛的一种方式是部族间的战争”（阿勃拉莫娃 95）。殖民

者乐此不疲地激化当地各部落间矛盾，从中攫取利益。在非洲内陆动乱不息时，殖民者又

强行划分殖民地的分界线，导致有着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族群被迫分离，埃维人便因此散

落在加纳、多哥和贝宁三地。另一方面，奴隶成为非洲可供输出的“单一作物”，被贩卖给

美洲的种植园主。对于处在本地流散和海外流散状态下的黑人而言，他们与非洲文化的渐

行渐远，家园意识的日渐淡薄，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其次，与非洲其他地方一样，加纳的传统生活模式正逐步被取代，土地不再是财富的

象征，“蓄奴成为私人投资及体现私人财富的最好形式”（徐济明 54）。英国为实现持久而

有效的控制而在加纳实行间接统治，“利用封建酋长作为当地支领薪金的官吏，充当殖民政

权的下级机构”（黄克衡 4）。为了更便利地操控殖民地，英国刻意加强并巩固酋长的地位，“先

后拟定了三项法律：1878 年的‘土著权限条例’，1927 年的‘土著行政条例’和 1944 年的‘土

著职权条例’”（54）。酋长和奴隶主为了谋求利益而与白人交易，用自己的同胞换取非洲没



059黄坚  余湘玲  加纳戏剧《阿诺瓦》中的文化记忆 外国语言与文化

有的商品或者武器。

最后，殖民统治为种族主义思想的大行其道提供了温床。“野蛮、暴力和未开化”成为

包括加纳黑人在内的所有非洲黑人身上的标签，即便是那些“被赋予权力”的黑人代理也

被归于同一范畴。然而可悲的是，他们被物质欲望诱惑着，心甘情愿地替主子卖命，间接

地强化了种族主义的影响。

1957 年，加纳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尽管表

面上看，加纳长达四百多年的殖民史宣告结束，但殖民文化入侵造成的沉疴宿疾却是加纳

民众必须面对的现实。作为非洲民族主义者，艾杜对奴隶贸易、种族和性别的压迫，以及

加纳社会政治独立后传统文化的意义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并在其作品中反复探索和实践。

记忆的当下性决定了记忆总是以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框架，受当下具体的思想潮流的影

响。“一旦原有的社会框架发生了变化，起初属于文化记忆范畴的内容丧失了其奠基性和规

范性的作用，它就注定逐渐被遗忘”（金寿福 38）。殖民瓦解了非洲传统的生活结构和价值观，

并将新的文化记忆植入非洲人民内心深处；大西洋黑奴贸易切断了沦为奴隶的黑人与家园

之间的直接联系，造成文化记忆的断层，使其集体患上了“失忆症”。艾杜敏锐地意识到殖

民压迫下加纳人民文化记忆的扭曲和变形，并恰如其分地在《阿诺瓦》中展现出来。剧中

与现实高度吻合的时间线和地点支撑并激发了人们的集体与历史意识；阿诺瓦与母亲和阿

科的冲突，以及阿科从打渔人到海岸角酋长身份的转变，展现了不同个体之间文化记忆的

碰撞与交融；对奴隶制和殖民压迫的回忆描写并探寻了过往的真实面目。记忆是身份认知

的核心，但记忆并非一成不变。艾杜创作《阿诺瓦》的主要目的就是展示并重构文化记忆，

激发加纳民众的身份认同感，促使他们直面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作出正确

的选择。

二、文化记忆的变形：主体意识的异化

艾杜首先借剧中老人之口勾勒出记忆中美好的家园：“太阳每天都会到来，但不会晒伤

我们的庄稼，雨水充沛”“溪流环绕”“没有洪涝”“人们在海滩上就能收到海洋的馈赠”（Plastow 

and Banham 142）。话音一转，老人道出了“一个秘密”，即 1844 年签订的《邦德协议》（The 

Bond of 1844）。随着当地实际管辖权的易手，加纳陷入了被殖民的泥淖。在殖民文化的侵

蚀下，当地黑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被异化，文化记忆也发生了扭曲和变形。在艾杜看来，“作

为作家，我们的一部分责任或承诺就是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区揭露存在的、错误的问题”

（Needham and Aidoo 130）。事实上，她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将文化记忆的变形过程逐步呈

现给戏剧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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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的变形首先在女主人公阿诺瓦身上得到呈现。她因天资聪颖，自幼时起就被

赋予了传承古老文化的期望，被大家一致认可为最佳女祭司人选。“文化记忆由专门的人员

从事。这些记忆载体以一众名字而闻名，例如萨满、吟游诗人、格里奥人，以及祭司［……］”

（Jan 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20）。显然，祭司履行着守护和传递文

化记忆的职责。剧中的老妇人称阿诺瓦为“天生的女祭司”，族人和阿诺瓦的父亲奥赛姆

也期望她顺应文化习俗和社会要求，接受这一神圣的使命。此外，奥赛姆多次要求阿诺瓦

的母亲班杜督促阿诺瓦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过，非洲西部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并未赋予男

性过多的话语权，加纳也不例外。这就是部落女性普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且祭司也由

女性来担任的原因。正如奥赛姆所言：“我不是那个能决定阿诺瓦婚姻的人。”（Plastow and 

Banham 152）既然父亲在婚姻大事上没有决定权，那么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女祭司与否，也

不由他说了算，必须要通过班杜的协助方能达成。在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

体记忆理论中，家庭集体记忆之构建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呈现出强大的坚韧性。但他

也坦言，“即使是当家庭成员都彼此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也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回

忆家庭共同的过去”（95），表达自己的个人经验。论对待祭司的态度，班杜与奥赛姆截然

不同。提起女祭司、女巫，她便被吓得战战兢兢，不寒而栗，认为“她们吞咽狗的眼睛、

跳火圈、喝山羊的血［……］她们没有羞耻心”（Plastow and Banham 148）。从班杜对待祭

司的态度可以看出，古老的传统文化正逐渐从一部分人的心中消逝。阿诺瓦在父母的疼爱

下长大，崇尚婚姻自由，信奉男女平等，坚决不接受传统的包办婚姻。她始终认为自己的

婚姻与母亲无关，因而一意孤行选择了母亲和大家眼中愚蠢、一无是处的“木薯男”阿科，

最后远走他乡。同时，她在争吵中称自己的母亲为“女巫”。“女巫”这一称呼在加纳文化

中被视为禁忌，是不祥的。显然，该冲突恰如其分地折射出文化记忆在阿诺瓦这一个体上

发生的变形，使之无法辩证多元地审视并对待传统文化。“她没有像期待的那样早早地步入

婚姻，而当她最后决定结婚时，也没有迎合女性不外出工作的文化期望”（Nyamekye 219）。

阿诺瓦对自我的追求将其与周边人区分开来，印证了主体意识的异化。

阿诺瓦和丈夫离开家乡后一直未能生育，于是“不孕”成了她身上的标签。在加纳社

会的传统观念中，生育是头等大事。阿诺瓦的“不孕”让父母大为惊讶，族人则认为她是

为了追求财富而放弃生养，丈夫也以此要求她放弃工作。然而，相较于求助村里有威望的

老人，阿诺瓦更相信西方的药剂。她否认自己与家乡之间存在任何关系，认为“村子和城

镇里有更加恐怖的东西”（Plastow and Banham 166）。阿诺瓦主动与家乡和传统文化脱离，

这让她在积累家庭财富的过程中逐步沦为阿科的附属。后者弱化了她的职业属性，最终将

她变成深居宅门的家庭主妇。可以说，文化记忆的变形彻底颠覆了阿诺瓦的人生。一方面，

她拒绝成为承载传统文化责任的祭司，摒弃传统身份，离开家乡，使自己沦为家园中的他者；

另一方面，作为拥有理想的现代女性，她却遭受阿科的空间禁锢和夫权压迫，因无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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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陷入迷茫。阿诺瓦成为她自己口中的“旅人”，既失去了话语权，也无处可去。在她

决定嫁给阿科并离开故乡时，班杜的话就预示了阿诺瓦不可避免的结局：“当我老得动不了

的时候，我仍将坐在墙旁，等着你带着你的破烂衣裳回来。”（Plastow and Banham 154）

剧中文化记忆变形的代表不仅有阿诺瓦，也有阿科。在他的记忆中，被瞧不起是一种

常态。每当阿科回想起人们评价阿诺瓦给他带来的众多帮助时，他便在心底暗暗发誓：“阿

诺瓦，我会成为新的丈夫，而你将会是新妻子。”（165）阿科心目中的“新”便是其寻求

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在西方思潮影响下的主体意识重建，这也为阿科对阿诺瓦实行夫权压迫，

不让后者继续在高速公路上工作埋下了伏笔。可以说，从那一刻开始，阿科心中已然萌发

了关于社会等级的意识。在阿诺瓦的帮助下，阿科的事业蒸蒸日上，他开始与阿诺瓦商量“雇

佣一两个男人来帮忙”（167）。他口中的帮手正是黑人奴隶。阿诺瓦对此则持相反观点，甚

至为此与他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不过作为一名非洲女性，阿诺瓦逃避不了夫权的压迫，也

无力与之抗衡。事实上，两人的情况本不需要购买劳动力，仅是阿科的虚荣心作祟，这正

是阿科自我身份“异化”的转折点。“交流记忆指的是一个集体的成员通过日常接触和交流

建立起来的记忆，交流记忆的承载者是个体”（金寿福 37），存在于个体回忆过去事物的实

践之中。对于雇佣黑奴这一行为，阿科狡辩道，“他们是来帮助我们工作的”，“大家都这么

做［……］不是吗”（Plastow and Banham 168）。阿科试图用这种说法让奴隶贸易“合法化”。

然而事实上他只是在掩盖真相、混淆是非。必须承认的是，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

态会影响主体的一系列记忆选择。在西方殖民思想的映射下，阿科认为雇佣奴隶无可厚非。

相反，阿诺瓦反对雇佣奴隶的言语却成了奇谈怪论，因为跟阿科一样，包括阿诺瓦父母在

内的族人们将雇佣奴隶的数量与财富权力的象征画上了等号。奴隶与生俱来的自由和自然

基本权利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忽视，反映了当地普遍扭曲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当下观照

彼时，将凸显记忆的选择性有多么重要。

随着剧情的展开，阿科雇佣了越来越多的奴隶，故事也逐渐走向高潮。该剧的高潮发

生在一个核心物理空间：阿科居住的欧式豪宅。从本质上说，这个场所不只是由物质构成

的建筑，也不只是阿科的住所，更是其个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载体，关涉阿科的价值取向

和身份认同。文化记忆“总是通过文字或非文字性的、已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发挥作用”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 46）。豪宅这个特殊的空间凝聚了殖民时期代理人群体的殖民文

化记忆。“家具不是有意设计成外国风格的，就是很豪华的”，“巨大的餐具柜”上面摆着“装

满烈酒或空着的玻璃瓶”和“大的装饰盘”，“大厅中央的壁炉上挂着严肃的维多利亚女王

照片”（Plastow and Banham 183）。除了阿科的大房子，阿科的穿着打扮也体现了对西方文

化的亦步亦趋——从一开始穿着打渔的工作服，到休闲服，再到穿金戴银。由于个人交流

记忆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只有通过外化之物即文本、图像、礼仪或纪念碑等，才能持久固

定下来。文化符号有利于保持稳定性，阿科将自己的个人交流记忆和身份认同注入了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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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物理空间，从而使记忆化作符号保存了下来。

最后，作为殖民压迫和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要受害者，黑人奴隶被剥夺的土地和丧失

的身份，也是文化遗忘和文化变形的重要外化。当阿诺瓦询问仅仅 8 岁的奴隶双胞胎兄弟

的来历时，留在两兄弟记忆里的只有上一个奴隶主，却并不知自己从何处来。黑人奴隶女

孩在和男孩的交谈中毫不掩饰对上流社会生活的艳羡。女孩希望自己是阿科和阿诺瓦的孩

子。她幻想着，眼睛放光，“如果我是她，头发、手指、膝盖戴上珠宝，手腕戴上手镯，凉

鞋要镶上钻石”（Plastow and Banham 191）。其他大房子里的奴隶更是称阿诺瓦为“女巫”，

认为其吞食小孩。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一书

中指出：“交往的中断及其参照框架的消失或改变会导致遗忘。”（29）黑人奴隶群体流离失所，

辗转各地，已然无法重拾过往的记忆，文化遗忘是必然的结果。举办仪式时的表现更是如此。

庆典仪式是文化记忆重现和传承的重要媒介之一，具有强化民族凝聚力和身份认同的功能。

在阿科成为酋长的仪式中，合唱的黑人群体不再用心吟唱古老的歌谣，只是在毫无感情地

背诵，游行的队伍行列也没有遵照传统规定而行，只想给人留下富裕和拥挤的印象。剧中

人们对仪式的敷衍和内容的漠视足以表明，传统仪式已不被人们重视，已然沦为毫无意义

的例行公事，自然失去了其传承文化、强化身份认同的功能。

三、文化记忆的重构：身份意识的觉醒

文化记忆最重要的功能是建构身份认同。依托《阿诺瓦》，剧作家将大量文化记忆碎片

汇总到一起，通过剧情的演绎来引导戏剧受众，让他们在入戏的状态下将这些碎片拼接在

一起，编织出一幅真实与虚构交织的记忆图景，以此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

“地点本身并不包含内在的记忆，作为记忆的媒介，地点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回忆空

间构建中的不可或缺性”（李昕 173）。阿科的身份在第三幕转变为海岸角的酋长。借助海

岸角这一回忆空间，阿诺瓦脑海中的记忆被激活了。海岸角城堡是殖民时期殖民者贩卖奴

隶的据点之一。通过阿诺瓦回忆与祖母聊天的场景，艾杜向观众展现了奴隶城堡的建立。“高

楼耸入云天，它的地基比我见过的最大的公路还大，它有比我见过的所有房子加起来还多

的房间”（Plastow and Banham 184），一砖一瓦无不昭示了殖民扩张和黑奴贸易的邪恶与污秽。

恰如老人所言：“这些伫立在海岸边的堡垒将时刻提醒着我们的孩子，大海会作证。”（142）

毫无疑问，一座座奴隶城堡如同纪念碑一样承载着当地人不堪回首的文化记忆。通过海岸角、

奴隶城堡与大西洋黑奴贸易的关联，剧作家得以唤回这个空间承载的文化记忆。

传统加纳文化虽然受主流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压制，但仍然可以映射在一些可附着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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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物上。这些象征物是文化记忆最好的载体，让文化记忆得以重构。在阿科的大房子中，

虽然充斥着殖民文化元素，但其中仍然混杂着非洲本土的象征物。“混杂性”是巴巴（Homi K. 

Bhabha）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异质文化相互交织，“从殖民话语的内部对其实行

压迫，使之带有杂质进而变得不纯，最后其防御机制彻底崩溃，对殖民主义霸权的批判和

颠覆也就得以实现”（王宁 50）。例如，摆放在维多利亚女王照片右侧的乌鸦照片，实际上

是氏族的图腾，其文化内涵不言自明。阿诺瓦的服饰同样值得关注。相比于阿科愈发华丽

的着装，阿诺瓦自始至终披着离开家乡时的破布，这从侧面揭示了传统加纳文化对其潜移

默化的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摆放在大厅正中央的金椅子。这把金椅子是阿科极为

重视的物件，甚至还专门安排了黑奴为其扇风，以确保他坐上去的时候会有凉意，代表着

坐拥者重要的社会地位及无上的权威。同时，在传统加纳文化中，金椅子也是族群团结的

象征，是加纳人民的精神寄托和灵魂倚仗。阿科雇佣自己同胞跪于金椅子前降温的行为极

具讽刺意味。

除开空间、象征物之外，身体记忆也是文化记忆的一种形式，“是通过长时间的习惯、

无意识的积淀以及暴力的压力产生的。它们同时具备牢固性和不可支配性。”（阿莱达·阿

斯曼 275）阿科成为海岸角酋长的仪式打开了阿诺瓦的记忆闸门。从她回忆里的祖母口中

可知，大家都不再谈论这个奴隶问题了，“所有人都选择了遗忘，他们已经忘了”（Plastow 

and Banham 186）。不过，祖母试图压抑的痛苦在阿诺瓦的潜意识中爆发了。“我梦见自己

是个高大的女人，我的体内出现巨大的洞，男人、女人和孩子喷涌而出”（186）。在这场噩

梦中，阿诺瓦的身体成了非洲大陆的象征，在压迫和剥削中遭受残忍的对待：

海水滚烫，冒着热气。［……］它抛出许多的大龙虾，煮熟的龙虾，每一只落

下的时候都变成了一个男人或女人，但保留了龙虾头和爪子。他们冲到我坐着的

地方，把从我面前涌出的男男女女拽住，撕裂他们，摔在地上，用脚践踏。［……］

把我们族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关在石头山里。但是从来没有一声喊叫或低语。（186）

“记号阻碍着遗忘，身体本身承载着回忆的痕迹，身体就是记忆”（阿莱达·阿斯曼 

279）。阿诺瓦渴望向同胞倾诉自己的噩梦，然而她们哭喊着让她不要再提及此事。文化记

忆变形的黑人奴隶群体拒绝接受和追忆这段创伤历史，这份记忆成为阿诺瓦独自承受的梦

魇。阿诺瓦的梦境将被压抑的记忆释放出来，身体叙事与历史意识交叠，警醒同胞铭记殖

民者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发他们试图遗忘的族群记忆。

阿诺瓦随着空间位置的移动，一步步迷失自我，遭受空间禁锢，成为一座情感的孤

岛。在阿科被欢呼雀跃包围时，阿诺瓦“穿着她的旧衣，看起来颓废又孤独”（Plastow and 

Banham 184）。散落的记忆碎片环环相扣，拼凑出被主流文化遮掩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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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符号成为诱因，在激发观众想象力的同时，也让阿诺瓦逐步走出“鬼魂”的状态，开始

反抗。当阿诺瓦再一次目睹双胞胎兄弟跪在金椅子前扇风时，她变得愤怒，态度强硬地反

驳阿科雇佣奴隶帮忙的虚伪行为：“就好像其他人是牲畜吗？瞧瞧我们现在，从早到晚无所

事事。”（195）在阿科毫无理由地提出离婚时，阿诺瓦一口回绝并坚持向他讨要说法，为自

己争取平等的权利。最后阿诺瓦当着一众奴隶毫不留情揭穿了阿科阳痿的事实，迫使后者

因自尊心极度受挫而选择了自绝于人世。阿科的结局显然宣告了阿诺瓦话语权的回归和她

抗争夫权的最终胜利。阿诺瓦自离开家乡后就一直在传统文化与主流西方文化的罅隙中艰

难生存，满腔激情最终化为怨愤，最后选择以溺水结束自己的生命。曾发誓永不回家乡的她，

终究裹尸还乡，没能逃出传统文化的“围墙”。

艾杜笔下的女主人公总是敢于跨越夫权的界限，她们违反了传统的婚姻和母性崇拜的

话语，却又戏剧化地展示自己的脆弱和对非洲传统的服从。通过对阿诺瓦的刻画，艾杜表

现出年青一代，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在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中的迷茫和挣扎。在后殖民语境下，

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织。当文化碰撞时，传统文化总是被忽略，

甚至被否认。借助戏剧中阿诺瓦和阿科两人双双殒命的悲剧，艾杜表达了自己对一味背离

传统文化现象的看法。

《阿诺瓦》向戏剧受众展现了非洲黑人主体意识逐渐异化的客观事实，并借助传统悠久

的民族文化表征来消解西方中心主义，重构边缘化的文化身份。艾杜在剧中试图通过地点、

象征符号和身体等媒介来重新组织过去，将加纳人民逐渐遗忘的记忆带回中心地带。地点

空间将想象的记忆投射于客观现实，象征符号唤醒了戏剧受众内心逐渐消亡的民族记忆，

身体记忆将他们的记忆细流汇聚成充斥着伤痛和反思的历史海洋。《阿诺瓦》中承载的文化

记忆让该戏剧具有浓厚艺术张力的同时，也使得戏剧本身成为加纳乃至非洲文化记忆的一

部分。文化记忆在指向过去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当下与未来。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较量最终

导致了阿诺瓦的悲剧，这一结局给予戏剧受众的启示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碰撞和冲突之后，

非洲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必然要相互妥协，以杂糅的形式融为一体，最终达至新的平衡并

开拓出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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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期的圣人”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散文书写直面人性整体，创造

性地融入对人性与社会的想象，对公民实行人文教化的使命富有洞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

“人文化成”出自《周易·彖传·贲卦》，“人文”指涉诗书、礼乐、法度等精神文化，而“化”

则指教化之功效。在西方文化中，“人文”兼具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之意义。前者主要体现

为对人的幸福与尊严的追求，泛指人道主义精神；后者则指涉对真理的追求，主要体现为

一种广义的科学精神。

罗氏诚挚呼唤的人文精神乃超越任何宗教桎梏的超越性精神，这种追求扎根于个体

心灵深处。人文精神首要考虑的是道德与审美的境界，这一境界内含在民族灵魂的幽深

处。《建筑的诗意》（The Poetry of Architecture）、《建筑的七盏明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简称《建筑七灯》）与《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是罗氏早期三

部建筑书写系列的代表性散文作品。它们借用建筑的表层景观符号，透过建筑与地方环境、

气候之互动图景，探讨了建筑与民族国家在气质上的关联。在《建筑的诗意》开篇，作者

便提出：

让民族精神在品格［Character］上得到升华，它的概念就会变得纯粹；让其

欲望简单，它理念会变得很美；让它情感谦卑，它便不会无礼于石头。对于建筑

师和雇主而言，只有一条规则：在一切事情上皆要遵循自然，如同寻找人形之美般，

去寻找物质创造的美；勿在多变的人造装饰中寻找，而是在能使它远离死丘、纯

洁而充满活力的精神中寻找。（Cook and Wedderburn 1: 168）

若如他所言，建筑书写旨在“寻找人形之美般，去寻找物质创造的美”，那么，他的建

筑书写似在主张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物质世界，即将个体之同情推人及“物”。由此而言，他

所指涉的物质绝非人造装饰，而是表层物书写遮蔽下对于个人、社会、国家人文精神品格

塑造的希冀。

一、诗性书写：符号的重构

罗斯金的文本在跨文明译介与传播过程中，似乎产生了诗性魔力。在曾花费六年时光

翻译罗斯金美学著作的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看来，罗氏的诗画书写融合了对人类永恒

世界的关切和忧虑，激发读者对时间本质乃至生命意义的重读。他曾把自身的写作比喻为“修

建大教堂的过程”，试图“以变换、想象和象征的诗性方式呼唤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联系”

（刘海清 1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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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金擅长运用互涉性极强的诗性语言，与光怪陆离的世界展开公正而真实的对话，

其阐释性隐喻精练而明晰。“诗性”一词源自维科（Giambattista Vico）的《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他借此犀利地对西方文明的危机作出诊断，并构建了一

种基于创造性感性实践的“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朱立元、黎明 91）。在古希腊语中，

诗即创造，而诗性智慧兼有创造性的智慧之意义。解构主义大师米勒（J. Hillis Miller）曾

撰文评价罗斯金的文本特征，认为对话式的文本主要通过图像与文本的并置呈现，两个不

同符号系统的互涉使对话式关联得以产生，图像与语句意义皆变得不可译，图像与语句皆

指涉自身，两者无可交汇，仿佛是媒介战争，使阅读任务变得艰巨。他犀利地指出：

罗斯金所用的意象表明，一切叙事都是关于一个迷宫般转折与回返的故事，

关于道德人生中“谬误与复原的途径、畸异与端正、乖张与激进的交织”。由谬误

与真理、无知与智识交互生成的叙事的迷宫，也就构成了每个爱欲或战争的故事。

性别上的区分在任何故事中都是预先设定的。正是这些区分才能开启人类漫长的

情感与冲突的故事。（米勒、钱文逸 74）

然而，尽管米勒的解读肯定了罗氏的“阴性生命”创造性书写，却忽视了罗氏作品超

越性的诗性张力，且未能结合具体文本，进一步挖掘罗氏独特的诗性思维对人文精神重建

的独特意义。在米勒看来，与《圣经》和古希腊神话的叙事一样，罗氏笔下的“缝纫、针线、

中世纪手抄本和建筑中的装饰性阿拉伯纹饰、现代铜板画——它们都在其形式与对道德生

命之繁复的再现上与迷宫相近”。它们“代表了一切阴性生命的耐心与纯洁”（73）。米勒进

一步指出，罗斯金认识到“迷宫般的装饰设计始终‘与书写相连’［……］每一个字母都具

备某种图画性，而每一张图像也都具备某种书写性”（73）。结合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图像意义生成之三个维度——“前图像学”的自然意义，程式性常规意义和

图像文化哲学的意义再生产（48）——则不难认识到，阅读罗氏的建筑书写需运用综合直觉 , 

洞察人类心灵基本倾向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征象。书写符号的任意性由图象书写衍生

而出，这些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灵魂感性符号，恰恰反映了人类道德与命运的症结。

以他最为畅销的《建筑七灯》为例。尽管近几年《建筑七灯》在国内几经重译，但囿

于其表层建筑图像书写的遮蔽性，其诗性文本之流动性仍较少被发掘。作为“如画的语言”

大师，罗斯金受英国水彩建筑画家普劳特（Samuel Prout）启发，积极运用比喻或“化身 /具象”

（incarnation）修辞的力量，使其“文字建筑进一步变成了如画的意象建筑”，因而具有了互

动生成的阐释空间。在该作第一版序言中，“品格”（character）、“论文”（essay）及“建筑”

（architecture）均采用了大写形式（The Seven Lamps 7-8）。《建筑七灯》于 1849 年正式出版，

1855 年第二版问世后，近 25 年的时间内近乎绝版；在第三版（1880）序言开篇，罗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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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致歉道：

我从未预期再版此书，它无疑是我撰写得最为徒劳的创作［……］但是我发

现公众仍然喜欢此书——仍会读它，但他们不会去看对其真正有用与有益的内容；

我从那时起写作的源头都在此书——无论这些文字如何过于藻饰，且过分轻率地

喷薄出过多议论——此处我依然以旧式的语言表达；有许多偏激和完全错误的新

教主义，已经从此版正文和附录中去除了。（Cook and Wedderburn 3: 15）

如果说罗氏“如画的语言”容易为其散文书写附上一层“隐性”（covert）的叙事，那

么未言说之物同样彰显“隐晦的特质”（dark qualities），更由此赋予了文本一层“神秘的”

（mysterious）意义。这层笼罩在文本上的神秘面纱，不断地抵制诗意的确定性。此处，我

们不妨先揣测罗氏将其视为“最为徒劳的创作”的缘由。在作品出版期间，不少批评家诟

病其作品中强烈的伦理倾向，直至“一战”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文人仍对“吹毛求疵

的散文”（over-wrought prose）及说教的口吻嗤之以鼻。然而，罗氏口中“真正有用与有益

的内容”究竟为何？是彼时出版商们看重的罗氏手绘插图的商业价值？抑或是其尝试克制

地传达的精神价值？罗氏在《建筑七灯》收篇处，阐明自身写作方式：“在我写作本书期间，

不止一两次搁笔踌躇、思虑再三，也经常迫使我自己要有所节制、当停则停，以免使作品

变成对读者喋喋不休的劝诫。”（3: 265）

“劝诫”与“节制”的结合被采用为一种表达方式，使得文本在叙述与未叙述之间生成

一种持续的张力。举例而言，在《建筑七灯》第三次再版（1880）之后，它成为罗氏流布

最广的艺术书籍。在其序言中，罗氏刻意增加了 33 条格言，并为读者附上了一条中肯的阅

读建议：

建议——我发现，由于怪诞的不幸，新版序言忽视了我把书中某些段落用大

号字体印刷并将其编为“格言”的原因：“如果读者愿意留心这些，他便会验证自

己偏好的正确性，即发现格言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如果它们先被读者充分领悟，

此书的其余内容也会变得清晰而具有说服力——否则它可能被误认作‘仅仅是一

团华美的词藻’，而阅读实则徒劳无获罢了。”

 ——1880 年 5 月 26 日，科尼斯顿，布兰特伍德（3:17）

就建筑书写的阅读建议而言，罗氏所呼唤的实乃读者应兼具“敬虔”与“自治”的人

文精神。如凌继尧注意到的，尽管罗斯金是第一位将艺术、劳动与道德的所有要素结合起

来的艺术家，但在他的艺术体系里，失去美似乎也意味着失去了道德准则（208-300）。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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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妨先依据他上文的建议，重访他坦承的别具深意的“大写文字”，探究其序言中大写的

“Character”及“Architecture”等，是否确实别有“重构”之深意。其刻意附加并予以强调

的 33 条格言洋溢着清教的基本理念，如“真实”（格言 7、8、10、12）、“勤劳”（格言 6、

25、26）、“节制”（格言 3、5、11、19、22、28、29、32、33）等。从《建筑七灯》第三章“力

量之灯”中给出的定义来看，优美与崇高之物的区别在于，前者顺应自然，后者改造自然；

抑或可如格言 17 将其概述为“建筑有两种思想力量：敬虔与自治”（Cook and Wedderburn 3: 

101）。在第七章“美之灯”中，他再次重申了此观点：“美主要源自对有机自然的外在显现。”

（3: 138）“我极度热爱这些黑白图案，因为它们在我所能找到的所有作品上，展现出绝妙的

生命精神”（3: 186）。静谧的“石头建筑”传递着无法言说的共情。绝美的光芒、野性而无

常的爱隐隐地镌刻在那象征着悲惨、痛苦的人性巨石之上。由此观之，与其说其思想充斥

着严苛的清教伦理教条，毋宁说是彰显了世间宗教共有的人文品格，以及在尊重自然的基

础上，人类思想与实践互动生成的有机生命智慧。

或许基于此种和谐的审美理想，在罗氏的建筑书写中，建筑图景的插图如谜语般充满

不确定性，亦赋予作品新一层的文本张力。罗氏坦言在写作过程中，表现出对自身强烈感

情的极度克制。以数字的选用为例，罗氏在《劳工书简》（Fors Clavigera）的第五封信中说

道：“我一直对［七］这个数字有很大的顾虑；因为当我创作《建筑七灯》之时，我竭力运

用所有的奇思妙想，避免它从我手中变成八盏，甚至九盏。”（Cook and Wedderburn 3: 138）

或如一位学者所留意到的：“‘七’这个数字所予人的完整感、神秘感必定在其考量之内［……]

这个数字的决定乃随着Ruskin本人的想法而变。”（陈德如 9）插图灰白的色彩，寓言般地

为其隐性的范本教育提供多元文本支撑。罗氏依托深厚的词语谱系学学养，巧妙地通过类

比等修辞彰显多重寓意，无形中赋予了文本开放的阐释空间，引导读者填满、阐发抑或丰

富文本的意蕴，通过表层的视觉图景引导读者的心灵重建：

由建筑师承载的自然形象，也只能由我们通过直接的智性活动来感知，并

且，它总是需要我们以一种不固定出现的、某种相似的智慧来理解与感受它。它

是所觅之物的书面或固化印象，亦是探究与思维具象表达的成果。（Cook and 

Wedderburn 3: 155）

诚如亨德森（Heather Henderson）在 1898 年所注意到的，“《罗斯金自传》中包含两种

叙事：外在的艺术家 /内在的先知——两者结合起来为罗斯金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无法消

解的张力’”（92）。内在的先知精神亟需“敬虔”之力，而外在的艺术家则需要“自治”之柔，

“敬虔”与“自治”两者因相互颉颃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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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体激情：建筑与美德

罗氏在其母亲的影响下，从小熟稔《圣经》，他的婚姻观深受宗教的影响，显得理性而

严苛。在其妻子 12 岁时，罗氏便已经为她创作了颇具伦理精神的《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1844 年起，罗氏对威尼斯、佛罗伦萨、卢卡、热那亚和锡耶纳等处的

古建筑遗址进行考察，在安杰利科（Fra Angelico）、提香（Titian）及丁托列托（Tintoretto）

等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们的影响下，开始着手进行《建筑七灯》的写作。

在《建筑七灯》的表层建筑符号下，澎湃着罗氏的人文精神。1848 年 7 月，在《建

筑七灯》创作之余，他给未婚妻格雷（Euphemia Chalmers Gray）去信，信件中溢满了炽

热的爱的告白：“比想念莎士比亚更挂念ECG。”与此同时，在其同时期来往的信件中，他

直言“一种巨大的黑暗恐惧”震慑着他 ,使他感到某种“阴郁的预兆”（Bradley 17）。这

种惊怖之感，恍似伯克（Edmund Burke）曾在《崇高与优美的观念之起源的哲学研究》（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中描述的

那伟大而纯朴的强力。1848 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罗氏痴迷于《建筑七灯》创作，其间，

他频繁地翻阅《圣经》及但丁、阿里斯托芬、卢梭与卡莱尔的作品。其妻子却多次感觉到“严

重不适”（21-22）。仅从此段时间罗氏的阅读，我们不难窥见其知识体系的丰富性，即其

思想受到古希腊自然理性学说、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自然法学及文艺复兴以来极具人文主义

色彩的启蒙思想的影响。

从其传记依稀可见，罗氏在《建筑七灯》的创作过程中，脑海中难免浸润着新婚时对

女性之美好特质的憧憬。待至 1849 年 5 月 10 日，《建筑七灯》付梓。6 月 14 日，罗氏为格

雷撰写了一封致爱信（23）。或许，他曾效仿诗人但丁，将恋人想象为追求信仰的化身，追

求伯克式痛苦与快乐并存的生命激情：

他又回到了《建筑七灯》中提出的原则，这本书在 1848 年出版时深受阿比维

尔的影响。当时，在他的新婚新娘的陪伴下，罗斯金用一种从未在他已婚妻子身

上表现出来的热情来研究建筑。“索姆河流域华丽的建筑”也饱含情感，或许反映

了罗斯金对婚姻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罗斯金声称，一位真正的建筑师必须是

一位充满激情的人。（Hilton 149）

《建筑七灯》创作于其新婚伊始，它暗涌着强烈的情感及婚后再未有过的激情，抑或性

情古怪多变的特质（Bradley 19）。或许如西方建筑学者凯彭（D. S. Capon）在分析《建筑七灯》

之理论思想时所留意到的，罗氏选择将颇具希伯来“敬虔”精神的“牺牲之灯”/“美之灯”

置于中心，并推崇为最基本的核心准则（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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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凯彭对“七灯”的解读（转引自陈德如 13）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凯彭已然将“牺牲”与“美”“劳作”“节制”等清教伦理精神并置，

其原则亦不失为希伯来世俗化、道德化的神人伦理精神之体现。首先，人文化成图景是一

种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论诗学象征形式。在罗氏笔下，个体的生命和灵魂与自然法传统有着

紧密的关联，主要体现为对理性的尊崇。由于目睹过 1848 年法国革命的残酷，他既不满暴

力革命，也对本国温和的专制统治抱怨颇多。但正如在《建筑七灯》最后一章“遵从之灯”

中所言：“多亏有它［遵从］，体制才得以安定，生活才又有了乐趣，信仰才获得推行；而我

们所创活动的一切成果，也是借由着它，彼此之间才有了联结与延续。这项原理，我称之

为‘遵从’。”（Cook and Wedderburn 3: 248）罗氏所倡导的此种“遵从”，赋予其建筑书写

强烈的人文理性色彩：一方面，其以理性与自由的价值为根基；另一方面，它认可了人类

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因而，此处的“遵从”兼具了人道主义者的责任和容忍之诉求。基于此，

罗氏的建筑图景表现出类型美之统一、无限、静穆、对称、纯粹，以及适度等风格。

其次，敬虔之心赋予主体内在生命力，丰富的想象力为个体提供无限性。如在“生命

之灯”中，罗氏指出：“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人类的想象力以尊崇［神］为乐，片刻也不会

因模仿无生命的僵死之物，而对其真正的本质视而不见；但更因其宏大的生命力而喜悦，

把姿态化成云彩，把欢乐化成波浪，把声音化作岩石。”（3: 191）而“所有的崇高［sublimity］，

如同优美一样，单纯就词源意义而言，它们皆是‘如画的’，即适合成为画面的主题”（3: 

236）。它们皆是罗氏透过圣经象征学似的类比，对维多利亚时期愈发严苛的理性主义展开

批判的媒介：

人类之美德与其所处之昼夜交替的世界，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一样从根本

上与自身的对立面存在着分别［……］而就在这块陌生混沌的美德之黎明、态势

不明的灰色地带里，热诚渐趋成为不耐，合度慢慢转为严苛，正义变身为残酷，

信仰沦落为迷信，到了最后，那些美好的德性最终无一例外地消失于阴暗之中。（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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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罗氏看来，此种颇具严苛精神的崇高，浸润着男权的凝视，而建筑纹饰中颇具

阴柔气质的女性书写彰显着异质的崇高。实际上，“自启蒙运动以降，尽管叙利亚品格的宗

教仍不失为西方生命形态的核心，部分西方文化由原初浸润‘希伯来品性’转为更加彰显

‘希罗色彩’”（阮炜 224）。诚然，彰显西方人文精神起源的“希罗色彩”赋予罗氏建筑书

写不容忽视的张力。在男权凝视下，纯粹彰显超验理性的崇高对于社会改造不仅具有局限性，

更有甚者，可能存在将人类文明推向武力毁灭的风险；而由个体内在生发的“自治”则对

现代共同体的塑造至关重要。

三、社群想象：自治与共情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罗氏的建筑书写悄然融合了西方古典法式的崇高与理性，但罗氏

也呼唤女性需兼具一种“雌雄同体”式的理性、勇气、尊严、判断力及正义感，借助想象

力及个人实践，超越个人之有限性，为了家庭及社会共同体的和谐，义无反顾地牺牲。现

实生活中，罗氏早期一段短暂而饱受争议的婚姻让他备受批判。实际上，他积极呼唤女性

“统治”的力量，希冀两性之间和谐、平等地共存。与康德性别观中存有的对女性力量的偏

见不同，罗氏积极倡导提升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教育，借此重塑女性的自我认知及角色力

量。他鼓励女性接受平等而全面的教育，并多次公开称赞女性的艺术创作天赋（Hanley and 

Maidment 61）。由罗氏早年所接受的基督教福音派家庭教育来看，富有男性气质的神学教

育为其文学创作提供耐性、精确性、想象力等文艺批评创作必备的品质；笛福、班扬等学

者所著的一系列人文经典，则构筑了其性格及作品中“女性气质”的一面（65-67）。他平

等地看待女性作为公民个体所富有的潜能，并身体力行地教导女性。1864 年，他发表著名

的演讲《王后花园里的百合》（“Of Queens’ Gardens”），极力推崇女性的智慧和力量。与传

统加诸女性身上的“娇美”“精致”“柔弱”“感性”等角色认知不同，这种家庭化的崇高鼓

励女性在自然的启发下，积极与他人缔结纽带，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责任。

罗氏所呼唤的人文主义者需具有较强的非功利性，由此紧握自身的立足点，呈现出理

性的、通天人之际之独立王国的自洽性与自治性。罗氏拒绝将人性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极

力引导底层人民追求并培养更高层次的美德。罗氏在文中进一步谈道：“有一些事情我们不

仅需要，而且不可或缺；世上所有的努力和纷争，不，更有甚者，所有英格兰真正的人才

和解决办法，将永远不会使我们缺乏这些品质：服从、团结、合作和秩序。”（《建筑七灯》2）

为了实现此种诉求，我们不难理解，罗氏将物“人化”，借此呼吁人们对世界丰富性的感受

力及同理心。他在《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中描述的“情感误置”（pathetic fallacy）

将情感之维赋予自然界万物，其功能类似于移情说。不过，罗氏提出情感误置的目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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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展开探讨，借此呼吁公众或忠实于外在的自然界，或尊重内心真诚的情感。

以罗氏激励推崇的哥特建筑为例，建筑书写如视觉艺术具有文本般的记录功能和诗歌

般的象征意义。异质的哥特书写宛若不拘于形、千姿百态而错综复杂的象征符号，彰显个

体抵制庸俗、抵制权威与寻求自由的生命精神。罗氏笔下的哥特建筑是生命个体心智力量

的象征，是复杂人性的逼真刻画。哥特式建筑的道德元素指涉六点：野性、多变、自然、

怪诞、刚性与冗余（The Lamp of Beauty  232）。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世纪，哥特作为一个文

化概念，与古典主义的秩序和理性相对，泛指一切混乱不堪、野蛮愚昧，乃至魑魅魍魉的

事物。 

随着 19 世纪科技理性的发展，彰显情感空间的哥特书写试图对理性崇高提出挑战。以

西方建筑批评家巴尔乔恩（Cornelis J. Baljon）对《建筑七灯》的梳理为例，“建筑七灯”（牺

牲、真实、力量、美感、生命、记忆、遵从之灯）依次被巴氏具像化为造物主、建筑实体、

崇高性、美感、建造者、人类、国家 /社会的象征物。与凯彭不同，他将“直面建筑物的人”

置于中心位置，这个“大写的人”跃然纸上：

▲图 2  巴尔乔恩为《建筑七灯》作的结构分析图（402）

与西方朗吉努斯—伯克—康德一脉所推崇的理性崇高不同，罗氏仿佛在建筑书写中解

构多重的二元对立。在巴氏的论述中，个体在积极践行社会义务，维护个人与国家道德的

同时，需要注意两种同时与造物主发生关联的基础：其一是优美，其二是力量。 这与康德

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Beobachtungen Uber das Gefuhl des Schonen und Erhabenen）一书

中所折射出的人性观一脉相承。然而，罗氏所尝试构建的颇似福柯由“‘认识你自己’到

‘看护自己’所生成的道德主体”，后者通过“改变、净化、转换和提升自我”（杨慧林 14-

23），重塑人类栖居的社群家园。具体而言，在公共领域的个体实践中，罗氏早期对社会的

批判趋于保守，以他 1845 年给父亲的家书为例：“我回复了一两封信，想解释一下我所说的，

我自身越来越倾向共和党了。您懂的，我不是指自由人的增多——在那些可怜的、恶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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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的人能承受的所有的诅咒中，最大的祸源或许是自由；但如果能让人来管理其自身，

这样做所需要的努力能造就出一个美好的人。”（Cook and Wedderburn 3: 262）待至 1848 年，

英国宪章运动在欧洲大陆革命风暴的推动下达到了高潮，近两百万工人在请愿书中主张自

己的劳工权利。这不仅是大众民主诉求在人类社会全面展开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无产

阶级及其政党成为社会政治议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与正面犀利抨击法国大革命的伯克不

同，罗氏倾向于在建筑线条书写的遮蔽下传达其社会批评：

我对这些劳工的不幸并非视而不见，我也没有否认近期明显活跃的社会运动

的理由：暴乱头目的鲁莽恶行，上层社会公共道德准则，以及政府首脑勇气及诚

实的缺失。但是这些原因自身可以追溯到一个更深刻、更简单的缘由：鲁莽的煽

动家，不道德的中产阶级，以及软弱奸诈的贵族，在所有这些国家的家家户户中，

最常见、最显著的致难原因都可以归咎于——懒散。（3: 261）

对比观之，罗氏人文化成的诗性正义似乎继承了休谟与亚当·斯密式的旁观者的正义，

兼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化遗产。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摒弃共情与伦理

纽带的情况下，在法国大革命的感应下，他那试图建立超验秩序的崇高书写似乎携带着暴

力基因，推广单向度的征服模式；另一方面，罗氏对社会弊病有细腻的观察，他撰写的散

文也有极强的人文伦理意识，呼唤“家家户户”在不同文化层面的改造。尽管颇具社会主

义的利他意识，但他拒绝笼统地从阶级视角出发，而是具体地从“家家户户”面临的复杂

人性入手，呼唤个体积极地“看护自己”。一方面，自由可帮助公民实现最好的自己，获得

政府善治下的安全感；另一方面，无节制的自由并不可取，人格之尊严在于其理性的立法

者资格，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之自由，恰恰也基于此：

如果你所说的自由是对激情的惩戒，对智慧的掌控，对愿望的屈服；如果你

的意思是对施暴的惧怕，犯错的羞耻；如果你的意思是对所有掌权者的尊重，对

所有依赖者的照顾；对善的尊重，对恶的怜悯，对弱者的同情；如果你的意思是

对所有思想的观察，对所有快乐的节制，对所有辛劳的坚持不懈［……］因此尽

管一定程度的放纵，对于展示个人对事物的热情是有必要的，它们的美好、愉快

和完美却都包含在它们的克制中。（《建筑七灯》247-48）

概言之，罗氏意象化的文字透过诗性与复义性，彰显出个体对人类社会丰富性的探索

与呈现。如他在《建筑七灯》文末对“索多玛”典故的援引，隐含着其对想象的共同体社

会构建的诉求。这种诉求体现在个体的热情、牺牲与共情中——“对装饰堆砌的砥砺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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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矢志不渝的巨大热情，一种毫无私利的牺牲［……］最后，一种对完满性以及物质宇

宙之宝藏的共情，皆肇始自我们竭尽全力所为其行为界定的‘自然主义’”（The Lamp of 

Beauty  242）。

罗氏最终尝试接受热情与牺牲、愉悦与痛苦的混杂，通过共情之力量的重塑，认可自

我之流动性，从而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生命现实，与想象中的他者休戚与共。主体与客体、

自我与他者的共生性与流动性，体现在彼此的越界与包容中。由此，在异质人群间，一种

共情的、兼具主体交互的有机共同体得以不断地重塑。如他儿时在一首有趣的短诗中写道：

“唉！幽暗与已故的同类 /是我疏远之人 /我躺在童年屋顶的 /红色废墟 /及荒木

灭火者之下 /当清晨降临于我及我那 /用鲜血洗礼、守护的婴孩上 /人类的悲伤乃其

食粮 /人的生命乃其果酒 /缘何?——那些把我留在那里的人 /激励我幼小的四肢去

承受 /所堆积于我高颅之物，/我或可忍耐——却不惧怕。”

一只陌生人的手 /一位陌生人的爱 /拯救了我的生命 /减轻了我的苦楚 /教导我

挥舞长矛、拉动弓弦 /证明青春之力量。（Cook and Wedderburn 3: 57-58）

罗氏父亲在 1838 年 6 月 12 日的信中对该诗赞扬道：“仔细阅读后，我认为这是约翰迄

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它有一种健康的、男子气概的基调；一种精神、力量和独创性，赋予

诗歌以值得一读的希望——如果他的健康和生命被赋予；说到恐怖，我要把你从荷马史诗

里引出来，里面有蒲柏的优美诗句，是它的十倍。”作者本人在后来的几年里对这部作品就

不那么宽容了：“一部模仿‘Giaour’的打油诗。”（57-58）

诚然，罗氏不仅主张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物质世界，还将人类之同情推人及“物”，由此

提升个人同情与感受事物的能力，增加个体对世界丰富性的理解，规避爱与同情之道德能

力的缺失。或许诚如希克瑞（David Hickray）所言：“他［罗斯金］留给我们颇具魅力的遗

产就是他那丰富且变化着的思想。”（47）如上文短诗所言，“人类的悲伤乃其食粮”，而“陌

生人的手”与“陌生人的爱”这种阴柔的力量构成其救赎的源泉。罗父所称赞的“精神、

力量与独创性”何尝没有贯穿于其创作始终呢？然而，尽管此种饱含人文力量的诉求大多

被罗氏克制的书写方式所遮蔽，但时人仍可凭借此种忧思，管窥其作品深刻的人文精神内核。

直面时代激进的洪流，罗斯金积极运用自己深厚的学养功底，扎根本土历史文化传统，

谨慎地引导公民借助想象力与同情之力，走出民族转型期面临的混沌与无序，重构秩序与

正义。值得注意的是，罗氏推崇的自治需以两性平等为基石，兼具女性主导的人文力量。

由此观之，罗氏的建筑图景书写可被视为一种书写策略与斗争工具，它挑战二元对立的合

法性，流溢出一种跨越神秘与崇高的流动性，并彰显着自由与克制、有限与无限等多元言

说方式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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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的教养指导与教育实践

 ☉ 林子愉

内容提要：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创刊于日本近代童话诞生期，见证和促成了日本儿童文学
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点。《赤鸟》反对日本文部省的僵化教育模式，从艺术、审美的视角创作童谣
与童话，为儿童认识世界和提升教养水平提供了机遇。杂志在帮助儿童获取丰富的知识、确立正
确的价值观、养成良好读书习惯、增强国语表达能力、掌握作文写作方法等教育实践方面做出了
实质贡献。杂志后期向“综合杂志”转型，彰显了其想要提升国民整体教养水平的办刊理念。通
过考察《赤鸟》与日本作文教育，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近代日本作文教育模式，为我国当代作文
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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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创刊（『赤い鳥』，1918 年 7 月 1 日）以来，日本学界对《赤

鸟》的研究已经遍及语言学、文学、美术、音乐、教育、媒体研究等各个领域。其中，《赤

鸟》杂志上的作文往往被当作日本生活作文教育运动的重要先导来进行讨论。国内学界对

《赤鸟》杂志亦有所关注，主要成果有莽永彬《铃木三重吉与日本现代儿童文学》中对《赤

鸟》概况的介绍，浅野法子《中日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平行比较研究——以中国〈儿童世界〉

与日本〈赤鸟〉为核心》对郑振铎所编《儿童世界》与铃木三重吉所编《赤鸟》的平行考察，

秦岚《与鸟飞翔——回望铃木三重吉与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对《赤鸟》创刊史的系

统研究，林子愉《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中的地藏形象变迁》对《赤鸟》童话中宗教

形象的考察，王瑜《近代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中殖民话语的隐性书写》对杂志背后

的殖民问题的关注等。［1］由此可见，已有研究在介绍铃木三重吉文学与《赤鸟》的基础上，

将视点聚焦在儿童文学、比较文学、宗教研究、殖民话语等具体问题上，但对《赤鸟》作

文评选及《赤鸟》教育实际影响力的研究仍不充分，值得进一步探索。本文以《赤鸟》杂

志及其投稿作文为研究对象，探讨杂志的教养指导理念，并通过考察“读者—杂志—学校”

的多方互动，还原其教育实践的原貌，以期对我国作文教育有所启示。

一、教育与时局：儿童读物的批判性反思

铃木三重吉被称为日本儿童文化与文学运动之父，在其领导下发行于 1918 年至 1936

年的儿童文学杂志《赤鸟》旨在“为了孩子，去做漂亮的读物”，在日本掀起了被称为“赤

鸟运动”［2］的儿童文化运动。在那个鼓吹商业模式的年代，大众童话出版盛行。三重吉心

怀对儿童的关切，主动承担起保护儿童童真的责任，希望能顺应儿童的天性，将艺术献给

儿童。他对当时日本儿童读物的现状并不满意：“和西洋人不同，我们日本人悲哀的是我们

还不曾有过一位为了孩童创作纯丽读物的艺术家。”［3］（宣传语，1918 年）因此他想创办一

份具有真正艺术价值的日本儿童读物。

《赤鸟》主要刊登童话与童谣，此外还设置了俗话、儿童剧、绘画、科学知识、作文选评、

古事记物语、曲谱、读者通信等栏目，旨在为读者提供多方位的阅读体验。三重吉网罗了

当时文坛的一流作家为《赤鸟》写稿，森鸥外、泉镜花、高浜虚子、德田秋声、岛崎藤村、

北原白秋、小川未明、小宫丰隆、野上弥生子、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人均有作品刊登在《赤

鸟》上。芥川龙之介的《蜘蛛之丝》（「蜘蛛の糸」）、有岛武郎的《一串葡萄》（「一房の葡萄」）、

菊池宽的《纳豆大战》（「納豆合戦」）、宇野浩二的《蕗下的神灵》（「蕗の下の神様」）、新

美南吉的《小狐狸阿权》（「ごん狐」）、西条八十的《金丝雀》（「かなりあ」）等诸多原载于《赤

鸟》的作品更是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赤鸟》还征集并刊登儿童作文，通过作文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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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儿童写作。他主张让儿童写“原原本本”（直接看到、听到、思考到、感受到）的作文，

培养其个性和创造性，提升儿童的写作表达能力。日本在“二战”后的 1948 年设立了“三

重吉奖”，用来表彰优秀的儿童作文和诗歌，以此纪念三重吉通过《赤鸟》为儿童作文教育

作出的贡献。

日本明治时期的儿童读物基本上是民间故事的改写或外国童话的翻译与改编。一般认

为，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儿童文学始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岩谷小波发表的《黄金丸》（「こ

がね丸」）。岩谷小波创办的《少年世界》（『少年世界』）也是明治时期具代表性的儿童文学

杂志。此时的儿童文学被称为“御伽噺”（指讲给孩子们听的传统神话、民间故事等），也

就是说，童话这一概念还没有正式确立下来。“御伽噺”的内容多为冒险故事、复仇故事，

充斥着劝善惩恶的思想，是天皇制国家主导下的道德教化、娱乐与儒教思想混合的产物。

进入大正时期，以铃木三重吉为首，关注儿童问题与儿童读物的作家不满足于儿童文学的

状况，于是新时代的童话诞生了。此时，人们开始不再把儿童看作还未成熟的小大人，而

是视其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赤鸟》以书写艺术性的童话与童谣为目标，“排除世俗的、

卑下的儿童读物”（宣传语，1918 年），倡导童心主义的价值观；创作内容追求平等、友爱、

宽容、和平，并响应言文一致运动与写生文运动的理念，探索文章表达手法。这使日本儿

童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外国童话改编和翻译之外，真正的原创童话不断增加。

日本近代“儿童的发现”这一历史进程将“儿童”从“大人”的概念中分离出来，由

此催生了近代童话。柄谷行人认为，“儿童的发现”本质上是具有支配权的近代政府向国民

灌输的一个强制性概念，是为推进其近代社会结构，甚至推行义务教育而人为创造的具有

支配性的概念，而“儿童”这一概念的产生正是以儿童文学的出现为前提的（136-64）。在

国民贫富差距悬殊与自由教育运动背景下的大正时代，《赤鸟》的出现具有反抗国家教育体

制的自由主义目的。义务教育形成初期，日本政府严格控制学校思想道德教育，贫乏的教

育读物中充斥着教化性，束缚了儿童的天性，限制了学校中的知识传播和学习。明治时期

的教育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注入式教育或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育为主。与之相对，大

正自由教育运动中的教育家们以儿童为中心，摸索新的教育模式，开发儿童读物，为儿童

认识世界和提升教养提供了崭新的机会。以《赤鸟》编辑者和童话作家为主的这群“为孩

子着想的艺术家”，从艺术、审美的视角创作童谣、童话，为童心发声。《赤鸟》杂志逐渐

进入家长和教师们的视野。王瑜指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经济优越的都市新中间层［4］

首先成为《赤鸟》的忠实读者，他们期待在提升自身教养的同时对孩子抱有厚望，因而《赤

鸟》的儿童阅读背后投射出成人读者的教育意识（「『赤い鳥』に関する研究」 50-51）。“儿童—

家长—学校”在此基础上产生联动，促进《赤鸟》教育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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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文与育人：重视生活与教养的《赤鸟》作文教育

铃木三重吉在《赤鸟》创刊前夕撰写了一篇题为《创作童话及童谣的最初的文学运动》

（「童話と童謡を創作する　最初の文学運動」）的宣传广告，其中提道：“不用拘泥于文章

的长短，不要写空想的内容，只需要如实地写下所见、所闻、所想，请一定要不断地寄给

我们这样的文章。”三重吉认为当时市面上的儿童读物内容庸俗，行文机械，无法为儿童提

供阅读参考和写作范本。“如实地写下所见、所闻、所想”已经透露出他主编《赤鸟》时追

求事实和真情实感的文章观。1918 年 7 月，《赤鸟》创刊号在卷首刊登了杂志创刊的 6 条标语，

其内容与发刊前的宣传广告相互呼应，讨论了作文征集的标准问题：

〇令《赤鸟》杂志自豪的不仅仅是内容、材料的纯净，就整本杂志的文章而言，

都可以作为儿童作文的范本来使用。

〇看看如今的儿童作文吧！至少也看看选拔儿童作文的标准吧！不论是大人

还是孩子，都被当今报纸、杂志、报导上的文章表达毒害甚深。《赤鸟》杂志上由

铃木三重吉选出的“征集作文”，面向所有儿童和致力于儿童教养的人们，以及其

他所有的国民，是真正提供作文鲜活例子的栏目。（宣传语，1918 年）

由此可见，如何办好杂志与如何写好文章是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问题。杂志内容质量

直接影响到儿童写作能力的提升，乃至教养的养成——此种养成并非局限于儿童自身，而

是面向所有国民。《赤鸟》上刊登的所有文章都是以成为儿童作文的范文为目标的，因此作

文写作的方法与技巧便成为《赤鸟》重点关注的问题。

来稿作文被刊登在每期最后的“征集作文”栏目上（选登小学至中学一年级的优秀作

文），作文评选成为《赤鸟》的重要特色之一。据统计，《赤鸟》共刊登过 1223 篇儿童投稿

作文（木下紀美子 61）。杂志初期，每期会选登 6~8 页、约 10 篇以上的作文；复刊后每期

会选登 10~16 页的作文。全盛时期，杂志一个月可以收到 2000 多篇投稿。大正时期，作文

在学校教学中的分量很大，而《赤鸟》读者群中教师和家长占了很大比重。关注作文教育

的教育者们推荐孩子阅读《赤鸟》上的范文并投稿，以此锻炼其写作能力。

有关《赤鸟》中涉及儿童作文的相关表述，除极少数出现的“作文栏”“募集作文”等

表述以外，更多出现的是“缀方”一词，例如“募集綴り方”（征集作文）、“模範綴方”（模

范作文）、“綴方研究”（作文研究）等。“缀方”这一表述体现的正是三重吉对作文教育的

态度。明治三十三年（1900），文部省更订“小学校令”后，日本出现了“作文”与“缀方”

二词混合使用的情况，虽然两者均有“儿童作文”的意思，但使用场景有所不同。“缀方”

一词普遍被应用于学校教育的环境中，与日语国语教学的科目紧密相关，是随着读、写、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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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分科而出现的。而三重吉在编辑《赤鸟》时频繁使用的正是与国语教学相关的“缀方”

一词，可见他所关心的也是作文教育问题。这种教育是脱离了国语教育学科制度以外的作

文教育，所涉及的是作为儿童文化一环的作文素养养成问题。

对被评选上的优秀儿童作文，三重吉会给出自己的评审意见。在第 1 期第 1 号的最后，

他这样说道：“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大家在写文章的时候都应该把所经历的事情和所感受

到的东西用平常的语言如实地描写出来，至少这类文章是最应该受到表扬的。”（75）他所

推崇的是不加虚饰的、纯朴的、如实的描写。明治时期的儿童作文多为对成人所写文章的

模仿，大多是语句优美的美文，其中汉文、汉诗文、拟古文不在少数，整体上缺少真实性，

没有生机。大正以后儿童作文的样貌与明治时期大为不同，写实变得尤为重要。三重吉这

里提到的如实描写正是强调写实的重要性。此外，在创刊号最后的通讯栏里，三重吉对当

选童话和落选童话做了一个整体评价。他认为好的童话、好的文章所表达的情感应该是纯朴、

自由且抒发个性的；用平常的语言来表达感情，不加修饰，这些才是被选上的童话所具有

的特质（77）。而落选的童话，词汇语言的选择往往很粗糙，缺少品位，感情夸张，带有说

教性，故作修饰且表面华丽。三重吉还表示，不光是童话，所有的文章只要过度装饰就不

是好文章。

三重吉对孩子们的作文有着自己的一套选拔标准，即推崇写生性质的生活作文，用写

生文的理论来指导儿童写作，让儿童写生活中直接看到、听到、想到、感受到的东西，反

对儿童模仿成人的笔触，也反对将理科和修身课上学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到作文里。三重

吉的作文指导是对当时政府的作文教材《小学读本》（『小学読本』）中作文教学法的批判，

他强调的是对自然、人物、生活等对象的直接描写。他认为，实事求是地描写是写好作文

的重要条件，如何对描写对象进行真实的描写、正确地把握自己的心理活动至关重要，同

时强调儿童写作过程也正是培养人格的过程。他把写作能力与儿童教养结合起来，认为如

实地记录生活也是一种能力，写作训练可以让儿童更加细致地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比起

受到社会束缚的千篇一律的无个性文章，能够真实地传达自己生活与情感的文章才是三重

吉所推崇的：

所谓作文，换句话说，是我们的后人基于感情表达及其想法表达的基本的表

现方法，包含了其中全部的教养。自不必说，作文指导手法是否合适，直接对他

们的实际生活与他们自身的文化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6）

三重吉因此还强调，作文不仅仅只是儿童写的文章，其背后还与儿童人格与文化涵养的培

养有所关联。练习作文、写好作文与认真观察生活密不可分，需要写作者通过观察生活来

描写真实的生活场景与生动的人际关系。儿童对待生活的态度会影响作文的品质，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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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的指导也是对生活的指导。

此外，三重吉还指出，作文并不是“文艺主义”，而是“人的教育主义”，作品的价值

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文艺价值，但其育人作用也不容忽视。作文反映的不仅仅是文

章写作方法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时也是儿童的价值观通过语言表达呈现出来的过程，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儿童的内在教养。

三重吉于 1935 年出版了单行本《作文读本》（『綴方読本』），系统地总结了他的作文指

导方法。这本书直到今天仍是日本作文指导的基础性书籍。

三、杂志与读者：教养指导与教育实践的双重影响

随着《赤鸟》对童话、童谣与儿童画的广泛征集，作家和读者们纷纷响应号召，投入

文学创作，由此迎来了被称为“教养实践”的童话、作文、童谣、儿童画的创作热潮（赤

い鳥事典编集委员会 20-21）。读者在阅读与欣赏杂志作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杂

志所带来的艺术性熏陶，继而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创作文学和艺术作品。《赤鸟》形成了一个

从阅读到写作的循环，通过让读者练习写作的方式实现了作品内容的“内面化”，在教养指

导与教育实践上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我们关注《赤鸟》的读者栏时可以发现，《赤鸟》在唤起儿童的阅读热情、帮

助其养成阅读与写作习惯上做出了努力。如杂志第 2 卷第 6 号上刊登了一位来自福岛的小学

生的来信：“我从第一期开始就是《赤鸟》的忠实读者。因为在东京的哥哥告诉我这是一本好书，

而且每个月都会寄来给我看。”（72）同期还刊登了一封家长的来信：“我很早就想要一本能

作为范本的童话文学杂志。我有三个妹妹。至今为止她们读的都是庸俗的少女杂志，或是埋

头于冒险故事和低劣的催人泪下的少女小说。但自从《赤鸟》出现后，三个人都会反复读《赤

鸟》。”（76-77）家长订阅《赤鸟》，他们将杂志上的文章读给孩子听或推荐给孩子阅读。《赤鸟》

为儿童带来了自主阅读的快乐，在修养身心、提升阅读水平等方面也有所助益。

其次，很多学校或是教师也是《赤鸟》的长期订阅者。如杂志第 9 卷第 3 号的通信栏

刊登了一位山形县教师的来信，文中提到地方上的教师自己购买杂志，在教室里设置读书区，

通过轮读杂志的方式解决了班上贫困孩子的读书问题（105）。这不仅减轻了孩子家里的经

济负担，也帮助他们养成了日常读书的习惯。可见《赤鸟》受到了受到了教育工作者们的

欢迎和支持。

家长与教师一方面将《赤鸟》作为文学读物推荐给孩子阅读，另一方面也将《赤鸟》

作为作文写作的范本推荐给孩子参考。第 3 卷第 1 号读者栏刊登了一封爱知县读者的来信，

文中提道：“我弟弟今年三年级了。在学校里只写过一两次作文，他强烈要求说‘我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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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虽然现在写得还不行，但我想这期间应该会有所长进，所以决定让他往《赤鸟》投稿

试试。”（76）第 3 卷第 3 号上刊登了一位来自长野县的教师的来信：“去年一整年，听取铃

木先生的意见后对一年级学生的作文进行了指导。五十位同学几乎每天都写作文，我每天

也会看他们写的文章。在我们学校，五年级以上的女学生都会传阅《赤鸟》。”（78）《赤鸟》

的作文指导与学校教师的现场指导二者完美结合，杂志编辑和教师都希望孩子能够养成良

好的阅读习惯，通过使用优秀读物提升孩子的教养。

投稿作文经过三重吉的修改，题目和内容质量都有了一定的提升。三重吉认为作文题

目应该直观地体现文章内容，因此他在改稿时会给作文建议更恰当的标题。如第 2 卷第 2

号刊登了一篇名为《小时候》的作文（72）。这篇作文如实且生动地描绘了作者的亲身经历，

没有多余的修饰，因而被选为优秀作文。但从作文题目来看，读者无法从中提取文章信息，

因此三重吉将其修改为《脸上的伤疤》，以突出主题。在描写层面，三重吉反对过多的修辞，

如第 3 卷第 4 号的作文评语中，他举例说明投稿作文在描写露珠时使用了“水晶般的露珠”“像

黄金般闪烁的露珠”的修辞手法，认为是不可取的，通过更加细致的观察，如实记录下露

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模样即可，不必过度修饰（74）。

通过读者栏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来信都出自成人读者，读者栏因此成为杂

志与家长、教师对话的渠道。《赤鸟》希望听取他们关于孩子的建议与想法，希望他们能来

稿谈谈自己与孩子对杂志的评价和要求，甚至孩子成长过程中值得纪念的事情也是征稿所

欢迎的内容。从这种对话方式可以看出，在接受意见这个方面，比起与孩子直接对话，《赤

鸟》更重视作为监护人的成人的意见，更希望从成人的视角获得孩子的成长信息和对杂志

的评价。后期的《赤鸟》还走上了家庭杂志的道路。从第 21 卷第 6 期（1928 年 12 月）开始，

封面上新增了“家庭杂志”一词，向“面向家庭的儿童艺术科学杂志”即“综合杂志”转型。

而“家庭杂志”这一标签为了在稳固儿童读者群体的同时，努力争取更多的成人读者。

随着《赤鸟》忠实读者的不断增加，读者不再局限于书面交流，而是进一步通过各类

线下活动交流阅读感想。这种线下交流让孩子、家长和教师共同构成读者团体。第 3 卷第

1 号的读者栏刊登了一位埼玉县教师的来信，文中提到该教师经常与当地儿童一起参加教

会举办的童话会，这些孩子都是《赤鸟》的忠实读者（73）。奈良市县立师范学校的一名教

师来稿称，自己在当地以《赤鸟》童话为资料举办了有关童话的演讲会（78）。杂志第 17

卷第２号上刊登了一名杂志会员的来信，其中提到十几人在家中举办歌唱会的情景（148）。

根据以上投稿可以看出，忠实读者自发组建了研究会、童话会、歌唱会等线下活动，这意

味着《赤鸟》读者已经开始超越杂志投稿栏的限制，通过线下交流获得了全新的读者体验。

最后，《赤鸟》还帮助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教师。能在《赤鸟》上刊登作品，不仅是孩子

和家人的荣誉，也是对教师的鼓励。中谷泉提出，《赤鸟》的投稿栏成为教师展现文学热情

的场所（40）。《赤鸟》投稿中不难见到教师们不懈努力的身影。如杂志第 3 卷第 5 号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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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了一位长野县老师的投稿：“我去年指导的学生五味重郎，他的作文两次入选了《赤鸟》，

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令我感到惶恐［……］要不加修饰地书写，我常把这句杂志的标语放

在嘴边。”（78）自己指导的学生作文入选并被刊登在杂志上，不仅是对孩子写作能力的认可，

也是对教师指导能力的嘉奖。教师们还将《赤鸟》当作儿童教育甚至外语教育的教材使用。

杂志刊出的芥川龙之介的《蜘蛛之丝》、菊池宽的《纳豆大战》等经典作品还被收录进《小

学文艺读本》（『小学文芸読本』）等课外读物当中。为放学后的儿童提供了丰富可靠的阅读

资料。为了孩子们的教育，每位教师都必须自觉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教养水平。

《赤鸟》也为年轻作家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新的平台。新人作家通过阅读《赤鸟》获得写

作热情，经过反复的创作、修改、投稿等写作实践，为成为未来的知名作家、诗人开辟了道路。

坪田让治、新美南吉、与田准一、巽圣歌等人都是因向《赤鸟》投稿而成名。

《赤鸟》的出现是大正民主运动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全面阐释。杂志顺应了大正民主运动

的风潮，基于当时的儿童教育和社会文化现状办刊，最终成就于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期。

明治以前的儿童教育仍是以教师和教科书为中心的机械式教育，儿童读物的内容以道德教

化为主，作文多是对范文的模仿。《赤鸟》正是在反抗明治教育的过程中践行其教养理念和

开展教育实践的。然而《赤鸟》并非是对新时代读者的简单迎合，而是努力发挥杂志的引

领作用，让读者去欣赏新杂志、接触新理念、接受新教育。儿童教养的提升是《赤鸟》的

办刊追求之一。杂志创办者希望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养成读书习惯，增强表达能力，

掌握写作方法，获取丰富知识。因此，这些都成为《赤鸟》的教育内容。

以“读者投稿—编辑修改—作品评选”为模式的《赤鸟》投稿栏刊登了大量儿童原创

作品，走上了作文写作指导的教育实践道路，并以此形成了“儿童—家长—学校”的联络网，

在杂志与读者之间形成较为理想的关系。《赤鸟》对儿童的阅读培养与写作指导并不局限于

教育内部，而是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儿童教养与文化涵养问题，与学校教育形成良好联动。《赤

鸟》扩大了教育人士的视野，培养了新时代的儿童，使日本国民对艺术杂志与自由教育有

了崭新的认识。此外，《赤鸟》作为儿童读物，也让成人读者从孩子身上收获了对自我教养

提升的期待。可以说，《赤鸟》既以儿童读者为对象，又充分利用了其背后的成人读者。在

与《赤鸟》互动的过程中，家长接受新的教育理念，教师走上了作文教育实践的道路，其

中一些人甚至成为儿童教育家和知名作家。走上家庭杂志道路后的《赤鸟》所做的不仅仅

是对家庭教育的反思，还希望提升国民教育的自觉性与责任感，期待能培养大正民主氛围

下讴歌自由、有教养的新市民。难能可贵的是，《赤鸟》中所收录的优秀作文也被当作写作

范文来使用，杂志所编童话还被收入当代日本的小学教材和课外参考读物中。这不仅仅是

一个只属于大正时代儿童的文艺世界，同时也深深吸引并影响着后世的读者们。

本文所展现的《赤鸟》杂志中的作文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不单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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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文教育模式，亦对当代中国的作文教育有所启示。借鉴《赤鸟》有关作文指导的办刊

模式，可以推动“儿童—杂志—教师”的多重互动，课外教育与学校教育形成互补，让我

们对儿童写作能力的提升、优秀儿童杂志的刊出、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都抱有更多的期待。

注释［Notes］

［1］参见莽永彬：《铃木三重吉与日本现代儿童文学》，载《东北师大学报》1981 年第 1 期，第 36-40 页；浅野
法子：《中日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平行比较研究——以中国〈儿童世界〉与日本〈赤鸟〉为核心》。博士学
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8；秦岚：《与鸟飞翔——回望铃木三重吉与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载《十
月》2018 年 8 月，第 128-39 页；林子愉：《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中的地藏形象变迁》。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2018；王瑜：《近代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中殖民话语的隐性书写》,载《广东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3 期，第 174-82 页。

［2］“赤鸟运动”是由铃木三重吉发起的儿童文化与文学运动，该运动以《赤鸟》杂志为阵地，以童心主义价
值观为指导，旨在提高儿童文学的质量。《赤鸟》杂志以儿童为中心，发表了大量具有艺术性的童话与童谣，
对儿童个性的解放与儿童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一运动对学校教育中的作文教学也产生了
深远影响，成为生活作文教育运动的先导。

［3］本文有关《赤鸟》杂志的引用均出自『赤い鳥』CD-ROM，東京：大空社，2008 年。译文为笔者译。后
文直接注明页码，不再另做说明。

［4］日本新中间层是大正时代出现的新中产阶级，他们普遍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包括公务员、教师、警察、记者、
公司职员等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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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剧作家本·琼生（Ben Jonson）曾在其散文中提出：“诗

人如同政治家一样，可以创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feign a commonwealth］。”（Discoveries  

lines 729-45）［1］表达了明显的共同体意识。他在城市喜剧和乡村庄园诗中展开了不同形式

的共同体想象，从乡村与城市两个维度实现了对 17 世纪初“英国形象”（Every Man in His 

Humour  Pro 23）的想象性建构。本·琼生在城市喜剧中建构了一个以基督教牧领治理为基

础的城市共同体，在乡村庄园诗中虚构了一个以古典美德为基础的乡村庄园共同体。两种

维度的共同体想象是本·琼生诗学思想与政治理想自觉结合的体现，表达了诗人在英国性

的想象性建构中对古典—希腊传统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的继承与融合，并试图借助“两希”

传统解决转型时期的英国早期现代危机，以履行诗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西方的共同体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  ［Πολιτεία］）。英

语中的“共同体”一词首次出现于 1395 年，意指“人们的普遍性；人们作为一个群体”。然而，

共同体是一个不断被重新定义的概念，是“一种不断协商的关系”（Muhleisen xii-xiii）。米勒（J. 

Hillis Miller）认为，共同体是“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一群人，他们彼此都认识，并共享关

于文化的设想”（176）。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血缘（blood）、地缘（place）和

心缘（mind）为共同体的三大支柱（42）。德兰蒂（Gerard Delanty）则提出“逝去的共同体”“可

复归的共同体”和“尚未实现的共同体”（19-20）三种共同体形态。共同体“与既定秩序

的关系可能是肯定的或颠覆性的；它们可能是传统的、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2）。

共同体书写在社会转型时期非常活跃，维多利亚时期如此，文艺复兴时期也不例外。

文艺复兴时期既是英国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期，也是社会观念流变的重要

时期。人们深受传统农业文明向资本主义商业文明转型所引发的“现代性焦虑”之苦。正

如德兰蒂所言，现代性的兴起导致了传统共同体的危机，激发文学家们进行不同形式的

共同体想象。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Utopia）中虚构了一个没有冲突的乌托

邦共同体；斯宾塞（Edmund Spencer）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和西德尼（Philip 

Sidney）的《阿卡迪亚》（Arcadia）则虚构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共同体。由此，文艺复兴时

期的英国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具有浪漫特征的乡村共同体想象潮流，有如滕尼斯的回溯

式或怀旧式共同体，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现代性”和“国家的批评”

（Delanty 2）。本·琼生也在其乡村庄园诗中通过赞美恩主（patron）/庄园主虚构了一个以

古典美德为基础的“同一共同体”（community of the same；Ramsay 118），与文艺复兴晚期

英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文明形成对照。

本·琼生乡村庄园诗中的共同体想象与城市喜剧中的共同体密切相关。他在《炼金术士》

（The Alchemist）中虚构了一个以基督教牧领治理为基础的城市共同体，披露了 17 世纪初

英国现实共同体分崩离析的现状。在这之后，本·琼生在乡村庄园诗《致潘舍斯特》（“To 

Penshurst”）和《致罗伯特·罗斯爵士》 （“To Sir Robert Wroth”）中延续了对城市共同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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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同时虚构了一个古典式的友谊共同体，以歌颂贵族 /庄园主的美德为基础，表达了对

古典农神时代的怀念，塑造了向内聚合的共同体，展开了与城市共同体的对话并为其危机

提供了神话诗学般的解决方案，从而激发了英国人的共同体热情。从城市喜剧中的基督教

牧领共同体到庄园诗中的古典友谊共同体，本·琼生在其创作中既展现了早期现代英国文

明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型及其曲折，也表现了转型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对话。

一、城市喜剧中的基督教牧领共同体想象

根据福柯的理论，“现代［西方］国家是建立在两种政治模式的基础之上的：希腊的城

邦—公民制度和基督教的羊群—牧领制度”（转引自周慧 92）。牧领（le pastorat）概念来自

希伯来传统。希伯来神如同牧羊人一样带领着人们，因此基督教牧领治理的关键是对人类

精神和行为的指导。福柯的观点道出了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在欧洲并存的局面。实际

上在整个西欧，二者的冲突与融合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未曾中断，并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高潮。

本·琼生热衷于钻研古典传统，但又深受本土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因而在其创作中自觉将

二者进行了融合。《炼金术士》虽沿用了希腊城邦共同体范式，但主要以基督教牧领治理为

基础，对转型中的早期现代资本主义英国进行了讽刺性虚构。

《炼金术士》是一部关于城市边缘者利用瘟疫和自由区的便利条件，通过炼金术骗取伦

敦市民财产的讽刺喜剧。洛夫威特为了躲避瘟疫而逃离位于黑衣修士区的房产，留下仆人

杰里米看守房子。杰里米伙同江湖骗子萨托尔和妓女多尔在洛夫威特屋内组建了一个临时

的“三人集团”。他们打着炼金术的幌子，将迷信炼金术的伦敦市民引诱至屋内以骗取他们

的财物。在此过程中，伦敦市民的愚蠢贪婪和唯利是图被揭露得一览无余。几番戏弄之后，

屋主洛夫威特归来，“三人集团”瓦解，炼金炉灰飞烟灭，一切复归原位。

“三人集团”从多方面体现出共同体的特征。首先，集团成员多尔的名字Dol Common

有明显的共和国 /共同体隐喻意义。见萨托尔和费斯争吵，她批评两人道：“你们想挑起内

战毁了我们吗？”（Alch. 1.1.83）“内战”为“三人集团”打上了古典城邦共和国的烙印，萨

托尔是“执政官”（Sovereign），费斯是“长官”（Captain），而多尔则成了共和国的象征。

当两人争吵升级，多尔气急败坏地说：“我们毁了！你们不再关心自己的名誉了吗？你们的

判断力哪里去了？安静！再关心一下我可以吗？你们的共和国。”（1.1.108-10）乍一看，“三

人集团”似乎是一个建立在名誉和道德基础上的古典城邦共同体，但它们的争吵和多尔对

于“内战”的担忧预示了临时共同体的裂缝和它最终坍塌的结局。

临时共同体形式多变，在进一步争吵中转变成了资本主义商业共同体。多尔的劝解让

读者逐渐明白两人争吵的原因是利益不均。多尔责备两人：“我们不应该按照平等原则吗？

我们这个三人集团 /共同体［venture tripartite］？我们不该所有物质共有吗？谁能享有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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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1.1.134-36）在此，古典城邦共同体静悄悄地转变成了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商业共同体，

炼金术也成了多尔言语中的商业行为（1.2.67）。萨托尔称屋子主人为“墨丘利”（Mercury），

暗示炼金屋是由商业神墨丘利掌管的商业王国，一个主要通过商品和货币联结起来的商业

共同体。这从喜剧中琳琅满目的异国商品和货币可见一斑，其中既有“来自霍尔木兹海峡

的船，会带来烟草之类的商品”（1.1.59-60），成为市民们竞相追捧的消费品，也有来自世

界各地的货币，如荷兰货币（dutch dollars；3.2.145）、西班牙金币（pistolets；3.3.15）、葡萄

牙金币（portague；1.2.85-87）等，更有各种各样的英国货币。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货币

聚集在洛夫威特的炼金屋，使之成为一个跨越时空的商业货币共同体。

不管是古典城邦共同体还是资本主义商业共同体，“三人集团”建构的基础离不开炼金

术，更离不开基督教。临时共同体对其他成员（伦敦市民）的吸引也是基于炼金术和基督

教牧领治理术的结合。正如鲁斯特（Jennifer R. Rust）所说，《炼金术士》揭示出炼金术本

身构成了一种治理形式——基于修道院和炼金术基础的基督教牧领治理形式（99）。喜剧的

主要人物炼金术士在脱离官方管辖的自由区（Liberties of London）虚构了一个临时的基督

教牧领共同体，试图借助炼金术话语实现对伦敦市民的精神净化和道德教育。

首先，《炼金术士》的演出背景有浓厚的基督教因素。该剧由国王供奉剧团（The 

King’s Men）在黑衣修士区（Blackfriars）的私人剧院演出。历史上的黑衣修士区从 1270

年到 1538 年一直是多米尼克修道院的所在地。修道院关闭之后，此处成了伦敦自由区。自

由区虽然位于伦敦市内，却不属于伦敦的官方管辖范围。《炼金术士》在黑衣修士区上演并

非偶然，昔日的修道院成了今日的自由区，不仅为因瘟疫而关闭的剧院提供了许可证，也

为炼金术士萨托尔对伦敦市民进行行为和精神指引提供了便利。瘟疫、自由区、修道院、

剧院的多重背景为喜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阈限空间。剧院原本就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

塑造了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包括观众空间、剧院空间、虚拟表演空间和城市空间”（Stage 

18）。这使得戏剧带上了明显的实验性质：它能够使用或暂停城市的规则，从而在舞台上重

新建构了一个伦敦、一个想象的城市共同体。

萨托尔一面用炼金术话语指挥费斯等人进行物质提纯，以实现贱金属向贵金属（黄金）

的转化；另一面，又用基督教话语对“羊羔们”进行精神“关怀”和规训。正如萨托尔对

费斯所说：“你这害虫，我把你从粪堆里拯救，你如此卑贱可怜［……］我把你从尘土和污

水中唤醒，让你得以升华，在这个典雅的第三空间，用心经营你的精神 /精髓吧，让我得以

两次完成哲学家的工作。”（Alch. 1.1.64-71）此时的炼金术士更像一个牧师或哲学家，他强

调的“精神”（quintessence）既指炼金术的精髓，也指人的精神 /灵魂。萨托尔的拟人化炼

金术语犹如基督教牧领话语，表面上指导的是金属提纯，实际上表达了拯救市民灵魂的愿望。

牧领炼金术士按照基督教神的计划运作，指导自然从不完美过渡到完美状态，也指导人类

灵魂从低贱升华至高贵。在“三人集团”建构的临时共同体中，萨托尔通过牧领治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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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将费斯“团结”起来，也把八位伦敦市民吸引到共同体之中。萨托尔和费斯一方面引诱

客人们投入贱金属（钱币）以获得贵金属（黄金），另一方面从精神上将其驯化。如费斯引

导市民达珀时说：“你要发誓，——你追随仙后。”（1.2.125-27）吩咐他“必须斋戒，滴醋三

滴在鼻子上”（1.2.165-68）。其余市民也大多为炼金术而来，每个人都被要求遵循基督教的

虔诚信仰，因为“炼金术士必须是一个虔诚、神圣和信教的人”（2.2.97-99）。和费斯一样，

他们在炼金的同时，也遵从牧师的精神指引和道德教育。此时的共同体是一个以基督教虔

诚美德为基础的思想共同体，无论是创建者还是参与者，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着基督教的

牧领治理术。就连主人洛夫威特归来后也自愿服从术士们的规则，对仆人说：“我愿意接受

你对我任何事情的指导，杰里米。”（5.5.143）洛夫威特最终之所以能获得财物和年轻的妻子，

成为炼金术最大的赢家，恰恰也因为他服从了炼金术士 /牧师的指挥。

可见，炼金屋内的临时共同体既有古典城邦共同体的痕迹，也有对早期资本主义商业

共同体的想象，更是一个基督教牧领治理下的思想共同体，旨在挽救城市的道德危机。然

而这又是一个难以作为的共同体，或者说是对基督教牧领共同体的滑稽模仿。随着炼金炉

的烟消云散，“三人集团”解散，共同体坍塌了。不作为的共同体实现了对 17 世纪初英国

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的讽刺性观照：多尔对“内战”的隐忧巧喻了即将到来的英国内战；共

同体的坍塌既影射了彼时英国现实共同体分崩离析的状态，也微妙地影射了早期现代英国

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基督教在拯救市民道德和城市危机方面的无力。17 世纪初期的伦

敦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商业中心，物质享乐主义和资本逐利主义的盛行深刻影响了市民

的道德与文化观念，进一步引发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社会的道德焦虑，而瘟疫的暴发更加

剧了城市的弊病和道德危机。这些危机助推了即将到来的英国内战。

《炼金术士》中的基督教道德教育意义不言自明，体现了本·琼生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

家国情怀。然而，借用炼金术的话语模式进行基督教牧领式的道德教育似乎又表达了他对

该模式的不自信。炼金术士不曾为市民带来财富，隐藏在术士身份背后的牧师身份也没能

真正实现对市民精神的指引和灵魂的拯救。我们不难理解本·琼生在第四幕第五场借多尔

之口道出的创作初衷：“我们喊来拉比和异教的希腊人［……］从耶路撒冷和雅典喊来教育

大不列颠的民众。”（Alch. 4.5.10-14）本·琼生试图借助古希腊异教传统弥补希伯来基督教

传统在教育英国民众方面的不足，这一诗学理想在其随后的乡村庄园诗中得到延续。而他

对基督教牧领共同体的不自信最终让位于乡村庄园诗中的古典共同体展望。

二、乡村庄园共同体建构：古典农神时代的诗意回归

英国拥有悠久的庄园文学传统，庄园常被当成文学想象和身份认同的文化场域，并逐

渐演变成英国人实现共同体认同的符号象征。十六、十七世纪的乡村庄园诗是一种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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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主要赞美贵族庄园的美好与庄园主的美德。代表诗人除本 •琼生外还有卡鲁（Thomas 

Carew）、马维尔（Andrew Marvell）、赫立克（Robert Herrick）等。庄园诗中的乡村庄园超

越了物质的存在，传递着富有深意的文化信息，成为美德、和谐与秩序的象征。本 •琼生的《致

潘舍斯特》和《致罗伯特·罗斯爵士》以歌颂庄园主美德和乡邻友谊为基础，书写了 17 世

纪初的英国乡村共同体。

英国文艺复兴文学中的共同体想象深受古典共同体思想的影响，尤其强调共同体的友

谊基础，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共同体思想的核心要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友谊构建社会的

凝聚力更广泛”，“友谊的基础是共同体”，“友谊把共同体联结起来”（201, 215）。受此影响，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也强调共同体与友谊的联系，无论是以书信和手稿交换为基础

的共同体，还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文艺复兴女性共同体，都离不开友谊的因素。本·琼生的

乡村庄园诗通过强调庄园主和乡邻们之间的友谊，尤其是庄园主对乡邻的慷慨与热情虚构

了一个和谐的乡村友谊共同体。

庄园主们如同宫廷假面剧中的国王，是古典式的“集中式自我”（centered self），代表着

“秩序、稳定和供人依靠的源泉”（Greene 327），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典范。庄园主慷慨热情的

美德影响着乡邻，大家和睦大方，携礼而来，“毫无惧怕之感”，和庄园主一起“吃肉喝酒”，

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好似“主人和宾客共同拥有庄园里的一切”（“To Penshurst” 60-64）［2］。

富庶宁静、邻里和睦的乡村庄园变成了一个建立在主人热情美德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庄园

里物资源源不断自动产出，不见劳动者的辛勤劳作，也没有等级秩序，没有剥削。“共同拥有”

显然不是对英国当时乡村的现实主义描写，也不是对英国未来乡村的理想构思，而是对“自

然秩序”的回望，是对古典黄金时代的怀旧，更是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而形成的财

富分配严重不均现象的不满，以及对因此滋生的城市道德危机和思想危机的忧虑。

乡村庄园共同体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其一是自然产出的丰富物资，其二是主人

的慷慨美德。《致潘舍斯特》和《致罗伯特·罗斯爵士》两首诗都描述了乡村庄园中丰富的

物产，它们并不是劳动的成果，而是自然的产物。如“河岸盛产兔子”，“地里盛产斑点野鸡”，

“田里到处都是斑斓的山鹑”，它们“自愿被宰杀供你食用”，“装点你丰盛的餐桌”（25-30）。

庄园里的物产除了有飞禽走兽和鱼类，也有各种水果和花草，“早熟的樱桃和晚熟的李子”，

“红红的杏和毛茸茸的桃，挂在你的围墙上，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41-45）。“每个孩子都

能够得到”再一次让人回归到“一切共有”的“黄金时代”，庄园里的物产不是“劳动者”

的辛勤劳动，而成为“自然秩序”的结果，是自然神或者农神的馈赠。本·琼生对阶级对

立和资本因素的回避，或许是因为他试图规避或者美化 17 世纪英国的阶级矛盾，同时也离

不开他对古典农业共同体的怀念与寄托。

本·琼生同样美化了庄园围墙。他没有交代围墙是何时由何人所建造，对围墙的防御

与隔离功能视而不见，而是强调围墙并不妨碍主人与乡邻们的友谊与和谐，围墙内外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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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的慷慨与热情而亲密无间。“没人希望围墙倒塌”，因为“它从不造成任何人的毁灭和

痛苦”（45-48）。乡邻们成群而来，个个手捧美食，为庄园主的餐桌添色，但乡邻们带来的

食物远远比不上庄园主免费提供的盛宴，也“难以表达他们的爱慕之情”（57）。他们都深

知主人的慷慨，“所来皆客人，都可以无所拘束地享受主人的美食和美酒”（60-65）。正如

山珍是自愿被宰成为餐桌上的佳肴，鱼儿会主动跳上渔夫之手，果子会自动挂满枝头，庄

园本身也仿佛是自然存在，而非工业文明的产物，不带来隔阂和不平等。物产和庄园本身

均来自众神的馈赠，尤其是农神萨杜恩（Saturn）、自然 /畜牧神潘（Pan）、树神德律阿德斯

（Dryads）等。乡村庄园化身成农神统治下的黄金时代。

通过对物产和庄园的神话式产出和建构，本·琼生笔下的潘舍斯特庄园成功地脱离了

庄园作为农业资本主义象征的刻板印象，成为一个理想化的乡村共同体。它是城市化和现

代化的对立面，是一种怀旧，一种看向农神时代的诗意回归。这不禁让人想起德兰蒂对早

期现代英国农业共同体的阐释。他认为前现代时期的农业共同体是“自然意志”所造，是

一种往后看的回归式共同体；强调乡村道德观的重要性，体现了也对现代性的抵制与批评，

是一种试图脱离国家和批评国家的乌托邦共同体（10-11）。本·琼生在庄园诗的结尾延续

了其城市喜剧对城市陋习和道德危机的批评，且他在诗歌开头便通过古代与现代的对比，

凸显了古典共同体的美好，反衬了现代（城市化）的腐败。

《致潘舍斯特》开篇便指出了庄园与其他大厦的区别：“你的宅院不为炫耀，也不为彰

显闪耀光滑的大理石柱，又或者金光闪闪的黄金屋顶，这里的故事无关旋梯、庭院、灯塔。

你的庭院自远古以来便巍峨耸立，受人景仰，而不似其他大厦引人嫉恨。泥土、空气、树

木和流水将你装扮得更加美好。”（“To Penshurst” 1-8）诗歌开头的对比非常明显，在诗人

笔下，潘舍斯特庄园是古典建筑的典范，与现代建筑截然不同。前者代表的是自然秩序，

而后者则带有明显的人为痕迹，不难让人联想到“理性选择意志”所造的现代建筑。在古

典与现代的张力之中，本·琼生显然选择了前者，并委婉表达了对现代建筑的批评与讽刺，

因为它们大体是为“卖弄”和“炫耀”而建，势必会引发矛盾和“嫉恨”。在诗人看来，潘

舍斯特庄园是古典农神统治下的乡村文明共同体，与之相对的则是承载着早期现代英国政

治和经济思想的城市与宫廷。

这种对比在姐妹诗篇《致罗伯特·罗斯爵士》的开头得到进一步证实：“尽管城市和宫

廷近在咫尺，庄园却不受两者恶习和享乐主义的玷污。”（“To Sir Robert Wroth” 1-4）显然，

以庄园为代表的乡村文明成了城市文明的对立面，相较于城市的堕落和腐败而言，乡村是

宁静、纯真和美德的化身，这里没有贫穷、痛苦、剥削，没有你我之分，是自然意志治理

下的前现代农业共同体。其他大厦由“傲慢”与“野心”堆砌而成，是在理性意志支配下

建造而成的现代建筑，而“老爷您是栖居在［这座］庄园”（“To Penshurst” 101-102）。本·琼

生通过“建造”（have built）和“栖居”（dwells）区分了城市大厦和潘舍斯特庄园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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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清楚表达了其他大厦并非主人亲自所建，而是雇人建造。“傲慢”和“野心”或多或少

暴露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资本主义背景下的阶级傲慢和剥削本质。相比之下，潘舍斯特庄

园则如园中物产一样，是自然秩序的产物，主人一直诗意地栖居于此，“它不造成任何人的

毁灭和痛苦”（45-48），也不引起任何人的抱怨。

在《致潘舍斯特》结尾，城市与宫廷的登场把读者拉回到 17 世纪的现实英国，也拉回

到城市喜剧中对城市“恶习”的披露。本·琼生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刻画了 17 世纪的伦敦市

民形象，对城市的弊端和市民的陋习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如前文所述，《炼金术士》虚构了

一个反讽的城市共同体，展现了深陷道德危机和瘟疫困扰的现实城市——伦敦，并通过借

用炼金术话语对市民进行了基督教牧领式的道德劝诫和精神指引。遗憾的是，喜剧结尾炼

金炉的坍塌隐喻了临时城市共同体的无效，也影射了基督教道德共同体在文艺复兴晚期英

国的乏力，进一步暗示了彼时英国政治局面和文化观念的复杂与矛盾。

17 世纪初期的英国是一个矛盾重重、危机频繁的多重体，有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

有英格兰和爱尔兰、苏格兰等地之间的胶着，还有城市商业资本主义同封建农业经济之间

的拉锯。詹姆斯一世一心想统一不列颠，采取了各种措施激发英国人的共同体热情，如扩

大议会中的爱尔兰、苏格兰裔贵族比例，将英语普及到苏格兰，鼓励外居乡绅返回乡村宴

请乡邻以缓和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等。乡村庄园诗一方面描写了庄园主宴请乡邻的盛况，另

一方面理想化地虚构了一个看似和谐的古典乡村共同体，激发了民众的共同体热情与认同

意识。这无论是对处于分裂和矛盾状态中的早期现代英国来说，还是对深陷道德危机和迷

茫思想意识之中的英国人来说都意义重大。

共同体书写的形式多种多样，即使是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其共同体想象也各不相同。

如果说宫廷假面剧和庄园诗为本·琼生提供了浪漫式共同体书写的载体，那么他开创的城

市喜剧则是进行现实主义共同体书写的最佳场域。城市喜剧既是本·琼生创作时间最长、

成果最显著的戏剧实践，也是他对英国喜剧做出的杰出贡献，代表了英国喜剧从浪漫走向

现实的趋势，很大程度上开启了英国现实主义喜剧的传统，与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的浪

漫喜剧并驾齐驱，成为英国文艺复兴喜剧的两大潮流，并直接影响了 17 世纪的王朝复辟喜

剧。本·琼生在城市喜剧中以一种更加现实的风格虚构了“流动性”的城市共同体，代表

了英国民族想象从农业走向资本、从固定走向流动的趋势。

然而，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文学逐步发展成一个更具包容性和现实性的文学

传统，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共同体不断被想象和建构，尤其是在社会观念流变明显的转型时

期，如狄更斯的城市小说和艾略特的城市诗歌；文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围绕伦敦展开共同体

想象，与各自时代的社会现实形成或批评或歌颂的互文，也与各自时代的乡村共同体形成对

话。但是，以乡村庄园为场域的乡村文学始终在英国文学传统的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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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的共存和对话也始终是英国文学传统的重要特征。文艺复兴之后，英国文学一方面朝

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向展开了外向型和扩张型的帝国共同体想象；另一方面，也存在

不断向内看、向后看的回溯式乡村共同体想象，乡村庄园始终是英国人实现身份认同和民族

想象的重要载体和文化记忆。

注释［Notes］

［1］本文中所引用的本·琼生散文《发现》（Discoveries）、喜剧《人人高兴》（Every Man in His Humour）和
城市喜剧《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均选自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Ben Jonson。引文由本
文作者翻译，数字代表行数，为简洁起见，The Alchemist 缩写成Alch.。

［2］本文中的两首乡村庄园诗《致潘舍斯特》和《致罗伯特·罗斯爵士》选自Ben Jonson and the Cavalier 
Poets，数字代表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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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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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比较文学基本上是一门研究西欧地区的学科。学者主要分析同一

传统中的作家，却很少将比较作为真正的问题来谈。通常而言，比较的对象之间存在明显

的“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而对那些不存在直接关联的作家，人们也可根据共同的

文化或理论概念，如“浪漫主义”（Romanticism）、彼特拉克主义和“小说”（novel）这类

欧洲的术语来进行对比或比较研究。不过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东 /西方研究的发展，比较的

问题成为一个新议题。从那时起，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便逐渐拓展到世界各国的文学研究领域，

人们愈发渴望建立一个可行的理论框架。

世界的文学文化从古发展至今，其多样性对任何一种文学史或理论框架都提出了巨大

的挑战。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理论家以文

学为参照提出自己的观点时，他们通常都建立在相当具体的文学档案之上。如迈纳（Earl 

Miner）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利用前现代英语诗歌和日本诗歌进行比较诗学研究；而在迈纳之

前，弗莱（Northrop Frye）和布鲁姆（Harold Bloom）等人则精研英国浪漫主义作家。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这些具有时代和文化特色的理论来研究现代英国文学或日本文学？当我

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比如美洲、非洲或大洋洲，我们是否可以正确地运用这些理

论？比较文学研究者在文学理论方面长期的交流互鉴使外国文学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而非简

单。如果中国或美国学者用巴黎或法兰克福的理论来研究巴西小说或梵语诗歌，那么有多

少东西会在这种“三角贸易”中遭到扭曲或遮蔽呢？

有时理论家们自己也认为，将理论运用于其诞生的语境之外是错误的。卡勒（Jonathan 

Culler）曾指出，意义的互文性“使得文学研究本质上是比较性质的，但这也导致了另一种

情况，即可比性取决于同一种文化体系这样一个能够进行比较的共同场域”。他提醒道：“人

们对话语的理解越深入，就越难在西方和非西方文本之间进行比较。”（268）当然，理论可

以被错误或机械地套用在新的文本上，但如果缺乏分析和联系来充当理论的基石，那么被

比较的传统之间也可能因国家、时期、体裁、性别和阶级不同互不关联，甚至相互抵牾。

一旦研究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和思维框架，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如何阅读一

个完全陌生的文本，而不将我们业已熟知的文学常识和理论模型带入这一文本中来？地方

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有效规避笼统的普遍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异域想象，但作为比较研究者，

我们经常需要跨越国家和语言的界限。不论我们如何努力地向大师巨擘学习，研究仍不免

有隔靴搔痒之感。就连那些鼎鼎大名的专业学者也都是经过中介才得以掌握丰富的地方知

识。不论这些学者是来自圣保罗、内罗毕、北京还是卡拉奇，他们在研究肯尼亚小说或乌

尔都诗歌时也常常是基于自己的批评或理论框架，而这些框架大多发端于欧洲或北美，其

文学档案也和他们的研究对象相去甚远。

在涉及前现代文学时，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过去是一个

陌生的国度；那里人的处事方式和我们不同”。与文化流变的主题相呼应，专业读者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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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论文《想象的家园》（“Imaginary Homelands”）开头，而

不是在哈特利（Leslie Poles Hartley）小说《送信人》（The Go-Between）的首句读到这句

话，尽管后者才是它的原始出处。哈特利小说的背景是 1900 年的英国。如果仅仅半个世纪

的时间就能让一个人的祖国变成一个陌生的国度，那么当我们回望几个世纪以前，这一落

差会有多大？尽管我们尽力重现作品中的前现代价值，但很难抹去自己在成长教育过程中

所学的现代知识，而且如今的主流理论话语基本上源自过去两百年的文学，是现当代的产

物。我们如何能正确地运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巴黎提出的理论或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在加尔各答提出的理论（基于他在纽约州北部取得的博士研究成果）来分析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或印度诗歌？当理论的传播范围不再局限于巴黎和美国，而是涉及多个

迥然不同的文化领域时，翻译、传播和接受的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

与此同时，各种新素材和物质条件为我们修正和完善理论，亦即为检验理论的合理

性、克服其局限性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受东 /西方比较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启发，人们数

十年来都在将理论引入西方以外的世界，但这一工作并未完成，其中一大原因是“理论”

基本上仍然是欧洲和北美的话语。欧洲或北美一系列经典或超经典的理论著述在世界各地

广为流传，甚至连那些拒绝给文学作品冠以“伟大著作”之名的批评家也都在阅读这些理

论。正如克里希纳斯瓦米（Revathi Krishnaswamy）所言，关心政治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通常

高度怀疑那些“将整个（第三）世界文学作品理论化的宏大元叙事”，比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莫莱蒂（Franco Moretti）在美国提出的那些理论。“但即使是在这些怀疑论者

中也很少有人提出要重新审视理论以破除比较文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结果导致如今只有

世界文学，没有世界文学批评”（400）。克里希纳斯瓦米认为，只有当比较文学学者开始深

入研究其他地区的理论话语时，欧美理论的霸权才会被打破。她以泰米尔语为例指出，这

种语言虽具有悠久的诗学传统，但在印度本土和海外却深受忽视。

在将比较研究拓展至现代欧美世界之外的文本时，学界需要注意这些素材之间的关键

差异。很多时候，大都市批评家会在非西方文本中遇到他们十分熟悉的观点——无论是早期

比较研究中常见的东方主义修辞（认为东方是无时间的），抑或是詹明信近来基于第三世界

研究所提出的民族寓言，还是当今西方批评家从全球小说中挖掘到的新自由主义批评。即使

在克里希纳斯瓦米的文章中也能看到这种倾向。她有力地证明了研究帕克蒂（bhakti）［2］诗

歌和诗学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是精英梵语传统的替代品：“由鞋匠、织工、牛倌、羊倌、贱

民和妇女等人创作的帕克蒂诗歌借鉴了民歌和警句的口头传统，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传统、

寻求精神解放的愿景。”（410）然而，当她聚焦于 12 世纪女诗人玛哈德薇（Mahadeviakka）时，

她所提出的论点和现代世俗女权主义并无二致。她认为玛哈德薇“一再抱怨女性受到的限

制，无论是父母、丈夫和姻亲提出的无理要求，还是智者和祭司施加的巨大阻力”。梵语传

统中的“爱情主题，即信徒和神祇间的悲欢离合［……］实际上不过是社会越轨和精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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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等颠覆性思想的拙劣障眼法”（411）。帕克蒂诗歌和梵语传统的关键差异几乎再明显不过

了，但它与当代西方关注的问题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克里希纳斯瓦米认为，欧美世界向其他理论传统学习的能力受到了殖民者原有好恶的

长期影响。她举例说明英国东方学家对印度古典梵语传统推崇备至，却忽视了泰米尔诗学

等源远流长的传统。这一做法正符合他们的观念，即前现代亚洲是永恒智慧的宝库，因此

其现代文化可任由殖民者统治。克里希纳斯瓦米指出，独立后，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采取

了类似的立场，通过将梵语和印地语置于印度其他二十种文学语言及地方传统和达利特传

统之上，以加强印度的统一。她的观点与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不谋而合，后者揭示了非洲精英如何在独立后仍然长期延续旧殖民

模式，两者的契合恰好说明非欧美的理论之间或许能够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

一、比较不可比较的事物

自 2000 年以来，比较研究者更加注重保持跨文化比较的公正性。比利时古典学家德

蒂安（Marcel Detienne）的方法论著作《比较不可比较的事物》（Comparer l’incomparable/

Comparing the Incomparable）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探讨。德蒂安在书中介绍了

他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的一个研究小组，该小组成员由人类学家

和历史学家组成，致力于全方位探索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在该书第二章“构建可比性”中，

德蒂安指出，比较文学研究者不能只聚焦于保持密切往来的邻近社会，而应该把目光放得

更远。他主张采用“对比的方法”，而不是寻求“对等”或“相似”（compare 和Vergleich 等

词的词根含义，斜体为原文所有），因为通过这一方法，“人们可以发现认知的失调，或者

简单来说，可以发现其他阐释者和研究者忽略的细节或特征”（Comparing  23）。

为了将这一对比方法付诸实践，德蒂安的团队开始探索几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发源地

和起源神话，研究人们如何通过有关开国元勋和国家诞生地的故事建立领土意识。在此过

程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为了实现研究目标，德蒂安召集了一批研究非洲、日本、

美洲和地中海地区早期文化的古典学家和人类学家。项目开始时十分顺利，但随后日本学

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对象很容易从“清晰可辨”的建国及国家缔造者的故事变成一系

列与领土化相关的旅行、活动和仪式，但领土化不同于、甚至先于实际的建国。

然而，当我们遇到如下不可比较的案例时，我们所经历的冲击可谓发人深省。有

一天，两位在研究过程中长期保持沉默的日本专家突然发言，他们无奈地表示，

根据现有最古老的文献，日本根本没有建国和国家缔造者的记载。（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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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蒂安对日本学者的遗憾感到惊讶，但并没有请他们离开小组。“我对他们表示了衷心的谢

意，并且告诉他们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思考‘立国安邦’的真正含义了。受到这个不可

比较的事例的启发，诸如‘建立’这类熟悉的词语开始变得模糊、飘忽不定”（26）。德蒂

安说在这次事件后，他的团队开始奉行“多元比较主义”（plural comparativism），以“消除

‘建立’一词营造的清晰假象”，从而使他们能够对“‘建立领土’在不同社会中的含义进行

概念分析”（27）。

德蒂安认为多元比较主义既是道德理想，也是知识理想，是避免让历史文化的多样性

淹没在普遍主义（以我们自身向外投射的价值观为基础）大浪中的最佳方式。德蒂安团队

的研究体现了他根除顽固偏见的策略。他没有试图创建一个年鉴学派式的“团体”，而是

汇聚了具有不同背景和观点的成员，他们彼此密切合作，逐渐形成一个集体的“我们 /我”

（nous-je）。德蒂安的译者将这个新词翻译成“a we/I”（Comparing 27），虽然保留了该词的

代词形式，但却遮蔽了它和希腊语νοûς（意为心灵）形成的潜在对话。正如历史学家不能

只挖掘中世纪农民的群体心态，他自己的心态也需要重新调整。每个比较文学学者“必须

同时是单数和复数”，但学者们无法独自达到这一状态。“要使‘一个’比较文学学者变成

复数，就必须让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组成一个小团体，他们一起研究，甚至一起犯错，而

且还愿意一起讨论交流”（24）。

德蒂安在该书增订版（2009 年第二版，尚无英译本）中重新抨击了民族主义学术。他

增加了三章来剖析法国古典学家和人类学家所构造的“不可比较”的法国民族神话，这一

神话源自一个同样不可比较的古希腊。他以“超越梵蒂冈和它的香榭丽舍大街：回归可比

较性构建的艺术”为题作结（Comparer  169-73），并在结尾讽刺了 2008 年 9 月教皇本笃

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与萨科齐（Nicholas Sarkozy）之间的会谈，但他没有直呼萨

科齐之名，而是称他为法国的“最高祭司”。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堪称来访教皇的世俗

乐土）举行的会晤中，两位领导人就法国与天主教之间的密切联系达成了共识，即认为这

种联系是古希腊思想与希腊—罗马基督教相结合的产物。德蒂安在全书结尾呼吁学者们采

取一种“不协调”的比较研究以消除种种起源神话，并“摆正自己的位置”。尽管他承认“任

何一种比较人类学都不是万能的”，但他也表示，“一种实验性和建设性的对比研究可以有

效地帮助我们和自己保持距离”（173）。

德蒂安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但我们到底能与自己保持多大的距离呢？或者说，一个流

亡海外的学者能够真正做到去国离乡吗？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执教多年后，德蒂安本

人也没有完全摆脱他和美国及美国思想界的亲缘关系。德蒂安对自身学术理想的定位和

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有着莫大的关系。那时，他受到了巴黎古典学家

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的双重熏陶，这些人包括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洛罗（Nicole 

Loraux）、维达尔 -纳凯（Pierre Vidal-Naquet）和列维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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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世俗世界主义的过程中，德蒂安提出全球游牧主义（global nomadism），在世界各

地寻找具有启发性的差异模式：“一个试图确定自身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者必须能在没

有护照的情况下到处走动。”他说，“而且还总是带着一堆的问题，就像是对一个广阔无

垠的领域进行地毯式调查”（Comparing  24, 27）。尽管德蒂安与他之前的同行有很大的不

同，但这种表述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在《千高原》（Mille 

plateaux）中提出的“游牧科学”（nomadic science）存在明显的契合，也呼应了列维-斯

特劳斯对其学术研究的自嘲：“我的智慧是新石器时代式的。就像原始的草原野火，它有

时会照亮一些未被探索的区域；有时会给那些区域带来养料，从中带走一些收成，然后继

续向前推进，留下一片焦土。”（53）你或许可以带游牧者走出巴黎，但未必能将让他忘

却巴黎。

二、没有霸权的比较

在过去的十年里，不断有人撰写专著和论文研究“没有霸权的比较”这一问题。菲

尔斯基（Rita Felski）与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合编的论文集《比较：理

论、方法与应用》（Comparison: Theories, Approaches, Uses）在这方面极有启发意义。论

文集的首篇文章是拉达克里希南（Rajagopalan Radhakrishnan）的《为什么比较？》（“Why 

Compare?”）。拉达克里希南在其专著《失衡世界中的理论》（Theory in an Uneven World）

的基础上指出，比较研究难免存在高下之分。他认为比较的两个对象中总是有一个主导另

一个，“只要轴线上的一端得到了认可，那么另一端则会一直被人误解”（19）。这篇文章随

后在弗里德曼的《为什么不比较？》中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弗里德曼在列举了拉达克里希南

等人反对比较的理由后指出：“我们之所以比较，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出现比政治

错误和脱离语境还要严重的问题。不比较的伦理是什么？拒绝比较也是一种政治行为，由

于没有挑战等级制，它可能会使等级制卷土重来。”（36）苏源熙（Haun Saussy）也重新思

考了比较研究的霸权问题：“和很多人类学家一样，我们都对虚伪的普遍主义心存警惕。我

们对它的厌恶使我们对整个比较事业都产生了怀疑。”针对拉达克里希南的论断，即比较使

一方“一直被人误解”，苏源熙指出：“与之相比，更恰当的做法难道不是承认比较研究的实

质问题在于，它过于简化研究对象，严重忽视作品意义生成的原初语境？”（67-68）

这些年来一直存在争议的是，比较研究应该扩展到多大的范围。拉达克里希南倾向于

以单一国家或帝国历史为基础的地方比较，而研究中国和欧洲文学的苏源熙则认为，后殖

民学者不能只通过单一的帝国语境来规避“比较的恶魔”。［3］他进一步说道，当如此多的问

题和可能性远远超出了国家的框架时，跨文化比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而坚持把

国家作为我们的思维单位无助于这项研究”（73）。苏源熙反对“世界文学”这一称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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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长期以来是探索这个问题［4］的一条途径，或者换个直白

的说法，是造成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的一个原因”（69）。然而，在论文集的另一篇文章中，

张隆溪捍卫了世界文学研究，他的观点和苏源熙对拉达克里希南的回应相似。正如他在《从

比较到世界文学》（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一书中所言，张隆溪在这篇文章

中指出，不论是针对某一地区内部的文化，还是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当比较研究误入歧

途时，地方性知识会被包装成普遍知识的欧洲价值观取代（“Crossroads” 46-63）。事实上，

张隆溪并不反对普遍性的观点，他同样借鉴了中国和西方传统以突出“东方”与“西方”

的共同点，打破二者的截然对立。而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在《强力的对峙：从两分法到差异

性的中国比较研究》（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一书中对这一点进行了批判。

在名为《没有霸权的比较》（“Comparison without Hegemony”）的探究性论文中，梵文

学家波洛克（Sheldon Pollock）提出要“在有限的案例中发现同与异，以便更好地理解研究

的问题，并从偶然因素中筛选出‘关键’因素，甚至有可能的话还包括‘因果’关系”（191）。

他十分关注拉达克里希南等后殖民学者所指出的问题，即比较文学学者讨论的案例很少处

于同一层面。波洛克注意到，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因为文化权力或帝国历史各

不相同，还因为我们的研究往往是从熟悉到陌生的。正如他所言：

在自我意识的理想状态下，这一过程可以被简单地视为阐释学循环的变体：B

只有在ABCD的整体语境中才具有特定的意义，但是这个语境又只有在我们已经

知道A、B、C、D各自含义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我将证明，比较循环和阐释学

循环一样也可以是良性循环。通过概括A以确定B是一个帝国（或“帝国”）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探究B和A之间的差异来纠正我们的概括。（198）

然而在很多时候，“理想状态并未出现，当一个特定的对象被提升为‘标准’时，良性循环

也就变成了恶性循环”（198）。波洛克以黑格尔为例指出，后者之所以对梵文史诗存在误读，

是因为他拿《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为衡量的标准，认为它们才真正体现了“史诗的

本质特征”（200）。波洛克主张要时刻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思维模式可以被视为是普遍的。

意识到这一局限性［……］对解决比较研究自身的问题至关重要”（190）。他的结论是“尽

管比较是必要的，但内在于比较方法中的等级意识却需要摒弃”（202）。

在后来的《比较的难题》（“Conundrums of Comparison”）一文中，波洛克不仅提倡自我

意识，还提出要通过所谓的“方法论世界主义”（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来实现无

霸权的比较研究，这种多元的视角可以帮助人们在比较印度的“史”（itihāsa）和中国的“诗”

等形式时完全摒弃欧洲的术语（282）。这种“差异比较”完全不同于相似性研究，它涉及：



103大卫·达姆罗什  文逸闻/译  对位比较 外国语言与文化

分组讨论的新方式，要通过偏离中心的比较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分析

对象相互映照，尽管各不相同（而且往往是截然不同），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高低、

优劣之分。在摆脱了对事物本质（如史诗、历史或国家的真正含义）的妄想后再

来比较，你就能更好地把握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更准确地说，它的特殊

性只有在和其他事物比较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显现出来。（286）

谢明在《比较的条件：关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思考》（Conditions of Comparison: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Intercultural Inquiry）一书中对跨文化比较的认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谢明认为比较研究者应该在二阶反思中进行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比较通常关注实际研究结

果，即相似性或差异性本身，而比较主义研究和比较或思考如何（不）比较的行为更关注

意义是如何构成的。”（38-39）他没有像通常那样把“比较主义者”（comparativists）用作“比

较研究者”（comparatists）的同义词，而是用它来指代那些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学者，他们

的研究能够揭示出自身知识型中“未被思考之处”及外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知盲点。

在谢明看来，“未被思考之处就像是不可翻译之处，因为不可翻译不仅意味着从一种语

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失败’。相反，不可翻译还指涉了翻译和知识的本体论条件”（44）。

谢明引用伯克（Kenneth Burke）的“非协调视角”（perspective by incongruity）指出：“作为

一种认识论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批判性研究模式，比较具有深远的政治和伦理意义。批判

性比较不仅仅是比较现有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在比较中对它们进行分析。”（49）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意识到自身所推崇的相对主义的相对性，从而达到“所谓的相对的普

遍主义——一种能意识到自身局限和问题的普遍主义”（127）。

这种相对主义的自我意识并不需要我们放弃现有的概念词汇，因为即便能够放弃也无

济于事。改变术语并不一定会给文学研究带来富有意义的变化，就像卡特（Jimmy Carter）

总统斥责治理通胀的专家卡恩（Alfred Kahn）那样。卡特警告卡恩高通胀可能导致新的“萧

条”，于是卡恩便拿“香蕉”来指代“萧条”这个禁用语，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但香蕉生

产商很快提出了反对意见，卡恩又只好拿“金橘”代替“香蕉”。不管如何称呼，概念的本

质都不会改变。

三、对位阅读迦梨陀娑

当我们以两种不同的文化或理论为观照来阅读一部作品时就能实现跨文化比较。即使

我们从现有的参照系出发，也是有可能通过对位阅读（在萨义德的概念意义上[xxv]）来建

立一种无霸权的比较模式。这既不是一味吹嘘我们所熟悉的参照系，也不是完全放弃我们

自己的见解。真正的对位阅读应该摒弃如下观点，如说《红楼梦》的拉康式解读才能真正



104 第7卷 第3期
2023年9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揭示小说长期隐含的意义，或者反过来，认为外国的理论视角只会扭曲《红楼梦》的真正

内涵，它只能在清代诗学的语境中加以理解。

笔者将以迦梨陀娑（Kālidāsa）创作于公元 5 世纪前后的《云使》（Meghadūta）为例来

说明这一问题。迦梨陀娑是亚洲最早受到欧洲称誉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奠定了南亚文学

在早期比较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东方学先驱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于 1789 年翻译了他的戏剧《沙恭达罗》（Shakuntala）。公认的迦梨陀娑作品还包括若干首

经典叙事诗，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云使》（英文直译为“Cloud Messenger”）。该诗以千里传

书为题，讲述了小神仙药叉和爱妻分别的故事：主人公药叉被他的主人财神俱毗罗逐出喜

马拉雅山上的宫廷，流放到南方。由于十分希望能给爱妻传信，药叉便委托一朵雨云向北

寻找他的妻子，向她传达他忠贞不渝的爱意。全诗共 111 节，在诗中药叉主要描述了游云

的必经之路和沿途秀丽旖旎的风光，最后想象了雨云和他妻子相会的情景。

《云使》表现了恋人相思的普遍主题，但自从 1814 年琼斯在加尔各答的弟子威尔逊

（Horace Hayman Wilson）首次将其翻译成英文以来，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地方知识的重

要性，因为迦梨陀娑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了当地的地名、神话、山川草木、花鸟虫鱼和史诗

传统。同样重要的还有印度本土的诗歌理论。如笔者在拙作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两

千年前婆罗多（Bharata）的《舞论》（Nātyaśāstra）开始，一批梵语诗人和学者都在讨论

诗学和诗歌语言的问题。但是在 1814 年，由于西方学者刚刚开始接触梵语诗学，威尔逊

在翻译时不得不依靠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诗歌概念。而如今我们能通过对比古典梵语

理论和现代西方理论来解读《云使》，从而加深对迦梨陀娑诗歌的理解，这比单一视角的

研究要丰富。

1976 年，美国诗人兼翻译家内森（Leonard Nathan）以双关标题《情使》（The 

Transport of Love）出版了《云使》的详注译本。内森一直努力让译文忠于原文，他甚至在

译文旁的对页上附上了梵语原文。在其翔实的引言和尾注中，内森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和文

化信息，尽力弥合亚洲与美国、古代与现代之间的鸿沟。他在译著中还保留了一些不可翻

译的内容和外来术语，并在文末附上了一份词汇索引表。即便如此（萨义德或许会对此表

示赞同），内森的翻译仍然带有简单化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尽管他引用了大量的文化信

息，但他常常透过美国新批评的视角来解读迦梨陀娑，同时还在哲学上将迦梨陀娑与其同

时代的地中海作家相提并论，这种做法比威尔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曾对迦梨陀娑与奥

维德和贺拉斯（威尔逊曾称贺拉斯是“优雅的弗拉库斯”[145]）进行了比较。内森的新

柏拉图主义倾向在其引言中已初现端倪，比如他认为迦梨陀娑很不符合西方人的认知：“关

于印度人对诗歌的期待及其实际创作，我们并不认同其中两大要点。首先，人不是通过自

身对不断变化的经验世界的感知来理解现实的，而是超越它，进入一个永恒和理想的世界

［……］因此，诗歌是一种体验表象之外的现实的方式。”（3）印度不像西方，“后者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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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将现象世界视为现实世界，不管它之外还有什么”（4）。

在内森看来，迦梨陀娑的诗表现的不是物质现实，而是一个不变的社会和宗教世界，究

其实质是伯顿爵士（Sir Richard Burton）眼中的无时间的东方。在这个无时间的秩序中，内

森邀请我们领略“理想世界的和谐，它的美，存在于大与小，高与低，玄妙神秘与稀松平常

之间深刻的关系中，看似对立却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9）。在他的评论中，内森以新批

评的方式解读《云使》，将其视为一个平衡的讽刺结构，其中每个意象相互交融，形成了一

个有机的整体，既不失优雅也不失趣味，同时还具有严整的社会秩序。尽管诗歌开头几节描

写了药叉的孤寂、无助、深情和伤感，但我们不应该把他内心的悲痛太当回事，因为从西方

意义上说，他并不是真正的人物。在内森的解读中，药叉只是诗人借以意淫的幌子而非受难

者形象。相反，诗中最抽象的实体雨云才是真正的主人公：“如果《云使》中有任何真实的角色，

那就是雨云。通过药叉的情色想象，它成了一个复杂的磁力中心，连接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7-8）从诗的第99节开始，爱情和语言的力量汇集在药叉对雨云的托咐之词中，内森称之为“全

诗的音调高潮”。在这里，药叉的言语表现了古典梵文中情侣别离的母题，即爱情不因分别

而告终，反而因此变得更加浓烈。药叉说道：请告诉她，

他为厄运阻隔在远方，怀着心心相印的愿望，

他只有任凭清癯消瘦，凄怆悲痛，频频叹息，

热泪纵横和焦灼不安，来配你的瘦弱可怜，

凄凉伤感，长吁短叹，珠泪盈腮和满怀焦急。（81）［5］

内森的阐释框架有助于我们解读以上诗节，但却难以合理解释其余内容，作者在这些部分

里着力突出了隐喻无法恰当表现本体和喻体的对应关系。比如下文云的比喻就暗示了视觉

的失真：

我用红垩在岩石上画出你由爱生嗔，

又想把我自己画在你脚下匍匐求情，

顿时汹涌的泪水模糊（clouded）了我的眼睛，

在画图中残忍的命运也不让你我亲近。（83）

在整首诗中，有序、和谐的场景不断被极度混乱和偶然的意象打破。虽然该诗洋溢着幸福

和满足之情，但它也不乏对痛苦、暴力和空虚的描写。在诗的开头，药叉的云使并没有被

塑造为意义和交流的“磁力中心”，而是一个瞬息万变、神秘莫测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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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烟光水风结成的一片云彩？

什么是只有口舌才能够传达的音讯？

药叉激于热情就不顾这些向云恳请，

因为苦恋者天然不能分别有生与无生。（19）

在这一节里，与其说雨云是柏拉图式的“理式”（form），还不如说它是一个飘浮的能指。

熟悉德里达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诗中许多段落是为阐明解构主义中意义的延宕和自我消

解而量身定制的。雨云非但没有直接传达药叉给爱妻的“信”，它反倒踏上了一个没有尽头、

不断延宕的旅程：

朋友啊！我知道你为我的爱人虽然想快走，

却仍会在每一座有山花香气的山上淹留，

但愿你能努力加快脚步，假如见到有孔雀

以声声鸣叫向你表示欢迎而珠泪盈眸。（Nathan 31）

在此，药叉设想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双重延宕：雨云反复驻足于花香弥漫的山峰上，只是为

了推脱孔雀的盛情邀请，它才移到下一个山峰，并在那里停留片刻，推迟传递一直延宕的

口信。在德里达将《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交给出版商的 1500 年前，便有雨云这个“延

异”的信使了。

诗中写到，雨云掠过了一片充满暴力的土地。药叉告诉云朵“取来晚霞的鲜玫瑰色的

红光化作圆形，使大神不再想去拿那新剥下的象皮”（39）。在内森中庸、和谐的解读中，

这类场景往往遭到忽视。又如在第 48 节中，雨云经过俱卢古战场，在那里“阿周那曾把

千百支利箭洒向帝王头，正像你［6］把无数雨点洒在莲花脸上”（47）。在注释中，内森介绍

了这个史诗中的暴力场景，但却否认它带有暴力意味：

迦梨陀娑能将一切事物纳入诗歌所编织的复杂关系网之中，但他在诗的第 48

节中却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在那一节里，雨云来到了俱卢古战场。在史诗《摩诃

婆罗多》（Mahābhārata）中，大批士兵在此厮杀搏斗，只有少数英雄生还。这一典

故背后的传说是如此的宏大，几乎家喻户晓，如果诗人对它大加渲染，他反而会

打破全诗既定的非英雄主义基调。事实上，诗人将史诗英雄阿周那的不朽战功置

于背景，仅仅用它来比照倾盆大雨对娇弱莲花的冲击。（100）

这个启示录式的暴力场景也许只是用来表现一个微妙的比喻，但可以看出，内森重在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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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和谐化的解读，而非证明迦梨陀娑的才华“在此遭遇了严峻的挑战”。

在诗的结尾，社会和个人因素交织在一起。雨云受托安慰药叉的妻子，向她转告药叉

平安无恙的消息及其思念之情。为了向妻子证明云使所言非虚，药叉便向她说起了他们夫

妻过去的一件隐事。这一想法很好，但是药叉选择了一个奇怪的逸事作为证据：

告诉她我说过：“有一次你和我交颈同眠，

入睡后你忽然无缘无故大声哭醒；

我再三问时，你才心中暗笑着告诉我：

坏人啊！我梦中见你和别的女人调情。”（87）

向远方的妻子提及不忠的话题，这真的合适吗？用德曼（Paul de Man）的话来说，这则隐

事或许会抵消自我，恰恰制造出它本应缓解的焦虑。在这里，内森的和谐化解读再次受到

严峻的考验，但他给出了解决之道：“通过向妻子讲述只有他俩才知道的隐事，药叉使这则

口信显得更加可信。凭借高超的智慧，他以一则幽默的逸事来博取爱妻一笑。”（110）这真

是智慧高超的吗？

在一面自称忠诚，一面又自损形象后，药叉开始担心雨云难以传达他那模棱两可的口信：

好友啊！你是否已决定为朋友办理此事？

我决不认为你的沉默就是表达拒绝；

你不声不响时还应饮雨鸟的请求给他雨水；

善人对求告者的答复就是做他所求的一切。（89）

内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但他看似无理论的解读并非没有理论支撑，而是实际

上把自己所熟知的新批评理论应用到了梵语文学。总而言之，我们并不认为内森真的揭示

了《云使》的神奇魅力，而引入解构的视角可以让我们注意到那些被内森忽视的重要元素。

然而，我们也不能轻易断言，朴素的新批评已经被严谨的解构所取代，后者揭示了迦梨陀

娑偏好暴力而非秩序、不忠而非忠诚、延宕而非圆满的秘密倾向（就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说德里达敢于挑战维姆萨特（William Wimsatt）［7］都不敢涉足的领域，这似乎又犯了时代

错置的错误。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云使》，我们可以借鉴印度 9 世纪学者欢增（Anandavardhana）的

经典梵语诗学论著《韵光》（Dhvanyaloka）。作品后来在新护（Abhinavagupta）所作的《韵

光注》（Locana）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欢增和新护都曾多次引用迦梨陀娑，他们的研究

为人们了解梵语诗歌一千年前的阅读方式提供了不少洞见。从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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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烈的社会气息。欢增和新护并不认为该诗表现的是丈夫独自一人时说给远方妻子的

心里话，或是他的自言自语。两位学者透过诗歌看到了一幅繁华热闹的社会画卷，他们也

十分关注叙述者和周围社会环境的伦理互动。这一点和《罗摩衍那》（Ramayana）中那个讲

述自身诗律起源的故事［8］有异曲同工之处（Damrosch 122-64）。

欢增和新护独特的社会诗学源于千年的梵文传统。在它的观照下，我们能够以一种与

西方诗歌研究截然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云使》。尽管药叉和妻子天各一方，但他们的感情却

因雨云途中所遇之人和所见之物得到了维系。作为读者，我们和这些中间形象产生了共鸣，

就像和这对身处意指链两端的情侣产生共鸣一样。当雨云启程时，

旅客家中的妻子掠起发梢向你凝望，

望见你升向天空，便满怀信念而安心。（Nathan 21）

在这里，记忆是一个关键的词语，呼应了欢增和新护的诗学理论。两人极具影响力的“味

韵说”（rasadhvani）解释了一系列问题，如观众如何在观看他人受难的场景时避免无法自拔。

当诗歌叙述者因不幸或离别而悲伤时，其痛楚会激起我们对过去类似事件的记忆。比照这

些创伤记忆和诗中场景，作为听众的我们会对叙述者产生怜悯之心，自身的记忆也会得到

净化，最后走出自我痴迷。如新护所言，通过这个过程，自我的悲伤“变成了悲悯（flavor 

of compassion）”［9］，“与普通的悲伤不同，它熔铸了个人的思想”（Ingalls et al. 115）。梵语

诗歌强烈的社会关怀造就了怜悯的伦理学和诗学。

根据这种解读，我们不妨转向《云使》的最后一节，这里可以看到内森恰当地译出了“怜

悯”这一关键词：

你应我的不情之请，肯对我施此恩惠，

不论是出于友情还是对我独居感到怜悯；

云啊！雨季为你增加光彩，此后请任意遨游，

但愿你一刹那也不和你的闪电夫人离分。（89）

我们不能将迦梨陀娑浮动的能指视为德曼式绝境的象征，好像雨云在途中永远无法实现隐

喻意义的转述，只能经历转喻的消解。然而，要说解构式解读被印度本土的权威诗学所推翻，

也不正确。欢增和新护的时代距迦梨陀娑有 500 年之远，他们为多元且近乎碎片化的印度

诗歌传统建立了体系。他们既是神学家也是修辞学家：他们有自己的考虑，就像儒家注经

者将《诗经》中的艳情诗寓言化，或者像圣经阐释者弱化《传道书》的激进思想那样。[10]

欢增和新护淡化了激情跨越同情边界的倾向，不像迦梨陀娑那样使他身处的伦理框架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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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德里达和维姆萨特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云使》中那些无法由“味韵说”解释的维度。

同样，在梵语诗学的观照下，我们也能避免直接套用当代理论解读那个充满怜悯之心的雨

云的延宕式旅程。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那几个长期受比较研究界关注的国家之外时，一幅全新的比较景观

将呈现在眼前。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当代之前的文学传统，采用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在 75 年前提出的历史透视主义，并将自己所处的时空与研究对象的时空背景相结合，眼前

的景致或许会更加开阔。无论是个人还是合作团队，我们都可以实践多元比较主义，开展

多元研究，检验和修正我们在研究中所建构的美学、政治和历史框架。这是当下操演对位

比较的最佳方式。

（本文来自“Contrapunt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vol. 6, no. 1, 

2022, pp. 52-65。）

注释［Notes］

[1] 关于本文所探讨问题的深入分析，参见David Damrosch,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尤其是第七章“理论”

和第八章“比较”，本文改编自以上两章。另外，本文译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师。

[2] “帕克蒂”又译为“虔诚”，指的是人对神的“敬仰和崇拜之情”。帕克蒂运动是印度中世纪重要的宗教改
革运动，与之相应的印度中世纪文学可以说就是帕克蒂文学。参见邓兵：《印度帕克蒂运动与黑天文学》，
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111-16页。——译者注

[3]“比较的恶魔”指的是比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隐含的偏见和歧视等负面现象。比较之所以会成为“恶魔”，
是因为它可能强化或重申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观念（如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译者注。

[4] 即比较研究中的霸权主义。——译者注。

[5] 本文《云使》中译文均出自金克木：《梵竺庐集乙：天竺诗文》。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译文根据
翻译需要稍有改动。——译者注。

[6] 即雨云。——译者注。

[7] 威廉·维姆萨特（1907—1975）是美国新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译者注。

[8] 在《罗摩衍那》第一篇第二章中，作者蚁垤讲述了自己创造诗律输洛迦的由来。——译者注。

[9] “味”是梵语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国学者黄宝生根据古印度文艺理论婆罗多的《舞论》将“味”解释为“戏

剧艺术的感情效应，即观众在观剧时体验到的审美快感”。婆罗多将味分为八种，其中就包括悲悯味。参
见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1页。——译者注。

[10] 关于中国和圣经阐释传统的比较研究，参见Zhang Longxi,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Cornell UP,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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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波·阿塞奎诺拉扎（Fernando Cabo Aseguinolaza）看来，“比较文学——无论是

最初作为文学共和国，还是后来作为用来界定各民族文学之间关系的地理文化空间——其

存在都是建立在欧洲文学的概念之上”（420）。事实上，他指出，“文学是一个欧洲概念——

无论是从发展谱系，还是其与字母文字和书籍（the book）的根本联系来看，文学都体现了

最彻底的欧洲中心主义”，因此，“某种程度上，谈论欧洲文学也是多余的”（419）。从这个

角度看，欧洲文学成为所有文学的“衡量标杆”，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讨论“世界文学”

也是多余的，因为人们认为两者是等同的。然而，“欧洲文学的概念已落后于全球力量达到

的新平衡，也滞后于我们对 19 世纪文学概念中悖论和不足的认识”。如今，欧洲文学“不

可避免地带有过分正统和自我陶醉的意味，而其世界性维度也面临挑战”（419）。史书美

（Shu-mei Shih）、周蕾（Rey Chow）和克里希纳斯瓦米（Revathi Krishnaswamy）的论述从

不同角度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

在讨论 21 世纪之交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指导范式再度兴起这一现象时，史书美认

为：“虽然许多学者在重申世界文学的概念时，都会象征性地为其欧洲中心起源而感到抱歉，

却鲜有人分析欧洲中心主义本质上的等级结构和不平等。”（16）由于“西方”是认可的主体，

而“‘其他地区’是表征过程中受到认可的客体”（17），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忽视、无

视、避而不谈，或者至少误认了与自身差异甚大的文学对象。周蕾呼吁建立“新”的东西

比较研究方法，让亚洲文学摆脱她所说的“后欧洲与某某”情结（“post-European and [...]” 

complex），即，“欧洲”（和美国）作为比较研究的参考坐标，其阴影一直笼罩着“与”字

之后的比较对象。新的比较研究将为“其他差异替补［supplementarity］的可能性、以不同

的时间动态为中介的其他符号联结［……］等尚未实现的比较视角和仅仅处于初步设想阶

段的潜在比较范畴和内容”提供平台（307）。克里希纳斯瓦米批评了“普遍存在的预设，

即认为理论是西方哲学传统特有的产物”，而“非西方是异域文化的来源”，但“不能成为

理论的场所”（400）。她提道，唯一的例外——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也被认为仅仅是

对西方的回应”；“尽管比较诗学和东西方研究领域的学者试图通过关注殖民时期前的文学

传统（中国文学、日本文学、梵语文学和阿拉伯语文学）来挑战这一预设，但此类研究对

比较文学或文学的理论实践影响甚微”（400）。

问题在于：如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让我们依次讨论上述三个关注点。

实质上，史书美的批判可归结为西方比较学家、批评家、文史家和文选家在论述非西

方文学时，如何深受所谓“全能定义”（omnipotent definitions）影响的问题。例如，学界

常用“系统性”（the systematic）、“寓言的时差”（the time lag of allegory）、“全球多元文

化主义”（global multiculturalism）、“例外的特殊性”（the exceptional particular）和“后差

异伦理”(post-difference ethics)等术语来选择比较研究的时期、流派、作品、作者，以及

研究方法（16-30）。诚如我们所知，西方的世界文学选集编者和理论家在选编非西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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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时，常常拘泥于宗教和神话体裁，或者充其量仅选择其“古典”时期的文学，而将其

他任何与当代沾边的作品排除在外。莫尔顿（Richard Moulton）于 1911 年出版的第一部

英文撰写的世界文学专著就是典型的例子。该书只涉及对“英语世界人民”（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文学产生影响的非欧洲文学（9），因此他断然将中国和日本文学排除在

外，也很少提及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学。在探讨现代性以来的较近时期时，大多数学者倾

向于将欧洲 /西方视为世界范围内文学创新的源头和推动力，抑或是世界文学的最终裁决

者。在此，我们会立即想到莫莱蒂（Franco Moretti）和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类

似论述。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则指出，“文学和艺术现代主义的标准历史

预设了西方在创作主体上的主导地位，这不仅致使历史中的性别和种族‘他者’被边缘化，

而且几乎抹杀了西方以外——尤其是欧美帝国主义殖民下的‘他者’——的现代主义文化

生产”（“World Modernisms” 499）。我们还能想到，以欧洲为标榜的文学体系中，史诗作

为衡量文学是否全面发展的标准，长期以来让许多非西方文学遭受冷遇，恰恰只是因为人

们认为后者缺少史诗体裁。我们还可以说，只有那些符合欧洲 /西方价值评判，迎合西方观

点、偏见或符合非西方社会刻板印象的作品才能得到关注。对此，史书美例举了 20 世纪最

后十年的中国新电影。尽管史书美的这番话写于中国作家莫言获诺奖之前，但我们也可以

认为，莫言常被视为一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hallucinatory realist），因此也被西方“误认”

了（misrecognized）。

毋庸讳言，就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长久以来的学科实践而言，史书美的论述大多是正

确的。尽管如此，非西方文学的代表性不足和学科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等问题并非完

全没有引起重视。早在 1940 年，热拉尔（Albert Guérard）就对“东方的代表性严重不足”

深感惋惜，认为“世界文学一词显然是言过其实”，称该领域为“‘西方世界文学’：西方

人的文学——无论他们身处何方，或者已然西化的东方人的文学”更为准确（34）。弗里德

里希（Werner Friederich）颇为风趣地指出，美国大学所教授的世界文学只涵盖了（当时）

北约组织（NATO）成员国语言的四分之一，即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大概还有

彼时还不属于北约成员国语言的西班牙语（9-22）。艾田蒲（René Etiemble）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就曾呼吁将中国文学和阿拉伯文学纳入世界文学（“Faut-il réviser” 15-36）。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奥尔德里奇（Alfred Owen Aldridge）在《世界文学的重新崛起：亚洲与

西方研究》（The Re-emergence of World Literature: A Study of Asia and the West）一书中聚

焦亚洲比较文学。一年后，艾田蒲在一篇有关比较文学在中国再度兴起的文章中反问道：“当

一个人无视所有阿拉伯文学、所有印度文学、所有中国文学、所有日本文学、所有印度文学、

所有非洲文学等时，他还有资格自称为比较文学家吗？”（“Sur le renouveau” 9)。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史书美和周蕾等学者陆续发表文章，拉瓦尔（Sarah Lawall）主

编并出版具有开创意义的文学选集《阅读世界文学：理论、历史、实践》（Readi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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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Theory, History, Practice），人们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

的认识不断提高。如今，任何关于该学科的讨论几乎都必须承认这一传统的存在。与此同

时，在文学选集编选方面，拉瓦尔为 90 年代出版的一些诺顿文学选集担任联合编辑，最近

也与人合编了朗文文学选集（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主编）和诺顿文学选集（普赫

纳［Martin Puchner］主编）。在她的影响下，文学选集的囊括范围已远远超出欧洲语言文

学。或许，以上提到的文学选集也仍带有史书美所批判的“认可的机制”（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的烙印，助长了阿拉克（Jonathan Arac）所说的“盎格鲁-全球主义”（anglo-

globalism；35-45），让美国大学生认为世界文学基本上是美国文学的延续，是美国文学的后

花园——如果我们同意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21 世纪初在《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中对世界文学的批判的话。但不可否认的是，与早期文学选集编纂实践相比，

这至少代表了某种进步。近来，批评和理论领域同样有所发展——谢平（Pheng Cheah）

所著的《什么是世界？论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和马夫蒂（Aamir R. Mufti）的《忘记英语：东方主义与世界

文学》（Forget English: Orientalisms and World Literatures），以及收录了前文提及的弗里德

曼所写文章的《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都是

佐证。

弗里德曼于 2015 年出版的《地球上的现代主义：以历时挑衅现代性》（Planetary 

Modernisms: Provocations on Modernity across Time）直接回应了周蕾对新东西方比较方法的

诉求，不再将西方作为比较研究的参照坐标。事实上，弗里德曼明确指出，此书旨在从“地

球的维度重新考量现代性，‘不再思考’［unthink］西方将自身视为‘源现代性’［Ur-modernity］

的观念”（3）。弗里德曼在使用“地球的”（planetary）的概念时，援引了斯皮瓦克和更早

期的艾田蒲的倡议，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疆域扩展到整个地球，规避了世界文学

中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剔除了“全球”（global）一词中的技术经济意涵。此书拓宽了

现代主义的界限，囊括了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歌，洛伊（Arundhati Roy）笔下后殖民时

期的印度，美籍韩裔作家车学庆（Theresa Hak Kyung Cha）的《听写》（Dictee）等世界各

地的美学创新实例。同时，此处“modernisms”的复数形式也让弗里德曼的分析立足于当

今“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学术探讨中。该议题的提出大致可追溯至艾森

斯塔德（Shmuel N. Eisenstadt）的《比较文明与多元现代性》（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and 

Multiple Modernities）和《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在文学研究领域，有关

多元现代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芬奇（Norbert Finzsch）的哈莱姆文艺复兴研究（193-212）；马

斯托罗维奇（Gorica Majstorovic）的《全球南方现代性：现代主义文学与先锋艺术》（Global 

South Modernities: Modernist Literature and the Avant-Garde in Latin America）有关拉丁美洲

文学与 20 世纪上半叶印度及其他地区文学活动的研究；罗伯逊（Bruce Robertson）与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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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与美国的现代主义：作为生活的艺术 /作为思想的艺术》（Modernism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t as Life/Art as Idea）关于中国和美国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等。此外，相

关论文集还包括卡迪尔（Djelal Kadir）与勒伯曼（Dorothea Löbbermann）合编的《全球化

时代的其他现代主义》（Other Modernism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吉利斯（Mary Ann 

Gillies）、索德（Helen Sword）和姚铮（Steven Yao）合编的《环太平洋现代主义》（Pacific 

Rim Modernisms），以及魏朴（Paul Manfredi）和陆敬思（Christopher Lupke）合编的《中

国诗歌现代主义》（Chinese Poetic Modernisms）。史书美于 2001 年出版的《现代的诱惑：

书写 1917—1937 年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开启了在国际背景下研究中国文学——也属于最为重要

的非西方文学之列——的关键时期。

在“南南”（South-South）文学联结研究领域，哈桑（Waïl Hassan）尤为活跃，特别

是他所专攻的阿拉伯与巴西文学交流。哈桑的研究散见于他主编的《牛津阿拉伯叙事传统

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Arab Narrative Traditions）中的部分章节，及在《巴西的文学

与移居 /移民》（Literatura e (i)migração no Brasil/Literature and (Im)migration in Brazil；与利

马［Rogério Lima］合编）、《中东与巴西：全球新南方的视角》（The Middle East and Brazil: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Global South；阿马尔［Paul Amar］主编）和《全球南大西洋》（The 

Global South Atlantic；拜斯特罗姆［Kerry Bystrom］和斯洛特［Joseph R. Slaughter］主编）

等论文集中的文章。弗里德曼提倡的时间维度涵盖了整个地球，摒弃了传统意义上与欧洲 /

西方发展阶段挂钩的时期划分，这与宋惠慈（Wai Chee Dimock）的《穿越大洲》（Through 

Other Continents）不谋而合。宋惠慈聚焦于“穿越深度时间的美国文学［即美利坚合众国

文学］”，通过其他大洲、国家或地区及其事件和历史的角度阐释美国文学作品。此书的导

言是对“地球作为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延伸”（“Planet as Duration and Extension”）的思考，

再次与艾田蒲和斯皮瓦克的诉求遥相呼应。

以上提到的例子足以证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和规模在过去几十年得到了极大扩

展，涵盖了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此外，也有一些颇有抱负，但在时间和

地理范围上更小的研究回应了周蕾对东西方比较新方法的倡议。例如阿克巴里（Suzanne 

Conklin Akbari）提出的“中世纪世界文学模型”（“modeling medieval world literature”；

2-17）讨论了《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曼德维尔游记》（The Book of 

John Mandeville）、《众王荣耀》（Kebra Nagast）和《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勾勒了世界文学探讨中世纪文学的新路径。也可参考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的《世界文学生态学：从古至今》（An Ec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Day）一书，以及德内克（Wiebke Denecke）在《世界古典文学：中日与希罗

比较》（Classical World Literatures: Sino-Japanese and Greco-Roman Comparisons）中分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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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希腊与罗马，中国与日本的古典文化、文明和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两部专著中，尽管

欧洲和欧洲古典文学仍是比较研究对象，但也已不再是旧有的、特权意义上的比较方式，

而是严格意义上与非西方文学的平等比较。在这方面，比克罗夫特的做法还沿用了波斯奈

特（Hutcheson Macauley Posnett）首次提出的观念，对“从古至今”的世界文学进行全面

分类——也就是所谓的“生态学”（ecology）方法——不去考虑文学或文化因素，也不特别

强调西方的状况或传统（33-40）。事实上，与比克罗夫特的研究方法最为类似的例子和灵

感来源是波洛克（Sheldon Pollock）于 2006 年出版的《人类世界的众神语言：前现代印度

的梵文、文化与权力》（The Language of the Gods in the World of Men: Sanskrit, Culture, and 

Power in Premodern India）。书中，波洛克设想了“梵文化寰宇邦”（Sanskrit cosmopolis）

的存在，其历史从公元年初一直延续到第二个千禧年初，地域上覆盖了南亚和东南亚大部

分地区，一直延伸到爪哇。波洛克指出，这与同时期拉丁语在欧洲的流布范围极为相似。

不过，波洛克的重点在于亚洲，这从他将欧洲拉丁语的流布范围重新命名为“反寰宇邦”

（countercosmopolis）中可见一斑。

达姆罗什认为楔形文字是一种“寰宇邦文字”（cosmopolitan script），在他所谓的“文

字世界”（scriptworld）中起着凝聚作用，他也就此扩展了由特定语言创造的“寰宇”（cosmos）

的概念。正如达姆罗什所言：“一种全球语言的领先优势倚重的是其全球化的文字，因为

文字的传播远超语言本身。”例如，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拥有的是全国性的文字

而非全国性的语言”（206）。此外，唐丽园（Karen Thornber）援引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s；33-40），提出了用“文学接触星云”（literature contact 

nebulae）的概念比较各类非西方文学。唐丽园详细描绘了 19 世纪晚期，由中国、日本和韩

国组成的东亚星云。正如她所说，“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初，一些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活跃

的东亚艺术联结，发展之地不在个别东亚社会内部，也不在东亚和西方文学之间，而在中国、

日本和韩国的文学世界”（462）。无独有偶，朴素媛（音译，Sowon Park）从另一角度指出：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虽然人们越来越关注西方正典之外的文学网络，但这些研究仅限于殖

民世界及西方列强影响下的后殖民国家。”同时，她指出：“泛亚帝国［Pan-Asian Empire］

（1894—1945）的非西方殖民地区——如帝国主义时期的日本、殖民时期的朝鲜和半殖民地

时期的中国——与其说被边缘化，不如说被一笔带过。”因此，朴素媛的目标是“通过在学

术讨论中引入东亚视角，重新调整世界文学中‘西方与其他地区’和‘中心 /边缘’模式的

动态关系”（web）。马宗达尔（Auritro Majumder）对南亚和印度文学，尤其是对孟加拉文

学的研究也有类似抱负。他将“印度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墨西哥和苏联相联系，与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古巴和刚果相联系，以及与当今的中国和美国相联系”，探讨“文学

文本如何跨越国界，凸显边缘化社群，本土化（provincialize）主流历史，从而厘清边缘文

学独特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他强调，“这样做的重要意义在于，‘西方’之外未能得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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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关注的作家社群，能在审美理解上不再依赖帝国中心，而是更多地相互借鉴”（ix）。马

宗达尔探讨了泰戈尔 1907 年有关世界文学的演讲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共有的情感——这就是在所谓“边缘国际主义”（peripheral internationalism）的语境下进

行“南南比较”（South-South comparison）的实例。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近成果似乎部分解决了，甚至是补救了史书美和周蕾提

出的问题。然而克里希纳斯瓦米所关注问题的现况却有所不同。虽然与史书美一样，克里

希纳斯瓦米也注意到西方文学范式通过“勿认和误认”（non- and misrecognition）的机制吸

纳非西方文学作品，但她还提到了更为根本的议题，即西方理论是所有“比较研究”的基

础。换言之，只有使用西方理论才能进行比较研究，因为人们认为西方理论具有普适性，

而非西方理论则局限于本土。罗伯特·杨（Robert Young）从后殖民视角出发，认为“在

比较文学中，［……］理论发挥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杆作用，比较文学研究本身也因此可

以占据普适的地位”，而“欧洲理论则是比较研究的支点”。他认为“这一模式［……］在

德语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中重现，即世界诸类文学无法直接进行比较，而是需

以更大的世界文学为中介，在此框架中并置排列”（“The Postcolonial” 685）。不过，西方和

东亚比较文学学者至少已做出一些尝试，以更公平的方式处理理论议题，同等对待非西方

与西方理论。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著包括迈纳（Earl Miner）的《比较诗学：跨

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还有张隆溪探讨不同思想体系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和《从比较到世界文学》（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两者分别展现了西方和中国学界进行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方式。虽然上

述张隆溪的论著都是用英文撰写，但在《作为比较主义者的钱锺书》（“Qian Zhongshu as 

Comparatist”）和《从比较到世界文学》中，他却以用中文发表文章的钱锺书为榜样，努力

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跨文化理解。无独有偶，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解放理论，尤其是

中国理论，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毫无疑问，这一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崛起并行不悖。

王宁发问，随着“‘中国热’在全世界的兴起，［中国］文学学者［……］该如何重塑世界

文学？”（“Global English(es)” 170）。在另一篇文章中，王宁认为，随着“世界文学［……］

成为审美现实，文学理论的‘后理论时代’已然到来”，这让“之前被边缘化的理论话语挣

脱出趋同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正统观念，成为领军力量”，“少数族裔学者或非西方学者也

得以与西方和国际同行以平等的姿势进行对话”。因此，王宁得出结论，“就世界诗学而言，

现在是发展中国理论话语的时机”（“On the Construction” 187）。

长久以来，学界一直主张存在或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派，该倡议也在王宁

的同行曹顺庆所著的《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中得到了响应。王宁强调，曹顺庆在比较文学研究初期受到刘若愚和迈纳的影响，后期目



118 第7卷 第3期
2023年9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标则转向“发展中国本土的比较文学”（“Variation Theory” web）。他认为，曹顺庆为此所

作的努力在《中外文论史》（A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y）中达到了顶峰：

该书的优势在于首次将中国文学理论置于世界文学理论的广阔语境中，凸显

了中国文学理论与众不同的特点和独特立场。同时也说明，要撰写一部全面详尽

的世界文学理论史，就不能忽视非西方国家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以《文心雕龙》（刘

勰著）为标志，有着独立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中国尤其不能被忽略。（web）

除此之外，不应忘记的是，史书美、周蕾和克里希纳斯瓦米对非西方文学 /文化研究的

批判同样适用于西方 /欧洲所谓少数或小众文学（minor or smaller literatures）研究。我们通

常所说的欧洲文学，或者由此引申而来的西方文学，仅仅包括极少数欧洲语言的主流文学：

从历史角度看，只包括（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学，其次是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法语、德语和英语文学——“其他文学”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仅停留在不受关注的“其他”。

换言之，“欧洲”或“西方”文学内部，并非如“东 /西方文学”二元对立话语中假定或暗

示的那样趋同。尽管如此，针对非西方文学研究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同样也可以适用于

欧洲文学研究。例如，唐丽园的“文学接触星云”概念可以与杜里申（Dionýsz Ďurišin）

在《什么是世界文学？》（Čojesvetová literatúra?）中提出的“文学间共同体”（interliterary 

communities）概念相提并论。这样一来，不仅欧洲内部的文学社群可以进行比较，还可以

如杜里申和尼希（Armando Gnisci）在《地中海：文学互动网络》（Il Mediterranea: una rete 

interletteraria）中所展示的那样，将“非欧洲”文学纳入地中海文学间网络。即使不使用

杜里申的术语，这种方法也能为比较欧洲各地的各种跨文学社群打开思路。正如达依诺托

（Roberto Dainotto）在《（理论上的）欧洲》（Europe (In Theory)）和《阿拉伯理论中隐秘的

魅力》（“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Arabist Theory”）中所说，一些欧洲文学社群与非欧洲文

学社群同样有着密切联系。达依诺托将南欧（主要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学社群和北欧

（主要包括法国、英国和德国）文学社群分辨开来，认为区分二者对于阐述世界文学概念和

疆域至关重要（7-29）。在他看来，在 19 世纪之交，相较于南欧，北欧不仅在经济、军事

和政治上，更在文化上占据绝对优势。结果，源于南欧的文学概念、方法和见解被系统性

忽略或绕过，而北欧的文学贡献却受到偏袒。例如，虽然歌德是在阅读一部翻译版本的中

国小说时，才首次向他的助手埃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提到“Weltliteratur”（世界

文学），这一词却被普遍认为是“世界文学”相关讨论的起源，但这实际上是将世界文学的

范围锁定在了欧洲文学。达依诺托从西班牙耶稣会士安德烈斯（Juan Andrés）用意大利语

撰写的多卷本著作（1782—1799）中，追溯了世界文学的另一起源。与 19 世纪法国和德

国追随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的大多数学者不同，安德烈斯没有把欧洲文学当作“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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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 generis）来讨论，而是勾勒了欧洲文学与非欧洲文学，特别是与阿拉伯文学的密切联系。

哈桑在 2021 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议（ACLA）的主席致辞中进一步阐述了安德烈斯对比

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255-69）。

本文旨在呼吁学界不要将“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变相理解为与欧洲文学完全割裂的“新

比较文学”，这只会让欧洲文学和其他文学一样遭受排斥。恰恰相反，无论是从世界、全

球还是地球的视角出发，我们都应该平等对待欧洲文学和所有其他文学。以往有关比较

文学和世界文学如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讨论，现如今已转变为如何在平等基础上用特

定的理论方式将欧洲 /西方文学和非西方文学一起纳入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范围的问

题。华威研究团队（Warwick Research Collective［WReC］）所提议的“融合与不均衡发展”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案。该团队建议“将‘世界文学’

定义为世界体系的文学，即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文学”（8）。根据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世界体系的构想，团队将该体系起始时间定为公元 1500 年左右。他们认为

这一体系影响着整个世界，因此用连字符联结了“世界”和“体系”（world-system），以表

明该体系不仅是“世界上”存在的“某一”体系，而且是影响着世界方方面面的体系。重

点是，世界不同地区受世界体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均衡的。因此，“世

界-文学”（world-literature）是团队给所有记录了这种不均衡性的文学作品贴上的标签——

无论这些文学作品来自享有特权的西方国家，还是处于弱势或劣势，甚至是受到完全压制

的非西方国家。可以说，世界文学体系影响着所有“现代”文学作品——即使是乍看上去

似乎只与当地或当下主题相关的作品也不例外（D’haen 35-50）。事实上，“融合和不均衡发

展”模式也适用于“西方”/“欧洲”文学内部。例如，在世界文学的讨论中，工人阶级几

乎常常被忽视。

穆斯格努格（Florian Mussgnug）探讨了洪水和海平面上升造成的生态危机如何逾越

东西方二元对立，在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地球”维度影响着整个世界。然而，这只是世

界共同面临的危机逐渐进入文学视野的案例之一，尽管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灾难对部分

地区的影响比其他地区更大：海平面上升和洪水等生态灾难；干旱、森林砍伐和荒漠化；

疫情等医疗灾难；人为污染；饥荒；起义和叛乱；极权主义；大规模移民、难民危机和普

遍的背井离乡；等等。这正是华威研究团队的“融合与不均衡发展”模式与新近文学研究

实践的契合之处——如海瑟（Ursula Heise）和唐丽园等学者的环境人文研究，及唐丽园

所著《全球化疗愈：文学、宣传与关怀》（Global Healing: Literature, Advocacy, Care）中

体现的医学人文研究等。此外，对世界共同面临的危机的关注也可以成为后殖民主义与比

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融会贯通之处——尽管不是以既往相互质疑和对立的态度（Young, 

“World Literature” 213-22；Boehmer 299-308）。后殖民研究可以通过从“身份和混杂性的

准则”（Menozzi 6），过渡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物质主义研究，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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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世界上的不平等现象提供更多视角。当然，所有这些学科话语都可以在同一个富有成效

的平台进行比较和分析，例如高绪（Amitav Ghosh）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一个平台——不

过这是后话了。

（本文来自“Comparing ‘West’ and ‘Rest’: Beyond Eurocentrism?”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vol. 6, no. 1, 2022, pp. 79-87。）

注释［Note］

［1］本文译者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研究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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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也是一位诗人。

1972 年，巴恩斯通与同校的华裔教授郭清波（Ko Ching-po）合作翻译的《毛泽东诗词》（The 

Poems of Mao Tse-tung）英译本由纽约哈珀与罗（Harper and Row）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该

译本是中西译者合作翻译模式下的代表译本，也是英语世界影响较大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

之一。华裔合作译者提供了必需的汉语历史文化知识，帮助西方译者更好地理解与把握诗

词含义及意境，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东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由于巴恩斯通译本的影响力

较大，传播范围较广，学界已有一些关于该译本翻译策略及方法的研究。顾森和李崇月聚

焦毛泽东诗词的词牌名翻译，将巴恩斯通的省译策略归类为“零译法”（87）；郑静立足意

识形态、赞助人及诗学三要素对比阐释毛泽东诗词三种英译本的英译策略（221）；魏薇和

刘明东从创译视角观照毛泽东诗词五种典型译本的创译特点，丰富了毛泽东诗词的世界文

学性（30）；曾清重点关注海外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副文本研究，并提出更好促进毛泽东诗

词对外传播的重要启示（53）；李正栓和张丹以英、美、中三国的三种不同英译本为例对《沁

园春·雪》三组译者进行译者行为研究，以期探讨不同译文中的诗人形象（82）。本文将从

巴恩斯通英译毛泽东诗词的缘起出发，以其英译实践为基础，管窥巴氏诗词翻译观的核心

要素，为毛泽东诗词的域外传播与影响力研究提供借鉴。

一、巴恩斯通英译毛泽东诗词的缘起

巴恩斯通英译本的第一部分是译本导言，从中西比较文学视角论述了中国帝王与西方

文人作诗传统的区别：“相比西方，写诗在东方或许是一件更自然和平常的举动。［……］在

某种程度上，写诗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诗歌模式的‘填空’，一种认字的证明。”（Barnstone 

and Ko 17）辩证看待毛泽东及其诗人身份是客观分析和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前提。巴恩斯通

作为西方诗人能主动译介毛泽东诗词，并拥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透彻的文学洞察力，无

疑为我们研究毛泽东诗词英译活动提供了中西文学比较的视野与维度。

巴恩斯通之所以能够英译毛泽东诗词自有充足的条件与动因，具体归结如下：首先是

文学素养与专业训练。巴恩斯通接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文学训练，既有西方诗歌传统的熏染，

又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国古典诗词。这些教育背景在他的知识体系中形成了中国诗歌意象

与西方诗歌传统的相互交融，为他成为英语诗人以及翻译毛泽东诗词打下了基础。其次是

外界的诱因。英国诗人白英（Robert Payne）曾英译毛泽东诗词，他在巴黎时曾与巴恩斯通

谈及毛泽东诗词，激发了后者对毛泽东诗人身份的好奇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巴恩斯通

译本的诞生。最后是诗人兼译者的身份。巴恩斯通是一位深谙多国语言、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大学教授和诗人，也是东亚和中国政治历史方面的专家。他从东西方诗歌比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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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采取偏归化的自由体译诗方法，结合当时东亚的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从一位西方

诗人的角度传译了毛泽东诗词的意蕴。

英语世界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大多是希望通过译介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只有深入认识

和了解毛泽东诗词，才能真正推动毛泽东诗人形象的世界传播。因此，马新强和杨阳认为

英美等国“所发行的译本更多将焦点置于回顾及评述中国革命运动历史以及毛泽东在这段

历史中的角色定位问题”（98），作为诗人心路历程与中国革命进程诗性表达的毛泽东诗词

成为重要的佐证。翻译环境、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的区别能对文学翻译的译本属性产生一

定的影响，也能决定相关译本各不相同的翻译走向和归属，迄今为止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

能为此话题提供不错的翻译研究语料。 

二、巴恩斯通英译毛泽东诗词的原则

巴恩斯通是一位深谙英语诗歌传统的诗人，受过良好的诗歌训练与文学教育，他曾多

次接触并研究中国传统诗词，也曾在中国居住和任教。从其英语诗歌创作、汉英诗词翻译

成就及与中国的渊源来看，巴恩斯通的诗学理念与翻译思想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逐词对译的翻译方法

巴恩斯通沿袭了英语译诗中自韦利（Arthur Waley）以降的逐字对译翻译法，重视译诗

中异质文化意象的凸显与传递。毛泽东诗词巴译本的翻译说明开宗明义地谈到汉诗英译中

的意象：“因为中国诗歌非常依赖于意象，而意象翻译相对于其他诗歌翻译显得更容易且损

失部分较少，我们已有一个始于韦利的优秀英译汉诗传统。庞德的《诗章》，雷克思罗斯、

佩恩、凯泽等的翻译，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译诗。它们读起来像诗。”（Barnstone and Ko 

141）针对西方诗歌创作和翻译的意象传统，王宏印曾评价说：“对于中国诗歌中的意象问

题的极端重视，以及翻译的可能性的自信，是亚瑟·威利和艾兹拉·庞德意象翻译的传统，

源远流长，而且后继有人。”（31）巴恩斯通在阐述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及方法时说：

“此译本与其他译本的区别还在于专有名词，特别是地名，往往是意译而不是音译，有时也

会给出汉语名称及其英语意思。九嶷山成了‘九个问题山’。”（Barnstone and Ko 141）因为

是英语诗人与华裔同事之间的合作翻译，译本容易走向翻译极端，如何协调归化与异化的

矛盾是巴译本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时译者若采取折中的翻译方式和双重翻译策略或许能发

挥意想不到的效果，试看《七律·答友人》的巴译本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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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七律·答友人》巴译文

原文 巴译文

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To a Friend
White clouds hang over the Mountain of Nine Questions.
The daughters of the emperor rode the wind
  down to a jade meadow
where a thousand tears fell and dappled the bamboo.
Now their dresses are a hundred folds of silk,
  a million sunclouds of red blossoms.

In Tungting Lake snow waves rise to heaven
  and people of the Orange Island sing and make the earth 
  vibrate.
I want to dream of the immense
land of the hibiscus shiny with young morning sun.

从表 1 可知，巴译本的附录部分在介绍中国诗律时详细区分了中国古典诗与词的形式

和体例：“律诗包括八行，每行必须是五音节或七音节，全诗使用相同的韵脚。五律在第二、四、

六、八行押尾韵；七律可在第一行押尾韵，然后在二、四、六和第八行押同样的韵。”（Barnstone 

and Ko 143）巴恩斯通作为英语诗人，深谙英语诗歌传统，又比较了解中国古典诗词体例，

因此译文翻译效果总体可算上乘。

在翻译中国地名、文化词或数词时，巴恩斯通多采取直译方式，例如上文的“九嶷山”

被译为“the Mountain of Nine Questions”，并以译文注释具体解释，再如将“乘风”译为“rode 

the wind”，以及将数字“万”和“百”直译为“a million”和“a hundred”。对于英语译者，

我们无法苛求他们能够完全传译汉语文化的内涵，逐字对译的处理方式不仅能保留汉语诗

词中的某些特定意象，甚至可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上例译文以“a jade meadow”

译“翠微”一词便显出灵动贴合的效果，具有英语诗歌的典型韵味。但是，巴译文在保持

汉诗形式一致性方面还不够到位，上下阕均存在某些诗句译文过长的情况，译者只得强行

划分诗行，勉强维持译诗与原诗的形式对应，有译散的可能性。汉英语言的结构与表达差

异造成译文在保持诗形与意义对等方面的困难，容易产生形式或意思的出入，但译者可以

通过自身努力尽可能缩小这种差异。

巴恩斯通“逐词对译”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忠实地将重要信息传译出去。他非常重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认为译者既是作家的读者，又是读者的作家。对于不懂译

出语的读者来说，译者就是他们的“原文”作者，而对熟悉译出语的读者而言，译者则变

为原文的第一位读者。刘重德先生曾提到巴恩斯通有关翻译过程的观点对他有所启发：

按照巴氏的程式，就是译者首先是原作者的读者，第一步必须读通读懂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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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括的一切，从思想感情、形象直到风格，然后把融会于心的原作的内容直到

形式动笔用译入语来重新写作（我们平时所说的翻译），于是就生产出翻译文本，

其结果也就有了重新阅读者（译者译文的读者）（81）

按照英国评论家萨瓦利（Theodore Savory）所说，译者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必须承

认自己只是沟通作者和读者思想的桥梁和渠道。因此，巴恩斯通称译者为“第二作者”或

是“第一作者的合作者”。关于翻译的性质，巴恩斯通认为翻译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

术，如果翻译是科学，那么一切形式的写作都是科学，把翻译称为科学“到头来他会起一

种降低作用。绘画、音乐作品，小说和诗都不是科学，文学翻译也不是科学。把文学翻译

局限于科学，同时也就取消它的艺术——直觉、美学和模糊性”（刘重德 78）。翻译诗学与

这门艺术的许多方面息息相关，尤其是译诗的艺术。巴恩斯认为，译诗必须像诗，而且必

须能歌唱，如果诗歌译文不能歌唱，翻译就归于失败。诗歌的语音成分十分重要，失去它，

译诗就没有吸引力，“这样的翻译只在读外文文本中起一种词典的作用。从这些诗译过来的

信息只是词汇的信息；它永远不能歌唱，而且也往往文理不通”（76）。这样的论点旗帜鲜

明地表明了巴恩斯通关于诗歌翻译的理论观点，值得我们探讨。

（二）对等直译的译诗风格

如前所述，巴恩斯通沿袭自韦利和庞德以降的自由诗体译诗传统，通过逐词对译的

方法最大限度地传递汉诗的诗意。他在《翻译诗学：历史、理论、实践》（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中提道：“本世纪［20 世纪］的第一部分中，庞德是‘伟

大的推动者’和‘伟大的译者’，［……］庞德的原创文库基本上源于或脱胎于他的翻译及

翻译的文本记忆。”（9）巴恩斯通赞成好的翻译就是好的文学，主张将译诗也看成译者的原

创诗，并且要断绝译诗与原诗之间的彼此联系和渊源，由此才能提高译者及其译诗在目标

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一般读者因为原诗的异域属性即语言的天然屏障阻碍了读者直接阅读

与理解原诗的含义及意境，故译者须使译诗服从于原诗，保持译诗的意义忠实及其与原诗

的互文关系。这种文学互文关联实际上源于译诗读者心中某种无法割舍的文学假设与想象。

巴恩斯通认为，译作因其自主独立性而与原作区别开来，译作是译者与原作者的某种和谐

共存，读者阅读译作实际上是在阅读由一位“读者”（译者）翻译另一位作者（原作者）作

品而重新写作的一部新作品（13）。因此，在他看来，深入完整地看和听完译者眼前的诗歌

才能对得起译作，才能串通今昔，才能通过现在的译作与原诗的作者，使所有读者为自己

的阅读经历感觉到荣耀。

除对中国诗歌意象及其传统有较深了解外，巴恩斯通还精通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及希

腊语等语言，这让他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接触和了解世界各国的优秀诗歌及其传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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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他便通过西班牙语和希腊语，在安达卢西亚流行歌和英美意象派诗人那里见识过

中国诗歌意象的清明（clarity），这为他在之后的翻译活动中把握中国诗词意象打下坚实基

础。在谈到中国诗歌的清晰意象时他说：“因为中国诗歌意象的极端清晰度，甚至在诗歌的

语音和韵律节奏等丰富传统被忽略时，英译汉诗仍然能读，而且在富有技巧的翻译者手中，

一种贴近、适度的逐字直译译文也能取得良好效果。”（49）。

受到中国诗歌意象运用的影响，以庞德为代表的英美诗人将汉诗重视营造意象的诗歌

手法引入英诗创作，以简洁明快的诗行节奏突出诗歌的画面感，开创了英语意象派新诗风，

巴恩斯通的译诗便可视为其继承者之一。巴氏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同样重点突出意象派诗歌

风格，抓住代表性意象传译出汉诗的整体意境之美，例如《忆秦娥·娄山关》的巴译文：

表 2 《忆秦娥·娄山关》巴译文

原文 巴译文

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Loushan Pass
A hard west wind,
in the vast frozen air wild geese shriek to the morning moon,
frozen morning moon.
Horse hoofs shatter the air
and the bugle sobs.

The grim pass is like iron
yet today we will cross the summit in one step,
cross the summit.
Before us greenblue mountains are like the sea,
the dying sun like blood.

汉语诗词的创作历来重视营造自然空灵的意象景致，以庞德为代表的英语诗人从汉字

结构和汉诗英译的经验中总结出汉语诗歌的意象特征，将之引入英语诗歌，创新了当时

的英诗写作手法。英美意象派诗歌创作的关键是通过简洁有力的构词和轻快跳动的节奏

来构筑诗歌意境。以表 2 中的译文为例，上阕开头一句中的“西风烈”译为“a hard west 

wind”，“west wind”在英语中表示和煦暖风之意，而“hard”却能让人心生寒意，构成

强烈的心理反差。此外，译者还以“the vast frozen air”译“长空”，以“frozen morning 

moon”译“霜晨月”，用重复“frozen”的方式突出寒意，似乎读者也能从字里行间感受

到诗词的逼人寒气。诗词下阕中作者连用了三个比喻词“如”，以此形象地勾描出自然景

观及作者内心的复杂情感。译者翻译时也以三个“like”与之对应，简单明了地指出喻体

“iron”“the sea”和“blood”。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诗的诗眼，节奏和步调与原诗一致，

情绪调动充分，有助于英语读者领会原诗诗义感受其修辞手法，产生诗词感悟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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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分读者、有的放矢的翻译策略

中西文化具有共通性，中西诗歌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思想情感。作为有诗人身份的西方

译者，巴恩斯通在把握汉诗意象、韵律和诗性等方面更具优势，同时他也熟知西方诗歌传

统与表达形式，这使得他的译诗更加适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视野。试以《念奴娇·昆

仑》的巴译文为例进行分析。

表 3 《念奴娇·昆仑》巴译文

原文 巴译文

昆仑
横空出世，
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Kunlun Moutain
Over the earth
the greenblue monster Kunlun who has seen
all spring color and passion of men.
Three million dragons of white jade 
  soar
and freeze the whole sky with snow.
When a summer sun heats the globe
river flood
and men turn into fish and turtles.
Who can judge
a thousand years of accomplishments or failures?

Kunlun,
you don’t need all that height or snow.
If I could lean on heaven, grab my sword,
  and cut you in three parts,
I would send one to Europe, one to America,
  and keep one part here 
  in China
that the world have peace
and the globe share the same heat and ice.

从表 3 可知，巴译文采取散体译诗策略，试图通过诗行编排和分层描述凸显原诗色彩

层次与诗词韵味，但英译文中不规则的缩进、大小写把中国诗歌的分行形式断裂成许多长

短诗行，以及词牌名的省译等，都可能使不懂汉语的英语读者丢失对中国古典诗词诗形式

特征的认知与理解，故而英译文对原词的诗歌音律特征保留不足，在准确把握并合理传递

原诗诗形和诗意方面有所欠缺。考虑到英语译者身份及汉诗英译的传译难度，即便有中国

同事从旁协助，巴恩斯通在理解诗词含义时仍不免有误，在保留汉诗形式特征方面也有一

些不到位的痕迹，例如表 3 中的“人或为鱼鳖”，有学者将此句意义解释为“江河横滥，洪

水成灾，人也许为鱼鳖所食”（公木 113），巴译文译成“men turn into fish and turtles”似有

不妥，未能准确表达诗词原意。巴译文的目标读者多为不懂汉语的西方读者，故准确把握

及传译原始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也是西方世界正确认识和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基础。巴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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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逐词对译方法虽令诗意简单明了，但也容易使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巴恩斯通认为，译诗必须区分读者对象的外语水平和期待视野等因素，采取具体分析、

有的放矢的翻译策略。一般的诗歌读者分为两种：一是精通双语者，对于他们，译诗或许无

法完全复制原诗的意境和韵律，只能作为欣赏品评的对象或文学谈论的话题；二是不识外语

者，他们因为没有原诗的意义作为参照，故将译诗当作“原诗”来读，不太明白译者在译诗

中的辛苦付出与“锱铢必较”。如果译诗属于上乘之作，则会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甚至使

其产生学习外语而读原诗的冲动之念，令人想到钱锺书先生所说的翻译能起到的“媒”的作

用；如果译诗水平良莠不齐，则又可能将读者的阅读热情浇灭，甚至会起到“讹”的效果，

如此则真可谓译犹不译矣。因此，译者译诗犹如园丁移植树木，方法和策略正确与否可能产

生橘枳之分。中外诗歌的交流实践是人类思维共通性的突出表现，东西方思想感情中孕育出

的普遍精神内核保证全人类都能共同分享杰出的文化成果，达到跨国界的文化交流。译诗体

现译者的诗歌创作水平和想象力，它可以仿制品的身份脱离原诗独自发展，可视为原诗生命

的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译诗甚至可能替代最初的原诗，此观点恰似本雅明所说的译作是

原作的来世，也颇有文物界赝品替代真品的意味。对于译诗，王佐良先生曾说：“首先显而

易见的一点：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其次，译诗对原作者和译者都有益处。原作者有了新

读者，译者接触了新的影响力量，尽管受限于新的格律。”（205）王佐良先生赞同诗人译诗，

认为翻译能为诗人的创作提供充分的养分，两者彼此促进，相辅相成。此外，语言活跃程度

于文学翻译，特别是译诗而言，也是极为关键的要素，唯此方能让译者发挥自己的语言天赋

和诗歌创作才能，创译出既符合语言规律又能押韵的经典好诗。巴恩斯通与王佐良先生的译

诗观点近似，体现了中外诗人译家在译诗思想上的互通与契合，也是人类思维模式与情感体

验彼此融通的表现之一。在将外国诗歌或诗词译成本国文字时，巴恩斯通主张以本国通行的

诗体翻译外国诗歌或诗词，无须套用外来诗歌成分，如韵脚、诗行、节奏和音步等的规律，

使译诗既失去了原诗的艺术魅力，又不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兴趣，反之亦然。

因为特殊的领袖身份与政治地位，毛泽东的诗词外译与国际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巴恩斯通的英译本则是其典型译本之一。由于西方译者身份背景的不同及文化差异，巴恩

斯通在英译毛泽东诗词时的误译在所难免。他在诗意理解与译文表达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偏

差，但也并非有意为之。总的来说，巴恩斯通的翻译为毛泽东诗词的国际传播做出了有益

的贡献。我们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与传播，重点是考察其典型译本生产的时代背景与历

史语境，分析译者的独特翻译策略及方法，探寻译本的传播路径与效果，总结翻译与传播

中的经验。毛泽东诗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将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增强我国文化自信、不断提高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认知度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世界各

民族平等和谐地沟通交流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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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限制语因其特殊的语义特征和语用功能而备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成为语言研究

的热点课题之一。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特定语篇类型特别是学术语篇中模糊限

制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主要涉及科研论文中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Salager-Meyer 

149-70；Hyland, “Writing Without Conviction?” 433-54；蒋婷 47-51）、跨语言和跨文化差异

性（Hu and Cao 2795-2809；Yang 23-36；Chen and Zhang 1-34；Dontcheva-Navratilova 163-

84；徐江等 46-55；陈成辉等 36-43；刘应亮、陈洋 81-89）及元话语功能（Weatherall 317-

37；Chen and Hu 1-12；Liu and Tseng 1-16；高芸 78-83；鲜丽霞 150-56）。这些研究虽然有利

于加深我们对模糊限制语的认识，但主要局限于探讨模糊限制语在学术语篇中的语用价值。

由于新闻语篇有着鲜明的特点，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受学术

语篇研究取向的影响，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其独特的语篇语用功能

（Jensen 347-69；Fraser 201-13；Teng 1688-94；Rabab’ah and Rumman 157-85；Peterlin and Moe 

1-12）、元语用策略（Ponterotto 175-207；Shafqat et al. 126-37）以及模糊限制语的批评话语分

析（Zhang 54-67）。总体而言，目前关于英语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研究视角单一，仅仅

是孤立地探讨模糊限制语在新闻语篇中的语用价值，未能揭示其语用动因之间的内在联系，

缺乏对不同类型模糊限制语语用动因深层的认知分析。实际上，模糊限制语是说话人主观性

的具体表现。从主观性的角度探讨英语新闻语篇中的模糊限制语，能够更好地概括不同类型

模糊限制语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其认知动因，加深对其本质的认识。因此，本研究拟考察

新闻语篇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问题，并从识解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认知阐释。

一、模糊限制语的类型

模糊限制语范畴具有异质性，缺乏明确的、一致的语义特征与句法形式特征，无法从

语义和句法的角度进行合理分类，但具有特殊的语用价值，比较适合从语用功能的角度出

发划分其类型。本质上，模糊限制语具有多重语用价值（Hyland, Hedging in Scientific 157），

既表达言者对命题内容的态度，又表达言者对听者的态度，因此海兰德主张把模糊限制语

置于一定的社会语用语境下进行考察，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其多功能性（Hyland, “Writing 

Without Conviction?” 433-54）。参照海兰德的分析框架，我们也将英语新闻语篇中的模糊限

制语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accuracy-oriented hedges）、作者导向

型模糊限制语（writer-oriented hedges）和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reader-oriented hedges）。

（一）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旨在提升命题内容的准确性，是作者准确、可靠地陈述可变

结果或表达不确定观点的重要手段。具体来说，它体现了作者对命题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关注，

其主要功能在于确保命题信息的准确性（Hyland, Hedging in Scientific 162-63）。就新闻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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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它有利于作者准确表明信息的状态，增强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使读者能够区分事实

与潜在的或推理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

作者对所陈述的信息有十足的把握，但此时作者对命题的承诺要么未被涉及，要么仅仅居

于次要地位。简而言之，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准确地表明信息的状态，而不是强调作者对命

题真值的个人承诺。

英语新闻语篇中，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常见表现形式有强化语、减弱语和语体

附加语。这三种模糊限制语也被称为属性模糊限制语，它们帮助作者准确表达客观现实与

语言描述之间的偏差（Hyland, Hedging in Scientific 163）。例如：

(1) So after the tax hikes wages and salaries are now barely growing after inflation. （Forbes , 

Apr. 17, 2013）
(2) Deutsche Post has been partially privatised but retains a lucrative monopoly of the letters 

market.（The Economist, Jan. 31, 2002）

例（1）使用了减弱语“barely”，几乎否定了它所修饰行为动作的发生，描述了高通胀

背景下美国普通民众真实的薪资状况。例（2）使用了语体附加语“partially”，表明德国邮

政实际的私有化程度。这两个用例中的模糊限制语均有助于提升命题内容表达的精确度。

除此之外，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还可以表现为内容附加语、情态助词、认识情态

名词、认识情态形容词和副词等。这类模糊限制语也被称为可靠性模糊限制语，用来表明

作者对命题信息的理解在何种程度上为真（166）。例如：

(3) Balotelli was not a Brescia fan as a child; he admitted in 2009 that he supported A.C. 

Milan, his honesty apparently unencumbered by the fact that at the time he was playing for Milan’s 

fierce city rival, Internazionale. （New York Times, Jan. 2, 2020）
(4) The ships may be at a standstill but the 15,000 longshoremen, along with some of the 

18,000 registered truckers at LA port alone, continue to work day and night while adding on 

extra time for cleaning and social distancing as part of new health and safety restrictions. （The 
Telegraph, Dec. 9, 2020）

(5) Subsequent experiments by the scientists showed that the protein probably does not breach the 

blood-brain barrier and act directly on the brain, Dr. Villeda says. （New York Times, July 15, 2020）

例（3）使用了内容附加语“apparently”，强调作者对命题内容所作的陈述是准确、可靠的。

例（4）和例（5）分别使用了情态助词“may”和认识情态副词“probably”，如实地表明

了作者对命题信息的认识状态。例（3）和（5）中模糊限制语的主要功能在于如实地描述

作者所掌握的信息状态，而非减轻作者对命题真值的承诺，因而仍然属于准确性导向型模

糊限制语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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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虽然新闻语篇以公正、客观著称，但作者往往巧妙地将其个人或代表机构的意识形态

附着在新闻报道之中（吕伊哲 24-35），一个重要的实现手段就是借助于作者导向型模糊限

制语。与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不同，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涉及更高层次的主张。前

者是以命题为焦点，通过明确交代命题信息的实际状态或命题信息的理解方式，来提升命

题信息的精确度；后者是以作者为焦点，作者通过限制其对命题信息的个人承诺，避免因

命题信息被否定而可能承担的不利后果（Hyland, Hedging in Scientific  170-71）。新闻语篇中，

影响力与价值高度相关。在追求最大影响力的同时，作者必然会减轻命题信息的确定程度，

拉开个人承诺与命题信息之间的距离，以免出现失误而遭受严重的后果，从而实现自我保护。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最显著的特点是作者作为施事在命题内容中的缺失（172）。在英

语新闻语篇中，它主要表现为非人称结构和非施事名词短语作主语的插入语等句法形式。例如：

(6) The vast majority are assumed to be pets traveling with their owners, the report said; 

the USDA issued only about 2,900 permits for dogs destined to be resold to consumers. （The 

Washington Post,  Jun. 24, 2020）

(7)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China-averse special interests have even paid US journalists to 

publish stories biased against China’s policies, to include encouraging a US-China confrontation.

（Global Times, May 27, 2021）

例（6）同时使用了转述型被动式和非施事名词性成分作主语的插入语，例（7）除了

被动式，还使用了虚主语。两个例子均隐去了被动式的施事短语，降低了作者对命题信息

的介入程度，从而大大减轻了作者所要承担的责任。

（三）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模糊限制语不仅有助于提升命题信息的准确性，减轻作者对命题真值的个人承诺，还

具有人际功能。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体现了作者邀请读者进入语篇对话的意图，以期待

读者对命题信息产生同样的反应。因此，此类模糊限制语并非直接将作者的主张强行施加

在读者身上，而是让读者站在其立场上参与到命题信息的协商之中，避免威胁读者的消极

面子（177-84）。

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在英语新闻语篇中常见的表现形式有人称代词、认识情态动词

等。例如：

(8) We observe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heir public face and private pain and grieve that 

anyone could keep up such an excruciating charad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 9, 2018）

(9) Apart from Mr. Pompeo’s declaration in Februar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nd will 

not ever recognize” Russia’s claim to the region, though, Mr. Trump’s proposal suggests 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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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is moving on. （New York Times, Jun. 1, 2020）

例（8）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这一自我提及语表明命题信息仅仅是作者的

个人看法，有效地降低了命题信息的普遍性。作者通过移情于读者，邀请读者与其站在同

样的主观立场，对命题信息做出一致的推理判断。例（9）中的认识情态动词起着缓和语气

的作用，暗示命题信息只是多个可能的选择之一，需要读者参与到命题信息的对话协商中，

给读者留出了充足的探讨余地，有效地照顾了读者的面子需求。

除了词汇手段，新闻语篇中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还经常采用条件句、疑问句等句法

手段。例如：

(10) The 7% forecast is for a scenario where the strictest coronavirus lockdown rules remain 

in place all year across much of the globe; if they are lifted sooner, the reduction would be closer to 

4%. （Los Angeles Times, May 19, 2020）

(11) So, now that it is open to the public, could the prison become a new holy site for Christian 

pilgrims or even change the path of the Via Dolorosa? （The Washington Post, Jan. 4, 2015）

例（10）使用了条件句，表明作者对命题真值的成立条件所持的试探性态度，以期读

者认同其应尽快解除防疫措施的主张。例（11）使用了疑问句，体现了作者期待读者站在

相同的主观立场上对命题信息做出回应的愿望。通过这类间接言语行为，作者间接地实施

了邀请读者参与命题信息建构的言语行为。

概而言之，这三种类型的模糊限制语各自有着独特的语用动因。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

制语旨在客观准确地表达命题内容的信息状态，凸显作者对命题内容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

的关注。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倾向于表达作者对命题信息的介入程度，以实现作者的自

我保护意图，凸显作者对自身的关注。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具有重要的人际功能，凸显

作者对读者面子需求的关注。

二、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

主观性（subjectivity）也被称为言者的印记，指的是说话人在话语中的自我表达及其视

角或态度的呈现（Finegan 1-15）。语言必然带有言者自我表达的印记（沈家煊 268-275），主

观性普遍存在于语言交际之中（邓云华、齐新刚 699-711）。同时，语言交际还带有明显的交

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色彩。所谓的交互主观性，是指言者通过语言结构及其他手段

表达自己对听者的态度、信念，尤其是对听者的面子或个人形象的关注（Traugott 124-39）。

语言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说话人的视角、情感和认识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说话人的

视角指说话人观察客观事件或状态的角度，或对其进行叙述的出发点；说话人的认识则与

说话人对话语命题信息的认识情态有关；说话人的情感关涉说话人对话语命题信息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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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Finegan 1-15）。事实上，语言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一个程度问题。当说话人说话时，

其视角、认识和情感，或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说话人的话语，这些与说

话人有关的因素必然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在说话人的话语中（刘瑾 9-12）。正因为如此，语言

运用往往会表现出一个主观性等级。

根据语言主观性的三个方面，结合第一节对模糊限制语类型的讨论，我们可以分别描

述三类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程度，如表 1 所示。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是从客观的视角

陈述命题信息的实际状态，几乎不涉及说话人的认识情态和情感表达。作者导向型模糊限

制语是以作者为焦点，旨在降低作者对命题真值的个人承诺，减轻对命题信息认识地位的

确定程度，从而实现作者的自我保护。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从作者和读者互动的视角，

通过移情手段使作者和读者站在同一认识立场，增加了命题信息的可商讨性。

表 1  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程度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视角 ＋ ＋ ＋

认识 － ＋ ＋

情感 － － ＋

由于范畴的边界具有模糊性，三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总是泾渭分明，而是构成一个连续统。

基于三者不同的主观性表现程度，我们可以构建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连续统，如图 1 所示：

客观性 主观性
准确性导向型 作者导向型 读者导向型

▲图 1  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连续统

在英语新闻语篇中，三类模糊限制语表现出了一个主观性等级。如图 1 所示，越靠近

左端的客观性越强，而越靠近右端的主观性越强。左端的准确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倾向于表

现命题信息的客观性，其主要语用价值在于提升命题信息的准确性。右端的读者导向型模

糊限制语倾向于表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互主观性，有助于增加作者与读者理解命题信息

的可商讨性。这两种类型的模糊限制语分别体现了作者对命题和读者的关注。而作者导向

型模糊限制语则处于二者之间，倾向于表现作者的主观性，体现了作者对自身的关注。因此，

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可以概括为：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例如：

(12) Dock workers in this West African coastal city raised the alarm, port staff said, after news 

of the massive blast in Beirut, which killed around 200 people and injured at least 6,500.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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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Times, Aug. 31, 2020）

(13) Harry and Meghan also hope talks can be concluded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according 

to a source. （The Guardian, Jan. 12, 2020）

(14) Were either Sullivan or another judge eventually to decide that it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public interest to dismiss the prosecution or that to do so would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that judgment could be appeal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5, 2020）

例（12）中，作者从客观视角出发，先后使用了around和at least两个准确性导向型模

糊限制语，以便尽可能如实准确地描述贝鲁特港口爆炸事故造成的伤亡情况。例（13）使

用了转述型传信标记according to a source，作者从另一概念化主体的视角出发，表明其对命

题信息的认识来自第三方，有效地拉开了作者与命题信息之间的距离，减轻了作者对命题

真值的个人承诺，属于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例（14）中的非真实条件句为读者导向型

模糊限制语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表明作者是从虚拟视角出发陈述命题信息，暗示作者对

命题信息的试探性态度，同时间接邀请读者参与句子的命题信息建构。

三、模糊限制语主观性等级的认知阐释

主观性与主观化理论强调言者对言语事件的认知识解，认为主观性是一个重要的识

解维度（Langacker, “On Subjectification” 71-89）。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对立，体现为认

知情境中处于台下的观察者与台上的被观察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Langacker, Cognitive 

Grammar  260）。如图 2 所示，最外面的大椭圆代表完整意识辖域，“S”和“O”分别代表

概念化主体和概念化客体，小椭圆代表台上区域，最里面的粗线小圆代表注意焦点，虚线

箭头表示注意力的指向。概念化主体虽然参与了概念化活动，但并未意识到自身的存在，

只是充当概念化场所，其本身未获得表征，主体活动仅涉及注意力的指向。在完整意识辖

域内，概念化主体的注意力指向台上区域，进而挑选某一台上成分作为注意焦点，也即是

概念化客体。当整个情景呈现极性对立时，主体与客体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此时概念

化主体被主观识解，具有最大主观性，而概念化客体则被客观识解，具有最大客观性。

▲图 2  主观识解与客观识解的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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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英语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表现出一个主观性等级。作者为了表现

不同程度的主观性，往往选择使用不同类型模糊限制语。下面我们将从识解的角度分别对

英语新闻语篇中三类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进行认知阐释。

（一）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客观识解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首要功能是提升命题信息的准确性，使作者描述的命题内

容尽可能地与客观实际相符，从而降低命题信息被客观依据否定的可能性。它在新闻语篇

中的使用有利于增强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作者通过该主观化策略表明信息的实际状态，使

读者能够区分事实与非事实信息。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客观识解可以借助图 3 中的模型来表示。“MS”代表最大

辖域（maximal scope），“IS”代表直接辖域（immediate scope），分别相当于图 2 中的完整

意识辖域和台上区域。“W”代表作者，“R”代表读者，由于意义即概念化，作者和读者作

为概念化主体在每个表达式的意义中至少均有微弱的体现。虚线箭头代表概念化主体注意

力的指向，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力均潜在地指向直接辖域中用粗线方框表示的显面。“Hg”代

表模糊限制语，“P”代表命题信息，前者对后者进行调控。反向箭头表示作者与读者在场

景“G”中进行互动，但这种互动仅仅发生在用虚线椭圆表示的台下区域。

▲图 3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客观识解

从图 3 可见，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对命题内容的准确性进行调控，二者协同作用

构建命题信息的实际状态。在使用它的语篇语境中，命题信息作为概念化客体位于台上区域，

被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力聚焦，概念化主体位于台下区域，可及性较弱。此时，命题信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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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解为具有最大客观性。例如：

(15) Generic versions of pills are generally  between 30% and 80% cheaper than the brand 

names. （Forbes, Jun. 23, 2006）

例（15）使用了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中的语体附加语“generally”，使得语言描述

更加符合现实情况，从而提升了命题信息的准确性。概念化主体仅隐现于场景中，对命题

信息进行客观识解，两者呈极性对立，命题信息表现出最大客观性。

（二）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主观识解

为实现自我保护，作者往往要减轻自己对命题真值的承诺程度，于是采用作者导向型

模糊限制语。英语新闻语篇中，作者有意拉开自己与报道内容之间的距离，以避免新闻消

息被否定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因此，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表现出了作者较大的主观性。

▲图 4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主观识解

如图 4 所示，此类模糊限制语反映了作者对命题信息个人承诺的调控。作者作为概念

主体存在于场景中，但试图拉开自己与命题信息之间的距离，图中不带箭头的虚线即表示

作者对命题信息的介入程度。正因为如此，场景的可及性明显增强，在图中用实线椭圆表示。

例如：

(16) Polar bear populations are believed to have declined in recent decades due in large part 

to global warming, though populations are difficult to track due to the bears’ remote habitats.（The 

Telegraph, Jun. 8, 2020）

在新闻语篇中，命题信息源自作者的新闻报道，作者对命题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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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责任。例（16）中的被动结构隐去了作者作为施事参与命题信息的构建，使得作者

对命题真值的介入程度大为减弱。由于被动结构中施事通常被置于背景地位（齐新刚 136-

40），倘若命题信息后来被客观依据所否定，施事隐现能够避免作者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

有效地实现了作者自我保护的意图。

（三）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交互主观性

在新闻语篇中，作者通常会预想其主张与读者的信念或价值观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于

是积极采取应对策略。作者往往会诉诸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表明其主张只是众多可能

的选项之一，并主动邀请读者参与到命题信息的对话协商中。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体现

了作者对读者的态度、看法和对读者的面子或自我形象的关注。如图 5 所示，作者与读者

在场景中互动，其在场景中的可及性明显增强，这在图中用反向实线箭头表示。通过此类

模糊限制语，作者主动邀请读者参与命题协商。图中的两条不带箭头的虚线表示作者和读

者一同构建命题信息。

▲图 5  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交互主观性

(17) The tributes from both of these celebritie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ill deepen the portrait 

held by casual fans; Bourdain seems to have had a particularly special ability to connect with those 

he crossed paths with. （The Washington Post, Jun. 09, 2018）

例（17）使用了认识情态动词 seems，表明作者对命题信息持不确定态度。鉴于上文所

述明星的生活有着两面性，作者对于Bourdain是否具有亲和力持不确定态度。为了避免把自

己的看法强加给读者，威胁读者的消极面子，作者通过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向读者表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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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描述仅仅是一种可能的信息状态，邀请读者对命题信息进行协商，以便他们根据自己掌

握的相关信息对命题内容进行推理判断。该用法体现了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的交互主观性。

根据模糊限制语在英语新闻语篇中的主观性程度，本文构建了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连

续统。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的首要功能在于提升命题信息的准确性，位于连续统的左

端，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体现了作者与读者通过互动协商来构建命题信息，位于连续统

的右端，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旨在减轻作者对命题信息的个人承诺，位于连续统的中间。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英语新闻语篇中的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读者导向型模糊限

制语 >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 > 准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读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表明了

作者对读者的态度、信念，特别是对读者的面子或个人形象的关注，带有明显的交互主观性。

作者导向型模糊限制语体现了作者对命题真值个人承诺的调控，表现了作者的主观性。准

确性导向型模糊限制语倾向于表达命题信息的客观性，此时作者的主观性较弱。本文从识

解的角度对英语新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主观性等级进行了认知阐释。本研究突破以往模

糊限制语研究的藩篱，从主观性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模糊限制语语用动因之间的内在联

系，为模糊限制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加深了对模糊限制语本质的认识，同时

对英语新闻语篇教学特别是模糊限制语语用能力的培养也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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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交流的加强，各国文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我国传

统文化也面临着失传和被同化的危机。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冲击，

部分项目甚至处于濒危状态。非遗的有效传播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而

媒体的积极报道可以起到促进作用。有关非遗的问题近年来在学界和业界、官方和民间都

有讨论，但大多是从实践的角度探讨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而鲜见非遗传播话语

的相关研究。本文从文化话语研究视角切入，对中外媒体非遗报道的话语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考察非遗国际传播的内容和影响，探讨如何改进传播策略、增强传播效果，提高对非遗文

化内涵的认识，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参考。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播研究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个人视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

包括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

化场所（Stefano and Davis 1）。国外近年来关于非遗的研究大多从文化管理、社会实践和政

治经济的视角探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比如对政府非遗保护政策的论证及对各种文化遗产

传承途径的探讨（Alkymakchy et al. 355-60），从文化遗产与旅游、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出发探讨国际化进程对非遗的冲击（Vasavada and Kour 22-34），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对文化

外交、软实力战略和全球秩序的影响（Winter 319-39）等。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政府

的宏微观非遗保护政策和措施研究（刘洋 144-48）、各种非遗形式（民间文学、戏剧曲艺、

传统手工艺、武术杂技和古村落等）的传承实践（胡亮 184-86）、地域性或民族性的非遗传

承（陈玉茜 102-106）等。此外，近年来非遗项目的商业化与市场开发（如旅游体验、文创

市集等）也逐渐引起学界重视（曹星 53-56）。

伴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信息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非遗网站的研究日

益受到关注（Severo and Venturini 1616-35）。2015 年 7 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

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颁布为非遗的保护和创新指明了方向。利用“互联网+”技术构

建非遗传播的数字化平台，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有机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潮流（王龙

193-97）。非遗不仅通过展览、博物馆、大众传媒、商业活动和学术研究等传统方式传播（杨

红 235-66），通过新媒体平台如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的非遗传播实践也逐渐成为研究

热点（仝召娟等 16-22）。在全媒体和融媒体时代，非遗传播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刘筠梅 29-34；冉红艳、陈实 55-57；何志武、马晓亮 42-47）。

总的来说，目前从宏观管理和具体实践的角度分析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成果不少，对非

遗传播策略的讨论也逐年增多，但对非遗传播话语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语言是文

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非遗传播就是相关话语从产生、发布到被受众接受的过程，但目前

尚未见到关于非遗传播话语语料库建设的相关研究。虽有少数研究已开始关注非遗传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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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功能，如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话语分析（Skrede and Hølleland 77-96）、基于报纸

和网络文本的非遗传播研究（赵路平等 37-45）、非遗译介话语的建构问题（周彩玉 91-93）

等，但这些零星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文化、传播、话语相关领域的理论方法尚需进一步

整合。倡导多元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文化话语研究理论近年来在各类话语研究中影响力不断

扩大，但对历史与文化汇聚的非遗传播领域影响不足。田德新和葛丹丹对大运河文化带扬

州雕版印刷的相关媒体报道所做的文化话语研究（149-53），是将这个多元文化体系运用到

非遗对外传播的少数实证研究之一，为揭示话语对非遗传播的作用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文

化话语研究理论可以在非遗传播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更多非遗话语进行更加系统的分

析，有利于揭示此类话语的语言特征、文化内涵及社会意义。同时，大量非遗传播话语也

为文化话语理论的应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一）文化话语研究理论

当代话语研究理论主要从欧美的语言学、修辞学和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发展而来。把语

言作为社会实践来研究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要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

维度进行话语分析，才能全面地描述并解释话语的语言特点、社会活动实质和意识形态意

义（Fairclough 18）。国外主流话语分析方法基本都以西方价值观为出发点，缺乏多元文化

意识和文化自觉；而中国话语分析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也往往以西方的标准和方法为依

据，套用西方理论时也未对其做出有效的适应性修订，结果是巩固了西方的话语权、淡化

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声音（施旭，《当代中国话语的中国理论》51-58）。在此背景下，施旭

提出了文化话语研究这种话语分析新模式，致力于在话语和传播的学术研究中识别、削弱

并中立化各种形式的种族中心主义，发展具有文化意识的批评性理论框架，并应用于多样

化的人类话语研究（《文化话语研究》11-20）。

根据文化话语研究理论，话语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人们运用语言以及

其他符号（如表情、道具）所进行的具体社会事件或反复出现的社会实践活动”（施旭，《当

代中国话语的中国理论》 53）。这是一个超越结构主义的概念，不只是文本及其背后的观念

和规则，而且是一个“整体、多元、复杂、动态的现象”（53）。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文化

和历史环境中使用语言进行的交流都可以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

文化话语研究理论包含三个维度：历史与辩证分析的一般原则、多角度的本土立场和

全球视野、文化和谐与繁荣的基本准则（施旭，《文化话语研究》52）。该理论将有关范畴

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用来描述、分析、解释、阐述和评价话语传播事件，这些范畴包括（1）

言说主体；（2）内容 /形式 /社会关系；（3）媒介使用；（4）目的 /效果；（5）文化关系；（6）

历史关系（施旭，《文化话语研究与中国实践》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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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话语研究的理念强调了建立中国话语范式的必要性，并呼吁话语研究者要关注与

当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本研究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相关新闻报道进行话语分析，从话语的视角探讨文化传播。因此，以文化话语研

究理论所包含的六个范畴作为分析框架，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非遗国际传播话语的语言

特征及传播策略，对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研究体系具有促进作用。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运用文化话语研究理论对非遗传播话语进行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从中国的

国家英文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网站和国外“网络新闻语料库”（News on the 

Web Corpus）中收集非遗新闻报道，探讨非遗国际传播的话语策略，具体回答如下研究问题：

（1）《中国日报》与国外媒体非遗报道的主题内容有何异同？体现了什么文化内涵？（2）《中

国日报》与国外媒体非遗报道的言说主体和传播目的有何异同？体现了什么传播策略？（3）

《中国日报》与国外媒体非遗传播话语的异同反映了什么社会文化和历史关系？

（三）语料与研究方法

非遗传播话语在非遗传承实践中产生，媒体报道可提供大量的语料来源。本研究的研

究对象为近 10 年的国内外英文非遗报道，语料来自代表中国外宣媒体的《中国日报》网站

和代表其他国家主要媒体的网络新闻语料库。《中国日报》网站于 1994 年成立，是中国最

大的英文资讯门户，面向国内外英文读者，为国家级重点新闻网站之一。网络新闻语料库

由美国杨百翰大学开发，可以提供 2010 年至今来自 20 个英语国家的网络报纸杂志的语料

数据，每年新增约 20 亿词汇。

本研究通过搜索并下载 2013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间《中国日报》网站和网络新闻语

料库中含有关键词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闻报道，得到原始语

料。通过检索新闻报道的来源，在《中国日报》的相关新闻中删除转载外刊的报道，共获

得 4635 篇新闻报道；网络新闻语料库中的新闻来源显示非遗报道来自包括美国、英国、澳

大利亚、印度、坦桑尼亚在内的五大洲 17 个国家，共有 2149 篇新闻报道。然后人工筛选

删除内容不相关的报道，去除图像、符号、广告、链接等内容，只保留新闻报道的文本。

由于中外媒体关于非遗报道的语篇数量差别较大，为确保对比分析中两个语料库的对等性，

本研究在所收集的语料中随机抽取《中国日报》非遗报道和网络新闻非遗报道各 2000 篇，

英文单词数分别为 964116 和 756248。本研究以布朗家族语料库的新成员Crown Corpus（可

代表当代美国英语使用现状）为参考语料库（Xu and Liang 175-83），用语料库分析软件

AntConc对两个语料库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对比中外媒体非遗报道的异同。

本研究以文化话语研究理论提出的言说主体、内容 /形式 /社会关系、媒介使用、目的 /

效果、文化关系和历史关系这六个方面为分析框架，用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方法，探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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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报刊这种媒体话语的内容主题、言说主体、传播目的，并对其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历史关系

进行讨论。首先分析文本的词汇特征，通过语料库工具进行词频和关键词的统计，从而发现

中外媒体非遗报道主题内容的异同。然后通过对主要引述动词的检索和搭配关系的分析，对

中外非遗报道的言说主体和传播目的进行对比。最后从历史与辩证、本土立场与全球视野、

文化和谐与繁荣这三个维度解析中外非遗报道不同话语特征背后的社会文化含义。

三、结果与讨论

（一）中外非遗报道的突出主题及文化内涵分析

根据AntConc语料库软件的统计分析，按照高频词的关键值由高到低排序，得到表 1《中

国日报》和网络新闻语料库近 10 年非遗报道中排名前 50 的关键词对照的情况。

将表 1 左栏中的 50 个关键词进行分类，可归纳出《中国日报》非遗报道的突出主题，

包括如下五类：遗产类别（opera, dance, art, embroidery, tea, paper, dragon, Kunqu）、活动

形式（festival, exhibition, museum, expo, ceremony, performance, perform）、地域分布和传

播 范 围（international, national, local, rural, China, province, autonomous region, city, county, 

village, Beijing, Shanghai, Shandong, Sichuan）、行为主体及其行为（people, ethnic, miao, folk, 

UNESCO, visitor, government, protection, list, safeguard, hold）、文化传承及经济生活（culture, 

heritage, intangible, tradition, ancient, dynasty, development, tourism, yuan）。

以上主题词分类反映出我国当前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内容、方式和传播现状，也可看

出《中国日报》在非遗传播内容及主题选取方面的侧重。比如遗产类别比较关注各种地方

戏剧、剪纸、民族舞蹈及特色艺术形式；活动形式主要以节庆、仪式、展览和演出为主；

非遗传播的地域范围涉及全国各种行政区划，其中北京（政治和文化中心）、四川（地方传统）

等重要地点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比较突出；非遗传播涉及的行为主体非常广泛，上自联合

国、各级政府机构，下至民间、各族人民（如苗族），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和措施、组织各种

活动，来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与历史发展相关的主题突出了中国的悠久传统和社会经济

的发展，一方面有ancient，tradition，dynasty等具有年代感的高频词，另一方面以非遗为依

托的旅游经济也有较多报道，比如代表经济效益的yuan关键值较高。

表 1 右栏中的 50 个关键词中也有遗产类别（cuisine, dance, art, hawker, music, food, 

yoga, tea, reggae, dish）、活动形式（festival, museum, exhibition）、地域分布和传播范围（world, 

international, national, local, community, country, city, China, Singapore, India, Hong Kong, 

Japan, Pakistan, Malaysia, Jamaica, Nigeria, Estonia, Korea）、行为主体及其行为（UNESCO, 

ministry, people, indigenous, government, folk, list, promote）、文化传承及经济生活（culture, 

heritage, intangible, tradition, ancient, humanity, convention, tourism, tourist site）等五大类。此

外，还有unique，diversity两个高频词，反映了国外媒体选取非遗报道对象的两个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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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外媒体近 10年非遗报道的关键词对比

《中国日报》 网络新闻语料库
关键值排序 词频 关键词 关键值排序 词频 关键词

1 13057 China/-’s/Chinese 1 6298 culture/-s/cultural
2 11389 culture/-s/cultural 2 3932 heritage/-s
3 5863 heritage/-s 3 2154 UNESCO
4 4288 intangible 4 2085 intangible
5 4350 province/-s/provincial 5 1753 China/-’s/Chinese
6 4180 tradition/-s/-al 6 1218 cuisine/-s
7 1890 Beijing 7 2062 tradition/-s/-al
8 2315 festival/-s/festive 8 1208 festival/-s/festive
9 2052 opera/-s 9 1189 list/-s/-ed/-ing
10 3749 art/-s 10 1098 tourism/tourist/-s
11 3868 people 11 851 Singapore/-’s/-an
12 1697 ethnic 12 1013 India/-’s/-n
13 1433 yuan 13 788 dance/-s/-ing
14 1523 folk 14 545 Hong Kong/-’s
15 1429 exhibition/-s 15 859 Japan/-’s/-ese
16 2304 national 16 1897 world
17 1291 ancient 17 1017 minister/ministry
18 1068 UNESCO 18 992 art/-s
19 1876 local 19 773 international
20 2035 city/cities 20 432 humanity/humanities
21 1521 perform/-ed/-ers 21 676 hawker/-s 
22 1087 dynasty/dynasties 22 1023 national
23 1853 development/-s 23 797 music
24 758 Shanghai 24 682 food
25 1412 tourism/tourist/-s 25 892 local
26 1108 museum/-s 26 288 yoga
27 1384 county/counties 27 1553 people
28 1096 protection 28 365 tea
29 736 autonomous 29 255 reggae
30 709 Shandong 30 618 promote/-s/-d/-ing
31 1434 village/-s 31 982 community/communities
32 1143 international 32 1296 country/countries
33 1266 region/-s 33 269 Pakistan/-’s/-i
34 1013 dance/-s/-ing 34 230 indigenous
35 613 embroidery 35 337 Malaysia/-’s/-n
36 570 miao 36 910 city/cities
37 719 tea 37 315 Jamaica/-’s/-n
38 1289 list/-s/-ed/-ing 38 389 site/-s
39 604 safeguard/-s/-ed/-ing 39 309 Nigeria/-’s/-n
40 563 dragon/-s 40 398 museum/-s
41 764 visitor/-s 41 315 exhibition/-s
42 527 expo/-s 42 393 dish/-es
43 958 paper 43 988 government/-s
44 654 ceremony/ceremonies 44 289 Estonia/-’s/-n
45 1807 government/-s 45 332 unique
46 659 rural 46 354 ancient
47 450 Sichuan 47 348 folk
48 1415 hold/-s/-ing/held 48 214 Korea
49 1223 performance/-s 49 286 convention/-s/-al
50 411 Kunqu 50 243 diversity/d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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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主题词，可以看出国外非遗报道关注的遗产类别包括世界各民族的特色非遗形式，

如新加坡的小贩文化（hawker）、印度的瑜伽和牙买加的雷鬼音乐。在非遗传播的国家和地

区中，中国、新加坡、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出现频率高，尤其是中国已成为国际非遗报

道中的主角。非遗国际传播的行为主体主要是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可见其在非遗名录整理

和促进非遗保护方面的作用。

表 1 左右两栏中相同的关键词反映了中外非遗报道共同关注的主题。表 2 列出了两个

语料库中重复的高频词，总数为 22 个。这些重复的词大多反映了非遗传播的基本特征。除

了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还突出了历史和传统的重要性（tradition）、联合国（UNESCO）

和政府（government）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以及人（people）在非遗的民间（folk）传

承中的作用。中外媒体都围绕艺术（art）、舞蹈（dance）等具体非遗形式，以及节日（festival）、

展览（exhibition）、博物馆（museum）等活动形式进行报道，同时强调非遗的本土特色（local）

和国际视野（international）。在经济生活方面重点报道了借助非遗传播发展旅游业（tourism）。

与中国（China/Chinese）有关的非遗报道在国内外媒体中排名均靠前，这表明近年来中国

的非遗传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国内媒体有大量报道，也获得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表 2  中外媒体非遗语料库中重复的高频词

序号 主题词
关键值排序

序号 主题词
关键值排序

《中国日报》 网络新闻 《中国日报》 网络新闻
1 China/-’s/Chinese 1 5 12 ancient 17 46
2 culture/-s/cultural 2 1 13 UNESCO 18 3
3 heritage/-s 3 2 14 local 19 25
4 intangible 4 4 15 city/cities 20 36
5 tradition/-s /-al 6 7 16 tourism/tourist/-s 25 10
6 festival/-s/festive 8 8 17 museum/-s 26 40
7 art/-s 9 18 18 international 32 19
8 people 11 27 19 dance/-s/-ing 34 13
9 folk 14 47 20 tea 37 28
10 exhibition/-s 15 41 21 list/-s/-ed/-ing 38 9
11 national 16 22 22 government/-s 45 43

在《中国日报》中词频较高却未进入网络新闻语料库前 50 的关键词中的词汇反映了

中国非遗的特色，如中国的地域及行政区划特点、多民族文化特性（ethnic）、悠久的历史

（dynasty）、独特的艺术形式（opera, paper, embroidery, Kunqu）。而网络新闻语料库中词频

较高却未出现在《中国日报》高频关键词表的词汇反映的是中外媒体对非遗类别、行为主

体等方面的不同认识和文化差异。比如关于饮食文化的系列词汇（cuisine, food, dish）出现

频率较高，尤其是cuisine一词在关键词中高居第六位，外媒报道均对各国菜系津津乐道。

但对中国这样一个饮食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司空见惯的各地美食已不再被当作非遗报道

的重点了，与其他更具文化内涵的非遗类别相比所占比例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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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遗报道中突出强调非遗的文化内涵，对传承难度较高的艺术形式尤为重视。比

如对词频较高的opera一词进行检索，可以看到除了关键词中的昆曲，还有京剧、黄梅

戏、粤剧、山东梆子、评剧、豫剧等各地剧种，以及 costume，makeup，mask，troupe，

performance等一系列与各种戏曲形式及表演相关的搭配词汇出现。可见中国对戏曲这种艺

术瑰宝的保护、传承、发扬、传播关注度较高，而外媒对这种艺术形式缺少详细报道。剪

纸和刺绣也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还有中国书法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宣纸”也提高了

paper一词出现的频率。而其他国家对中国非遗的多样形式及其文化内涵缺乏深入了解，仅

有少数报道提到了中国的剪纸和书法，刺绣则只字未提。

两个语料库的词汇使用情况对比反映了中外媒体非遗报道主题内容的异同。相同之处体

现了不同文化对非遗共性的相似理解，而不同之处说明我国非遗独特的民族性和博大精深的

文化内涵尚未被其他民族和文化所了解，还需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让世界真正认识中国。

（二）中外非遗报道的言说主体、传播目的和传播策略分析

新闻报道是通过记者对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主观反映之后形成的观念性信息，是记者

把自己对客观事实的主观理解传达出来而产生的话语，因此记者作为传播者在选择报道内

容、转述或引述消息来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主观意愿表现。中外非遗报道内容的差异也可以

通过分析消息来源或事件的言说主体及传播目的得到进一步解释，从而加深对不同媒体报

道背后社会文化差异的理解。

《中国日报》非遗报道的言说主体示例

▲图 1  中外媒体非遗报道的言说主体对比：say/says/said检索行（部分）

网络新闻语料库非遗报道的言说主体示例



152 第7卷 第3期
2023年9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新闻报道中事件的言说主体可以通过查找引述动词的主语来确定。图 1 展示的是两个

语料库中引述动词 say及其变化形式 says和 said的部分检索行。

从图 1 的言说主体示例中可以看出，《中国日报》比较注重引用专家学者（experts, 

sociologists, historians, archeologists）、权威人士（authorities）、官方人士（officials）的观点；

涉及具体的非遗形式，也让非遗传承人和实践者（artists, photographer, painter, calligrapher, 

trainer, volunteers, organizers）发声。国外媒体除了较多引述专家学者的说法与《中国日报》

相似之外，更加注重联合国机构（UNESCO）和政府官员（officials, panelists, ministers, 

ambassadors）的观点。此外，还引用了一些批评家（critics）、观察员（observers）、活动家

（activists, campaigners, animal conservationists）的说法，因为这一类言说主体在西方社会的

影响力比较大，而在中国媒体上比较少见对活动家话语的引述。国外媒体对于非遗实践者

的话语引用也较多，但实践者类型与中国不同。中国多侧重艺术类的专业非遗传承者，如

画家、书法家、戏剧表演艺术家等；而国外的非遗实践者除了舞蹈家（master dancer, ballet 

master），还有面包师、厨师（chef）等，这与外媒关于饮食文化的报道较多有关。此外，

国外媒体中引述动词的主语中普通人较多，而且一般都指出本人姓名，通过普通人的讲述

来报道非遗实践活动。而中国媒体报道对普通人的实践活动描述较多，但对其话语引述较

少，更多的引述动词主语是代表一定权威的人士。这与中国读者尊崇权威性的传统观念有关，

而西方媒体更注重突出个人，以增强报道的亲和力。

非遗报道的传播目的是通过记者的报道意图及报道中言说主体的行为意图共同实现的，

网络新闻语料库非遗报道的目的句示例《中国日报》非遗报道的目的句示例

▲图 2  中外媒体非遗报道的传播目的对比：in order to/so as to检索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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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记者对报道的主题内容以及对言说主体话语的转述有不同的选择。非遗报道中的目的

句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媒体及事件行为主体的传播目的。图 2 是两个语料库中目的句（含

有 in order to和 so as to句子）的部分检索行。

通过对比发现，《中国日报》的非遗传播目的可以概括为：保护支持、宣传促进、传承

培育和发展创新。这反映出中国政府近年来的非遗保护政策比较明确，各级政府和民间传

承实践也相对连续地贯彻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在传播文化遗产的同时也促进经济发展，同

时在国际上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而国外媒体报道中体现的非遗传播目的缺少明确的指向

性，具体事件报道和不同言说主体的目的各不相同，比如增长知识、促进健康、加强尊重、

重建信心、遵守法规、保护动物、保障权益、发展行业、增进和平等。这些传播目的比较

多样化，大多比较微观，与中国的宏观目标相比有很大差异。这与各国的非遗保护政策和

实践各有侧重有关，也反映了不同媒体对不同国家非遗传播目的的解读有一定的差异。同

时还可以看出明显的全球视角，比如与国际政治、立法、和平、环保等主题相关的非遗传

播目的。与中国媒体主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目的相比，国外媒体更注重推广

普世价值。

两个语料库中非遗报道言说主体和传播目的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外媒体传播

策略的差异，说明了媒体代表的利益方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中国日报》作为中国政府的官

方英文媒体，面向国际读者传播非遗，旨在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其传播策

略是立足本土文化，强调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价值，注重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而网络新闻

语料库中收录的外国媒体情况比较复杂，代表不同国家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观点。总体而言，

国外媒体关注的是非遗形式的多样性及相关个人的做法和看法，旨在把各国文化遗产作为

独特的事物介绍给国内外读者，让个人发声，以小见大，注重报道的亲和力。

（三）中外非遗传播话语的社会文化含义分析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中国日报》网站和网络新闻语料库，分别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和

其他国家主要媒体的观点。对比同一时间段中外非遗报道两个语料库的样本，可以看到报

道的篇数和篇幅有很大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媒体对非遗的报道力度相对较大。

“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的理念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而其他国家媒体的新闻报道

对文化主题的关注度远不及对政治经济领域新闻的兴趣。中外媒体非遗报道在主题内容和

传播策略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差异性更加显著。其中的社会文化含义可以从人类非遗的

共同性和中国非遗的独特性这两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作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各国的非遗保护受到普遍重视。2003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中国于 2004 年 8 月加入。《公约》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和拥护，目前已有 181

个缔约国。这有力地证明了全世界保护非遗的目标是一致的，其保护和传承也符合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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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利益。《中国日报》和网络新闻语料库中非遗报道的共同高频词大多数都与非遗的国际

概念相吻合，充分体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非遗传播话语的一致性。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加

强非遗的国际传播，努力使中国非遗融入世界文明，促进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自己的文化独特性。非遗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

具有不可复制性，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很难被西方充分理解。而从非遗的社会历史意

义来说，表现形式独特的文化遗产更具艺术价值。《中国日报》的报道突出了中国非遗的历

史文化特征，旨在宣扬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非遗传播话语只有突出中国文化

身份，彰显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历史内涵和艺术气质，才能在世界文明中凸显中华

文化独特的魅力，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文化话语理论视角下，只有充分考虑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未来发展，同

时兼顾全球视野和国际传播策略，才能使中国媒体的非遗报道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中

国日报》的很多非遗报道在强调非遗民族性的同时也强调文化的世界性，既有本土立场也

有全球视野。比如，在一篇标题为“Charting New Cultural Horizons”的新闻报道中，来自

中国的近 80 位艺术家、工匠和非遗传承人参加了在多伦多举办的“当代中国”艺术节，与

加拿大的艺术家一起展示中国的民俗文化，表明文化是没有边界的，是连接中国和加拿大

两国的桥梁。根据文化话语理论，这篇报道不仅仅是一条新闻，也是一种体现文化和谐与

繁荣基本准则的传播话语，为中国文化艺术走向世界进行了有效宣传。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中国日报》报道了很多关于技艺传承的内容。比如“Art Lessons”

这篇报道介绍了京剧在中国年轻人中的传承实践。京剧经典曲目《击鼓骂曹》在课堂上由

年轻人来演绎，让学生切实体会到京剧的韵味，培养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这种传

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体现在《中国日报》的许多非遗报道中，无论是对非遗项目还是对

非遗传承人的介绍，报道的重点都是围绕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对非遗的历史和现状进行

描述，对未来前景进行展望。依托非遗项目的旅游业虽是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但相关报道

在强调非遗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重在传播传统文化。地方政府突出宣传当地与非遗

项目相关的活动，如展览或比赛，通过文化形式促进旅游业发展。非遗形式与内涵的创造

性转化、非遗传承人的开拓创新也是《中国日报》非遗报道的关注点。

总的来看，中外媒体非遗报道的话语特征和传播策略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日报》的非

遗报道内容丰富、主题多样且紧跟国家形势，旨在促进自身发展和国际交流；而国外媒体

更关注具体非遗形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报道各种非遗实践活动，而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

不够深入。中国非遗报道的主题内容体现了我国非遗独特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民族文化特

性和悠久的历史传统，传达了文化认同感和文化传承的迫切感；而国外媒体在报道中国的

非遗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这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中国社会发展存在偏差，

未能与时俱进地报道中国非遗传承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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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的非遗报道旨在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弘扬传统文化，树立中国的积极形象，

因此在言说主体的选择上倾向于权威和专业人士。而国外媒体的传播目的比较多样化，在

报道非遗的同时还涉及其他全球性问题，言说主体有很多普通人。在这一点上，中国媒体

也需开阔国际视野，把中国文化与世界体系联系起来，结合全球共同关注的事务和贴近生

活的问题来讨论文化现象，弱化带有官方色彩的对外宣传，使国际社会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本文的语料虽来自网络，但研究对象仍是传统媒体上的新闻报道，而未讨论新媒体的

传播形式。随着社交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我们的文化传播实践有效地利用了

多种媒体平台，运用数字技术生成多模态话语，增强传播效果，由此新产生的话语形态值

得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因此，中国非遗的国际传播应不断改进传播策略、传播渠道和传

播方式，进一步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唯有充分认识到话语在传播中的

作用，才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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